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
簡册初步研究

辛德勇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以下省稱《簡册》） 〔１〕，經韓巍先生耗費許多精力，

辛勤辨識，並對其基本内容做出初步分析，現在已經可以比較便利地閲讀。 我近日有

幸獲讀韓氏釋本及所做説明，萌生一些想法。 因過去從來没有直接觸碰過未經專家

考定的簡牘文獻，對於此道，完全懵懂無知，然而這份《簡册》，對秦漢地理以及其他相

關問題的研究，具有比較重要的價值，故很想嘗試着做一些探索。 爲此，權且將自己

十分粗淺的認識寫在這裏，以就教於學術界同仁，請大家給予指教。

這件記録水陸里程的《簡册》，述及秦南郡各地以及由南郡北上途經南陽郡抵達

洛陽的路程里至，包括多條道路。 其中既有在大區域間甚至全國範圍内具有連通作

用的主幹大道，也有一些只是在小範圍内發揮聯絡作用的次級路徑。 雖然其中許多

小地名一時還難以確指，需要在今後的研究中逐漸查找落實，但經韓巍先生釋讀後，

大多數道路的走向，現在已經可以做出初步的推測復原。 事實上，恐怕也只有先對其

做出總體復原，才能够有針對性地在具體的空間範圍内，找尋比定其他尚未落實的

地名。

這件《簡册》原無篇題，過去報導時擬名爲《道里書》。 其具體情況是： 相關内容抄

寫於北京大學藏秦竹簡“卷四”背面中部，共６６枚簡。 其有關道路里程的主體内容，

大多係分上、下兩欄書寫（以中間編繩爲界），分别自右向左横讀，一般書作“某地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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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整理與研究”（１０牔犣犇０９０）以及國家科技支撑計
劃“中 華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及 其 相 關 文 物 保 護 技 術 研 究 ” 課 題 “古 代 簡 牘 保 護 與 整 理 研 究 ”
（２０１０犅犃犓６７犅１４）的階段性成果。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的入藏和整理得到馮燊均國學基金會的資助。

案有關這批簡牘的基本情況，請參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

２０１２年第６期，第６５—７３頁。



地××里”，對里程的記載甚至詳細到“步”。

需要説明的是，《簡册》原文對這些道路及其行經地點前後次序的排列，情況有些

特殊，與過去在敦煌、里耶等地所見秦漢道路里程簿録有明顯差别，即其中有一部分

内容，是一欄之内的地名前後連貫，如“甲至乙”、“乙至丙”、“丙至丁”，構成鏈條狀的

交通綫路，但總的來説，《簡册》記録的道路和地名是參差交錯，很不連貫。 在我們今

天看來，其脉絡甚至還頗顯混亂，這涉及這份道路里程記録本身的性質。 幸好其中有

２８枚竹簡，在其下端（第三道編繩之下）還記有十二月和二十八宿的名稱，同樣的現象

亦見於“卷四”正面《穿門》和《製衣》兩篇的部分竹簡，其與竹簡正文似乎並無關聯，但

客觀上爲復原編聯《簡册》提供了重要幫助，足以保證現在所做編聯的準確性。

下面按照我的粗淺理解，將各條道路的基本走向與所經行地點的基本地理背景，

逐一分述。 至於這些里程記録的性質及其擬名問題和對研究相關政區設置等地理問

題的價值（如秦南郡轄境與西漢初年諸郡境域與秦郡的繼承關係、南郡境内一些縣份

的地域範圍、某些路途上交通運輸設施的性質等），則擬另行撰文予以論述；而每條水

陸通道所經行的這些秦代聚邑在今地圖上的具體位置，大多也都有待日後逐一比定。

一、江陵至淯口間水路

江陵爲西漢南郡治所，而西漢南郡本爲秦人所置舊郡 〔１〕。 《史記》記載秦昭襄王

二十九年，秦“取郢爲南郡” 〔２〕；《太平寰宇記》云：“白起伐楚，取郢置南郡，分爲江陵

縣。” 〔３〕里耶秦簡有記作“江陵慎里大女子可思”者 〔４〕，依當時行文通例，“江陵”自

屬縣名，可證秦時確已設有“江陵”一縣。

就小區域内城址的承續演替關係而言，可以説秦漢江陵縣城是對楚郢都的發展

和繼承，故《史記》有“江陵故郢都”的説法 〔５〕，《漢書·地理志》更具體記述説：“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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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卷二八《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史記》（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卷五《秦本紀》，第２１３頁。

宋樂史： 《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卷一四六《荆州·江陵縣》，第２８３４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之圖版第８—１４４４正號簡，第１７８
頁，《釋文》，第７０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６７頁。 宋祝穆： 《方輿勝覽》（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影印上海圖
書館藏宋咸淳刻本）卷二七《江陵府·古蹟》之“郢城”條（第６犫頁）引《荆州記》云：“掘地得石函，曰：‘楚
都郢。’”



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 後九世平王城之。 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 〔１〕不過，秦

江陵城址與楚郢都故址以及秦南郡治城之間的位置關係比較複雜，對此需要略事説明。

白起伐楚時所攻取的“郢”，應即楚人郢都。 東漢人許慎記載其地在漢江陵城北

十里 〔２〕，西晉杜預稱其故址名曰“紀南城” 〔３〕。 “紀南城”這一地名最早見載於典籍

的史事，是三國孫吴赤烏十三年魏將王昶率軍進攻江陵時，僞爲退兵，引誘吴將朱績

（或作施績）在此城相戰 〔４〕。 《水經注》記楚人子革之語，乃云“我先君僻處荆山，以供

王事，遂遷紀郢” 〔５〕，《水經注》復記鄀縣故城“北有大城，楚昭王爲吴所迫，自紀郢徙

都之” 〔６〕，即稱此城爲“紀郢”。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考古學者對紀南城遺址做了比較系

統的發掘，結果印證了許慎、杜預以來的文獻記載，而且在城址内未見戰國晚期的楚

文化遺存，在紀南城東南部的鳳凰山還發現大批戰國晚期的秦墓和迄至西漢時期的

墓葬，有的墓葬還直接打破東周夯土臺基，清楚顯示出自白起拔郢之後，該城即遭毁

棄 〔７〕。 蓋白起入楚，“拔鄢、郢，焚其廟” 〔８〕，此即滅六國時秦廷有意“墮名城”而“寫

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的行徑之一 〔９〕。 因此，現今大多數學者主張紀南城遺址

即爲楚國郢都故地。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紀郢”這一説法，並不見於先秦兩漢文獻記載，檢視常見經

史典籍，寡陋所知，最早講到這一名稱的人是東晉至劉宋間人謝靈運，他在《擬魏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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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１６０６頁。 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漢書》，將“徙東”徑改爲“徙陳”，乃從
清人齊召南説，齊氏説見清乾隆武英殿本《漢書》之《地理志》上卷末所附《考證》（第４犪頁），文曰：“案‘徙
東’當作徙陳，此頃襄王二十一年事也。 《志》於九江壽春邑自注曰：‘楚考烈王自陳徙此。’即與此文相應。

各本俱誤。”齊氏此説，乃視“東”字爲“陳”之泐損或形訛，實則楚君初徙於陳，並非正式都邑性質，故以“徙
東”稱之，説詳下文。

漢許慎： 《説文解字》（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重印《續古逸叢書》影印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第六下邑
部，第３５２頁。

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元相臺岳氏荆谿家塾刻
本）卷二桓公二年，第６犪頁。
《三國志》（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卷二七《魏書·王昶傳》，第７４９—７５０頁；又卷五六《吴書·朱然傳附子績
傳》，第１３０８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光緒十八年長沙思
賢講舍原刻本）卷三四，第４９８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頁。

湖北省博物館： 《楚都紀南城的勘查與發掘》（上、下），連載於《考古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３期（第３２５—３５０
頁）、第４期（第４７７—５０７頁）。
《戰國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卷三三《中山策》，第６犫—

７犪頁。

漢賈誼： 《新書》（明末刻錢震瀧評閲本）卷一《過秦》上，第２犫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３９頁；

又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２９５８頁。



鄴中集詩》這組詩中，分别有句云“雲騎亂漢南，紀郢皆掃蕩”和“北渡黎陽津，南登紀

郢城”，唐人李善即引杜預《左傳》注之“紀南城”釋此“紀郢” 〔１〕。 較此稍後，沈約在

《宋書·氐胡傳》的評語中也寫道：“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 〔２〕，顯然也是在用

秦人攻郢逐楚的典故。 因知《水經注》所記“紀郢”，應當出自同一南朝系統的文獻。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在此之前西晉時的杜預只稱此楚國郢都爲“紀南城”，並没有

“紀郢”的説法，而揆諸情理，“紀郢”無由直接衍化出“紀南城”這一稱謂。 宋人王象之

所撰《輿地紀勝》，記江陵城北四十里有“紀山”，“蓋荆州之主山” 〔３〕。 明末曹學佺撰

《大明一統名勝志》，亦稱此紀山爲“江陵之主山也”，並清楚記述説：“紀南城以在紀山

之南而名。” 〔４〕《大清一統志》記該山“在江陵縣北十里”，雖説里至略有出入，但仍引

述曹學佺的説法，謂紀南城是以其地處紀山之南而得名 〔５〕。 另外，康熙時人高士奇

亦徑謂“紀南城以山而名” 〔６〕。 紀山其名，今仍沿用，《大明一統名勝志》以來的説法

雖然時代稍顯偏晚，但卻比較合理。 從而可以推知，所謂“紀郢”和“紀南城”，很可能

都直接得名於這一“紀山”，而先秦時是否確有“紀郢”或類似的説法，最好還是能够找

到更早的直接記載來加以證明。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記楚武王初居於免，後因“衆不容於免，乃潰疆浧之陂而

宇人焉，抵今曰郢”；竹書《楚居》復徑稱此城爲“免郢”或“疆郢”（亦曾一度改名爲“福丘”）。

如竹書整理者所説，此正與《世本》“武王徙郢”之説相應 〔７〕。 關於楚國徙都於郢的時

間，一直有武王徙郢和文王徙郢兩種説法，後説源自《史記·楚世家》等 〔８〕。 清華簡

《楚居》發現之後，普遍以此爲據肯定《世本》的説法，但楚人遷都於郢，是一件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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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蕭統： 《文選》（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三〇《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之《王
粲》、《劉楨》兩詩並唐李善注，第４３８—４３９頁。
《宋書》（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卷九八《氐胡傳》，第２４１８頁。

宋王象之： 《輿地紀勝》（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１年，影印清道光二十九年岑氏懼盈齋刻本）卷六四
《江陵府·景物》之“紀山”條，第５８５頁。

明曹學佺： 《大明一統名勝志》（齊魯書社１９９６年，《四庫存目叢書》影印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
三年刻本）之《湖廣》卷八《荆州府·江陵縣》“紀山”條，第１６９—４８０頁。

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清嘉慶進呈寫本）卷三四四《荆州府·山川》之“紀
山”條，第１７３９７頁；又同卷《荆州府·古蹟》之“紀南城”條，第１７４２８—１７４２９頁。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清康熙刻本）卷八“遷於郢”條，第２犫—３犪頁。 案清官修《四庫全書總目》
（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影印清浙江刻本）卷二九《經部·春秋類》之“春秋地名考略”條（第２３８頁）謂此書
係高士奇倩時人徐勝代作。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之《楚居》第８—９、１５號簡，上册《原大圖
版》第２６—２７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７—１８８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６９５頁。



大的事情，很可能遷延較長一段時間，上述兩種記載，未必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完全

有可能是整個遷都過程中的兩個不同階段。 清人高士奇在論述楚都遷郢時，即由“諸

侯徙都，必數世而後定”這一通例，類推“楚人徙都，當亦如是” 〔１〕；過去石泉在研究這

一問題時，也明確提出過這樣的看法 〔２〕。

又《春秋》之《公羊傳》記楚莊王時伐鄭，其將軍子重自稱所都曰“南郢” 〔３〕，楚昭

王時亦嘗囚禁來朝於楚的蔡昭公（昭侯）於此“南郢” 〔４〕，雖然舊解往往謂此“南郢”係

“在江之南” 〔５〕，但若依《史記·楚世家》“文王始都郢”的記載 〔６〕，“南郢”似亦當指

江陵郢都。 故楚國此都之舊名或作“疆郢”，或稱“南郢”（應是相對於後來所徙諸邑都

在此地之北而言），其作“紀郢”者則頗有可能是由“紀南城”衍生出來的名稱，清人高

士奇即云“江陵謂之紀郢，後人通稱耳” 〔７〕。

秦人棄置郢都之後，南郡的治所，並没有直接移置江陵。 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

《語書》，記有秦王政二十年時“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文告，要求屬下各地“以次傳，

别書江陵布，以郵行” 〔８〕。 南郡太守發文到江陵縣，仍然需要以郵遞送，説明秦時南

郡的治所與江陵縣城不在同一地點。 杜預記楚國都邑郢城之後，復有語云：“紀南城

東有小城，名郢。” 〔９〕這一“小城”尚有遺迹，後世習稱“古郢城”或“郢城”，宋、明兩朝

人都早已清楚指出，其“與紀南城爲二城” 〔１０〕，湖北文物考古工作者從２０世紀５０年

代起對這一城址相繼做過多次調查發掘，結果表明，當地除很少一部分戰國晚期陶器

外，主要都是秦漢時期的遺存，其“時代上限應在秦將白起拔郢，公元前２７８年左右，

其下限應爲東漢” 〔１１〕。 黄盛璋結合這座郢城遺址的情況，以爲該城即秦南郡最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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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卷八“又遷於鄀”條，第６犪頁。

石泉： 《楚都何時遷郢》，原刊《江漢論壇》１９８４年第４期，此據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漢大學
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４９—３５４頁。

漢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清道光間揚州汪氏問禮堂仿刻宋紹熙辛亥建安余仁仲本）卷七宣公十
二年，第１１犫頁。

漢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一一定公四年，第４犫頁。

宋羅泌： 《路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四部備要》排印本）之《國名紀》卷丙，第６犪—６犫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６９５頁。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卷八“遷於郢”條，第４犪頁。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圖版五五第０５４—０６１號簡。

晉杜預： 《春秋釋例》（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６年，《叢書集成》初編排印廣東重校刻《聚珍版叢書》本）卷
六《土地名》，第２１９頁。 案“名郢”，《叢書集成》本作“名逞”，乃手民排字之誤，檢覈廣東重校刻《聚珍版
叢書》本原文更正。

宋王象之： 《輿地紀勝》卷六四《江陵府·江陵縣》，第５８１頁。 明官修： 《寰宇通志》（正中書局１９８５年，
《玄覽堂叢書》續集影印明景泰間内府刊本）卷五三《荆州府·古蹟》，第１０犫—１１犪頁。

江陵郢城考古隊： 《江陵縣郢城調查發掘簡報》，《江漢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１６—２３頁。



治所，“後來因郢城太小，郡治遷到江陵城，但郢城爲故治所在，有一定居民與建築，未

便遞（筆者案： 疑爲“遽”字誤植）廢，所以改爲郢縣” 〔１〕。

《漢書·地理志》記此西漢郢縣，謂乃“楚别邑，故郢” 〔２〕。 安徽壽縣出土戰國楚

懷王七年鄂君啟節銘文（由舟節和車節兩部分組成） 〔３〕，記載懷王“処於 郢之遊

宫” 〔４〕，黄盛璋釋“ ”爲“栽”字，謂紀郢或紀南城的“紀”字係此“栽”字之音近通轉，

並謂鄂君啟節銘文所説“栽郢之遊宫”，便是秦南郡治所郢城的前身。 蓋此遊宫“必爲

離宫之類，應在都城紀南城之外，而古郢城正在紀南城之旁不遠。 遊宫在此，而後來

·２８１·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

〔２〕

〔３〕

〔４〕

黄盛璋： 《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原刊《文物》１９７５年第６期，又同人《江
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稱錢衡、告地策與歷史地理問題》，原刊《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此並據作者文集《歷史
地理與考古論叢》（齊魯書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８７—１８８、２０７—２１２頁。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案鄂君啟節銘文的年代，過去都依《史記》定爲楚懷王六年，隨着包山楚簡等楚國簡牘文獻的發現，人
們已經清楚楚國曆法的歲首與其他列國同時行用的曆法不同，以致紀事往往會有一年的出入，故今
多將鄂君啟節銘文的年代改訂爲懷王七年。 詳李學勤《有紀年楚簡年代的研究》之《包山２號墓簡》，

原刊《中國文化》第２１期（２００４年），此據作者文集 《文物中的文明》（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８年）第４４５—

４４７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修訂增補本）之第２１１１０—１２１１２
號《噩君啟車節》，第１２１１３號《噩君啟舟節》，第６６０１—６６０６頁。 案關於鄂君啟節銘文，較早有郭沫若、

殷滌非、羅長銘、商承祚、譚其驤、黄盛璋、于省吾等很多學者做過研究，也獲得不少重要認識，但在幾個
關鍵問題上，一直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 一是商路起點鄂的位置，一直被誤定在“東鄂”，亦即今湖北鄂
城；二是未能正確理解該節銘文記述道路通用辭語“逾”的語義；三是由於這些學者中有一部分人未能
利用拓本或目睹原物，所據摹本不够準確，加之當時所見戰國文字材料有限，以致對一些關鍵字的釋
讀，存在比較嚴重的疏誤。 後來姚漢源、朱德熙、裘錫圭、李零、李家浩、黄錫全等諸多學者相繼發表研
究文章，文字釋讀日漸準確，《殷周金文集成》所附釋文（出張亞初手），即充分吸收了這些新的研究成
果，故今多從之。 需要説明的是，將“鄂君”所居“鄂”地改定爲“西鄂”和釋“逾”字爲順水下行這兩個最
關鍵的問題（對“逾”字的解讀尤爲重要，循此推及《尚書·禹貢》荆州貢道之“逾于洛，至于南河”、梁州
貢道之“浮于潛，逾于沔”，似均應讀作此義），都是由日本學者船越昭生首倡其説（令人奇怪的是，船越
昭生説他對“逾”字的解釋，是信從郭沫若的意見，但郭沫若的解讀實際上與他完全不同，乃是訓作“過”

或“渡”。 不過，黄盛璋倒是講過“郭文據‘逾漢’以爲係沿漢而下”這樣的話，但這同樣與郭沫若文章的
説法不符，不知船越昭生的説法，是不是受黄氏誤導所致），中國學者劉和惠隨後也對“逾”字做出了同
樣的解讀，但這兩個關鍵問題最後能够成爲學術界共同接受的定論，實有賴於陳偉將所謂“油水”釋讀
爲“淯水”，並在《國語》中找到“逾”字用作順流而下的具體例證。 至此，鄂君啟節的銘文，始得通暢解
讀。 劉和惠説見《鄂君啟節新探》，刊《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５期，第６０—６５頁。 船越昭生説見《鄂君
啟節について》，刊《東方學報》（京都）第４３號（１９７２年３月），第５５—９５頁。 陳偉説見《〈鄂君啟節〉之
“鄂”地探討》，原刊《江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燕説集》（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年）第３３—３９
頁；又《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八章第二節《道路》，第２２４頁。 黄盛璋説見《關
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綫復原問題》，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１９６４年６月），此據作者文集
《歷史地理論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６６頁。



又爲秦南郡治利用之基礎，是完全合乎事勢發展的” 〔１〕。 今案關於“ 郢之遊宫”是

否在此古郢城處，其他學者還有不同見解，例如黄錫全便以爲這一“遊宫”是指紀南城

以東約五十公里處的楚章華宫，亦即所謂章華臺處；“ 郢”黄錫全等人亦别釋爲“■

郢”。 對此“ ”字也還有其他一些釋讀，但後來又出土很多楚國文字資料，同樣提到

這一 郢，在楚都 郢爲紀南城（黄錫全同樣以爲紀郢或紀南城之“紀”字與“■郢”之

“■”音可通轉）、古郢城遺址與之無關這一點上，成爲絶大多數學者公認的看法 〔２〕。

只是如上所述，“ 郢”或“■郢”與“紀山”、“紀郢”的關係，應比時下通行著述所説要

複雜得多，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後來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中見有“郢采金丞”一官，依例當屬郢縣采金之丞，考

古發掘者以爲即西漢南郡郢縣承自秦朝的證據 〔３〕。 由此可以確證，秦南郡郡治所在

的古郢城，在秦朝即已設爲郢縣。

黄盛璋不僅很好地論證了秦南郡最初設治於郢縣這一重要史實，而且還依據上

海博物館藏“江垂（陵）行邑大夫鉨”印 〔４〕，指出戰國時楚在江陵已經設邑置官，而秦

漢江陵城便是由此楚江陵邑發展而來 〔５〕。 幾乎與此同時，李學勤亦撰文論述這方璽

印，指出印文當訂正爲“江陵行宫夫人鉨” 〔６〕，而此“江陵行宫”與《水經注》所記“春秋

之渚宫”當同爲一事 〔７〕。 黄盛璋後來又結合其他同類楚國“行邑大夫”璽印以及包山

楚簡，進一步考辨此璽文字的準確内容，實應讀作“江陵行■（邑）大夫”，並謂就目前

所見史料而言，可證“江陵”一名最遲出現於戰國晚期郢地入秦之前 〔８〕。 所説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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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黄盛璋： 《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歷史地理問題》，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
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自印本１９８２年）第７１—７５頁。 案《楚史研究專輯》

屬内部出版性質，黄氏此文後來復正式刊載於《安徽史學》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１６—３１頁），内容有所增
改。 本文引述黄氏此文，凡兩處觀點相同者，皆據早出的《楚史研究專輯》。

黄錫全： 《“ 郢”辨析》，楚文化研究會編 《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 （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

３１１—３２４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所附釋文即將此“ 郢”之“ ”釋作“■”

字，應是采納了黄錫全等人的考釋。

劉慶柱、李毓芳： 《西安相家巷遺址封泥考略》，《考古學報》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４６頁，圖版拾柒。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 《上海博物館藏印選》（上海書畫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５頁。

黄盛璋： 《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歷史地理問題》，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
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第７４頁。

李學勤： 《楚國夫人璽與戰國時的江陵》，《江漢考古》１９８２年第７期，第７０—７１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五，第４９８頁。

黄盛璋： 《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沿革考》，《江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３４—４２頁。 又黄盛璋：
《包山楚簡若干重要制度發复（覆）與争論未決諸關鍵字解難、決疑》，《湖南考古輯刊》第６輯（長沙，《求
索》雜誌社１９９４年，《求索》增刊），第１９７—１９９頁。



充分，信而可從。 不過，按照《水經注》的記載，戰國以迄秦漢的江陵城設在楚渚宫

之地這一點，還應當大致不誤，此即黄盛璋所説“江陵春秋爲楚之渚宫，而楚國發

展爲江陵縣，秦漢之間更成爲臨江王都”。 黄盛璋還根據紀南城遺址到今江陵城

的距離與許慎《説文》所記漢代江陵城至紀南城之間的里至完全一致這一點，論證

“漢江陵城與今無異 ” 〔１〕，但對南郡郡治何時遷入江陵這一問題，卻囿於材料，未

能做出更爲具體的説明。 今案前引《太平寰宇記》謂白起“取郢置南郡，分爲江陵

縣”，應即剖分郢地别置江陵縣之意 〔２〕。 黄氏在論述過程中曾提到項羽立共敖爲

臨江王而都江陵一事，此事便反映出江陵已是這一地區的中心城邑；特别是《史記》

記載共敖之所以受封於此，乃是由於他“將兵攻南郡功多” 〔３〕，這更顯現出江陵在

南郡的重要地位。 其實前引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記此文告傳遞方式，在郡内其

他各地都是“以次傳”的情況下，特地指令 “别書江陵布，以郵行 ”，已經反映出秦

廷最初雖然設立治所於郢縣，但江陵當時在南郡就具有一種高出於諸縣之上的特

殊地位。 如下文所述，北大收藏的這份秦水陸路程《簡册》，其中幾條水路，都是以

江陵爲起點，陸上幹道也無不行經江陵，《簡册》中卻完全没有提及郢城，這反映出

南郡的治所，當時肯定已經由郢城移至江陵，即與西漢時期一樣，是以江陵爲其

首縣 〔４〕。

檢里耶秦簡，簡文中有衆多諸如“□□□□□印，一泰守府，一成固”云云之類“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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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黄盛璋： 《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歷史地理問題》，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
輯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第７４頁。

案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四《江陵府·江陵縣》下（第５８１頁）記述説：“《輿地廣記》曰：‘故楚郢都，

秦分郢爲臨江縣，而郢猶爲縣，景帝改臨江爲江陵，後漢省郢入江陵。 案《元和郡縣志》曰：‘秦分郢爲
江陽縣，二縣俱立，景帝三年改江陽爲江陵，以郢併之。’今 《江陵志》卻不言改江陽爲江陵，失於考
據。”明官修《寰宇通志》卷五三《荆州府·建置沿革》（第１犫頁）等承此《元和郡縣圖志》佚文，記江陵
縣爲“故楚郢都，秦分郢爲江陽縣，漢改爲江陵”，今亦有人據之以論江陵沿革，謂江陵在秦名爲江陽
（如譚戒甫《屈賦新編》），清人高士奇在所著《春秋地名考略》卷八之“遷於郢”條（第３犪頁）中，已經依
據《史記》的記載，指出“此説似誤”，黄盛璋《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沿革考》（見《江漢考古》１９８６
年第１期，第３９頁）亦謂“其説全屬無稽”。 今覈諸出土秦代文書册籍，愈知此説殊不足信，或係誤從
史籍訛字所致，此地在秦時即稱江陵，並無臨江或江陽之名。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３１６頁。

案《漢書·地理志》諸郡國首縣即爲該郡國治所，清嘉慶時人洪頤煊已經有所論述，見洪氏《讀書叢録》
（清道光二年廣東富文齋刻本）卷二一“濮陽、無鹽”條，第１３犫頁。 現代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證，見
日比野丈夫《西漢郡國治所考》，原刊《羽田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叢》（１９５０年），此據作者文集《中國歷
史地理研究》（同朋舍１９７７年）第４２—６８頁；又嚴耕望： 《漢書地理志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原刊
《中研院院刊》第一輯 （１９５３年），此據作者文集 《嚴耕望史學論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５８７—６２０頁。



（太）守府”的提法 〔１〕；或亦省稱爲“守府”，如“洞庭守府”等 〔２〕。 郡尉亦有“尉府”之

稱，如“蒼梧尉府”、“一洞庭泰守府，一洞庭尉府”、“一封詣洞庭泰守府，一封詣洞庭尉

府” 〔３〕，等等。 其他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中亦有“御史書以（秦始皇）廿七年二月壬

辰到南郡守府”云云説法 〔４〕。 因知當時習稱各郡太守和郡尉的治所爲府。 西漢沿承

秦人舊規，仍稱郡守衙署爲“太守府” 〔５〕。 而此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

日，記墓主人行事，有“到江陵”，“治後府”的内容 〔６〕，所記“後府”，應即“泰守府”中的

一部分區域。 因知江陵成爲南郡的治所，至遲不得晚於秦始皇三十四年 〔７〕。

郡治遷於此地之後，江陵在南郡境内的交通地位，也最爲重要。 司馬遷論西漢前

期的經濟地理與交通地理格局，謂江陵“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８〕，《漢書》稱其

地“亦一都會也” 〔９〕。 這在很大程度上，應該也是秦朝的寫照。

《簡册》所記由江陵去往淯口的水路，可分爲三條不同綫路。 第一條走漢汭，第二

條大致走滻口，第三條走揚口（楊口）。

（１） 江陵———夏水———漢汭———漢水———淯口水路。

“漢汭”是指漢水的尾閭，淯口則是漢水左岸支流淯水匯入漢水的地方。 在北魏

時期撰著的《水經注》中，這裏又被稱作“宛口” 〔１０〕。 淯水，《漢書·地理志》記作“育

水”，出南陽郡酈縣西北，南入漢水 〔１１〕，即今白河。 惟《漢書·地理志》於弘農郡盧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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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之圖版第５—２３號簡，第５頁，《釋文》，第４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之圖版第８—７７２背號簡，第１１４頁，《釋文》，第５０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之圖版第８—３７６、８—１２２５、８—１４７４正號簡，第６１、１５６、

１８４頁，《釋文》，第２９、６４、７２頁。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之《奏讞書圖版》第１２５
號簡，第６３頁；《奏讞書釋文注釋》第２２３頁。
《漢書》卷七六《王尊傳》，第３２２６頁。 案在居延等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中可以見到諸多同樣的用法。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
牘》之《曆譜·秦始皇三十四年》，第９４—９５頁；又《圖版》四第３３至第３５號簡，第１４頁。

關於秦南郡治所江陵城的具體位置，請參見黄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
值》，又同人《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稱錢衡、告地策與歷史地理問題》，原刊《考古》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此並據
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１８７—１８８、２０７—２１２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６７頁。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６６頁。 案黄盛璋《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
值》和《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稱錢衡、告地策與歷史地理問題》兩文，依據鳳凰山漢墓出土木牘和相關文
物，具體論述了西漢初年江陵商業的繁盛情況，見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１８８—１９０、１６６—

１７４、２１２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３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４頁。



縣下尚别有一育水，清人楊守敬據 《水經注》，以爲 《漢書·地理志》 “此 ‘育’當作

‘淯’” 〔１〕，今此《簡册》書作“淯”字，從表面上看，似乎可爲楊説增添一個有力佐證。

不過，《漢書·地理志》記南陽郡屬縣有“育陽” 〔２〕，《續漢書·郡國志》同 〔３〕，顯然是

以地居育水 （亦即淯水）之陽即其北岸而得名 〔４〕，清末出土有漢 “育陽邑丞”封

泥 〔５〕，東漢磚銘同樣鎸作“育陽” 〔６〕，可證《漢書·地理志》用字準確無誤，漢廷的規

範寫法即不附帶水旁，故西漢時應以作“育”者爲正字，其書作“淯”形者則爲或字。 由

淯口循淯水北行，進入南陽盆地，這是由江陵所在的南郡北上中原所必經的通道，也

是連通長江中游地區和黄河中游中原腹地最重要的通道。 《簡册》中的水陸路程内

容，起首即記云：

江陵水行＝（行，行）夏水，到■（漢）＝内（汭）＝，（漢汭）上到淯口，千六

百六〔里〕。（０４ ２１９）

夏水又稱中夏水，爲長江汊流，係長江流出三峽谷口之後，因地勢平衍開闊，河道失去

峽谷束縛後水勢散放自然形成的分支流路。 班固《漢書·地理志》在南郡華容縣下較

早記載其基本走向，謂“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 〔７〕。 夏水匯入的沔水，即漢

水别稱，其首受於江的具體地點，則在漢魏之際成書的《水經》當中有更爲具體的記

載，乃謂“夏水出江津於江陵縣東南” 〔８〕，《荀子》稱“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

人也，愚而善畏”，所説“夏首”，講的就是夏水分流江水的這處口門 〔９〕。 因知江陵城

靠近夏水上源，有通航之便，故其北去淯口，會先去往東南，以利用夏水航道，再改由

漢水，轉趨東北。

顯而易見，“漢汭”是這條航道上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按照中國古代地名命名的

通例，所謂“某水之汭”，也就是這條河流匯入其所從屬幹流的地方，此即 《説文》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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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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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清楊守敬： 《漢書地理志校補》（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楊守敬集》本）卷上，第１９５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３頁。

晉司馬彪： 《續漢書·郡國志》四，見《後漢書》（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７６頁。
《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唐李賢注，第４頁。

清吴式芬、陳介祺： 《封泥考略》（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２年，嚴一萍《封泥考略彙編》影印清光緒甲辰滬
上刻本）卷六《漢縣邑道官印封泥》，第６４７頁。

清端方： 《匋斋藏甎記》（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５年，《歷代陶文研究資料選刊》影印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卷下，第４５１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夏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３頁。
《荀子·解蔽》並唐楊倞注，據唐楊倞注《荀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
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一五，第１５犪頁。



“汭”之字義所説“水相入也” 〔１〕。 漢水匯入長江，故一般來説，“漢汭”好像應當是指

漢水入江之處。 不過，漢水的情況，稍微有些特殊。 《水經》記夏水入沔地點，謂其“東

至江夏雲杜縣入於沔”，北魏酈道元疏釋此夏水與沔水（漢水）交匯關係云：

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焉。……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於江，

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吴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

曲入江，即夏口矣。”〔２〕

圖一　秦南郡交通路綫示意圖

即謂沔（漢）、夏兩水交匯之後，便可統稱爲夏水。 相應地，其匯入江水之處，則謂之

“夏汭” 〔３〕，而不是“沔汭”或者“漢汭”（若就水口言之，沔、夏兩水合流入江之處則謂

之“夏口” 〔４〕），今此《簡册》也記有這一“夏汭”（０４ ２１２，０４ ２１０），可證秦時已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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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漢許慎： 《説文解字》第十一上水部，第３９２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夏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６頁。

晉杜預： 《春秋釋例》卷六《土地名》，第２２８頁。

别詳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湖北省博物館合編《湖北文徵》（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七卷清
楊律《夏口考》，第５３５—５３６頁。



樣方式稱謂這一地名。 這樣一來，也就意味着可以把夏、沔兩水（或稱夏、漢兩水）的

交匯，理解爲沔水（或稱漢水）匯入夏水，從而也就可以把這兩條河流交匯的地方稱作

“沔汭”或是“漢汭”。 今此《簡册》既謂由江陵去往淯口的水路，是經夏水而至“漢汭”、

再由漢汭轉趨淯口，即可知悉簡文所説“漢汭”，正應當是漢水與夏水匯合之處，而絶

不應該是長江岸邊漢水（沔水）注入的地方。 在秦統一全國之前，楚人利用夏水航道

最著名的事件，是屈原《哀郢》叙述他被流放到長江下游楚國東部地區的陵陽、“去故

鄉而就遠”時，便是“遵江、夏以流亡”，亦即乘坐舟船，經由江水和夏水東行。 《哀郢》

記其具體經行地點云：“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１〕這説明當時郢都利用夏

水的航道，是先入江水，再轉入夏首，浮夏水東行。

（２） 江陵———夏水———夏楊水———楊口（揚口）———漢水———淯口水路。

這條走夏水赴淯口的水路，另有一條“入■谿，行■中”的路徑，即《簡册》下欄結

尾處所記下列路綫：

江陵水行夏水，入■谿，行■中，上■（漢）到淯口，千一百五十六里。

（０４ １９６）

依其所記，則走此路從江陵到淯口的水上路程爲一千一百五十六里，較同樣走夏水而

經漢汭上到淯口的一千六百里少四百四十四里，故只能是在抵達漢汭之前，中途改走

其他水路，進入漢水水道。

據《水經注》記載，在匯入沔水亦即漢水之前的夏水下游，有兩條水道，可以連通

夏水與沔水幹流。 一是《水經·夏水注》記載從沔水支流楊水下游分出有一條汊流，

“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 〔２〕。 另一條水道較

此更靠近夏水下游，是通過沔水支流滻水水道，《水經·沔水注》謂“其水承大滻、馬骨

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 〔３〕。 如下文所

要具體談到的那樣，在江陵與淯口之間，還另有一條水上航道，其路程較此稍遠，爲

“千二百一十七里”，因此，那條路程更長的水路，更有可能是走滻水或接近滻水的其

他水道，所以，剩下較近的這一條水上航路，應該是走夏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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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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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九章·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７４年，影印明萬曆十四年馮氏觀妙齋
刻本）卷四，第１６９—１７０頁。 案關於《哀郢》的本事亦即篇中所述東遷的史實，學者之間一直有不同看
法，此從游國恩説。 但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其所航行的水路，都不會有重大差别。 游説見所著《論屈
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收入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４—１２３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夏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５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９頁。



若是這樣，簡文中尚待進一步考釋的“■谿”就應該是這條水道的古稱。 “■”字

在此疑通作“蹇”（如“■”之通“蹶”）。 《周易·下經》蹇卦：“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利

見大人。 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又《周易·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

難，故受之以蹇。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解者緩也。” 〔１〕此一險難之

義，用在這裏，應當是指航道上某種妨礙航行的地貌形態，譬如淺灘淤岸之類，“■中”

即此等路途艱澀地段。 蓋航道由夏水幹流轉入支流夏楊水之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

地段，已經不如此前順暢。

夏楊水所從出的楊水，又書作“揚水”，是江陵附近的一條重要水道，爲漢水支流，

《水經·沔水注》記其流路云：

沔水又東，南與揚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

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吴師入郢所開

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於龍陂。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

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内。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陂水又

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揚水。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

曰中湖，南堤下曰昬官湖。三湖合爲一水，東通荒谷。……春夏水盛，則南

通大江；否則南迄江堤，北逕方城西，又北與三湖會。……宋元嘉中，通路白

湖，下注揚水，以廣運漕。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

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憩之

佳處也。揚水又東北流，東得亦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

同。……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

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

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

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言此

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流，注於揚水。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

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

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殷仲堪於江陵，仲堪北奔，縊於

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於揚

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即下（夏？）揚水也。巾

·９８１·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初步研究

〔１〕曹魏王弼、晉韓康成注： 《周易》（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
刻本）卷四《下經》，第８犪頁；又卷九《序卦》，第５犫頁。



水出縣東百九十里，西逕巾城，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年，竟陵郡巾水戍

得銅鐘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謂之巾口。水

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昔白起拔鄖，東至

竟陵，即此也。秦以爲縣。……揚水又北，注於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

曹太祖之追劉備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

口是也。〔１〕

由此可以推測，《簡册》中經夏水“入■谿，行■中，上■（漢）”這一條水路，當即由夏水

轉經夏楊水進入此揚水（楊水）下游，再至揚口（楊口）進入沔水（漢水）。

《晉書》記西晉時杜預以荆州都督坐鎮江陵，因“舊水道唯沔漢逹江陵千數百里，

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 預乃開楊口，起

夏水，逹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２〕。 文中所述交通道路，似稍嫌

晦澀，其“北無通路”之“北”疑爲“外”字形訛，意謂當時揚水（楊水）與夏水航道或俱已

不能通行，由都城洛陽方向南入江陵，若走水路，只能由漢水直下長江幹流，再溯江西

上，這自然太過迂曲。 故杜預從楊口開始，疏通此夏楊水航道，轉接夏水 〔３〕。 這條水

道既可向西連通江陵，同時亦可由“夏首”轉入長江，南通巴丘湖與沅水、湘水。 不過

由其“逹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的情況來看，所謂南通巴陵的航

道，更有可能是由華容縣西側連通夏水與江水的涌水或子夏水直接南入長江 〔４〕，以

大幅度縮短水上航程。 戰國時屈原被逐，外放東出，就走過這樣一條連接夏水與長江

的水道。

屈原《哀郢》叙述其被放逐於長江下游楚國東境時所行經的路途，係“發郢都而去

閭兮，……楫齊揚以容與，……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將運舟而下浮

兮，上洞庭而下江。 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 〔５〕。 清人蔣驥解釋“上洞庭而

下江”的航程，以爲屈原自江陵沿江東下，“逕岳州巴陵縣，洞庭自南而北合於江。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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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４２９頁。
《晉書》（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卷三四《杜預傳》，第１０３１頁。

案清官修《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三四四《荆州府·山川》之“漕河”條（第１７４１１頁），謂杜預所開水道爲江
陵城北之“大漕河”，與《晉書·杜預傳》的記載明顯不符，且宋人祝穆在《方輿勝覽》卷二七《江陵府·山
川》之“漕河”條下（第４犫頁）記載該渠“乃晉元帝建武初所鑿”，即謂其時在東晉初年，晚於杜預很久；宋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六四《江陵府·景物》之“漕河”條（第５８５頁）復謂當時主持其事者爲荆州刺史王
敦，故清《一統志》所説當誤。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五，第５００頁。 晉杜預： 《春秋釋例》卷七
《土地名》，第２８６頁。
《楚辭·九章·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６９—１７１頁。



所謂以南爲上也，故曰‘上洞庭’；南上則北下矣，故曰‘下江’，其路直東行也” 〔１〕，今

游國恩等沿承其説 〔２〕，所論自信而可從。 不過《哀郢》起首即已明言，此行乃是“遵

江、夏以流亡”，朱熹釋之曰：“江，大江也。 夏，水名。” 〔３〕下文又有“過夏首而西浮兮”

相照應，自當先經夏首轉入夏水，復出夏水而過洞庭，對其具體經行的水道，治《楚辭》

者一向迴避不談。 今案若由夏水轉入涌水或子夏水，再南下洞庭，便正符合《楚辭》叙

述的路徑 〔４〕。

屈原此番東行，之所以要先入夏水，再轉至江水，是因爲當時在長江上航行，還有

較大風險，《哀郢》中有句云“凌陽侯之泛濫”（王逸釋陽侯爲“大波之神” 〔５〕，而宋人洪

興祖述“《戰國策》云‘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 〔６〕），就是這種狀況的寫照，

故通常儘量利用其他可替代的水道。 夏水雖然比長江航道要安全很多，但東漢時人

應劭稱：“夫夏之爲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 〔７〕應劭所説，或許有所誇張，

但冬春季節的水量顯然不會如夏秋一樣豐沛。 屈原被放逐出郢，時值仲春 〔８〕，估計

隨着航路向下游延伸，水量已經逐漸減少，而涌水和子夏水亦自江水分出 〔９〕，至與夏

水交匯時流程尚短，應能維持一定水量，故轉而入江，以便舟船通暢行駛。

在此需要稍加説明的是，對“過夏首而西浮兮”這句話，前人一向没有通解。 因

“西浮”之本意自是向西航行，這與屈原出郢都東行的方向恰如南轅北轍，難免令人困

惑。 東漢人王逸爲疏通上下文義，强自解作“從西浮而東行” 〔１０〕，今姜亮夫著《屈原賦

今譯》從之 〔１１〕，但這與古人慣行用法恰相顛倒，可謂不通之至。 清人蔣驥《山帶閣注

楚辭》改釋云：“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 〔１２〕所説雖較爲合乎上下文義，但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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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清蔣驥： 《山帶閣注楚辭》（清雍正五年蔣氏山帶閣刻本）之卷四，第１１犫頁；又 《餘論》卷下，第６犫—

７犪頁。

游國恩： 《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據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第８８—９０頁。

宋朱熹： 《楚辭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３年，影印宋端平乙未福建刻本）卷四，第１５３頁。

案姜亮夫《楚辭通故》（雲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一輯《地部》之“江夏”條（第２７６頁），謂此江夏乃專
指夏水而言，“以出江又入江而别名夏水，故得曰江夏。 ……江夏亦得單言曰夏”，所説别無他證，且無
法解釋屈原“上洞庭而下江”的説法，故不宜信從。

漢王逸： 《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７０頁。

宋洪興祖： 《楚辭補注》（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卷四，第１３４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夏水注》引東漢應劭《十三州記》，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６頁。
《楚辭·九章·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６９頁。

晉杜預： 《春秋釋例》卷七《土地名》，第２８６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
注》卷三五，第５００頁。

漢王逸： 《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７０頁。

姜亮夫： 《屈原賦今譯》第２１１頁。

清蔣驥： 《山帶閣注楚辭》卷四，第１１犪頁。



增字作解，全屬臆斷，非萬不得已似不宜爲之。 面對古人的困局，于省吾不得不另闢蹊徑，

改以音訓通轉釋之，謂“浮”與“負”音近，而“負”與“背”爲音訓，故可讀“浮”爲“背”，“過夏首

而西浮”應讀爲“過夏首而西背” 〔１〕，所説既無“浮”、“背”通假之用例，又過於迂曲，似仍難

以令人信服。 與姜亮夫類似的今譯，另有譚戒甫《屈賦新編》，乃以“回舟轉西”來翻譯“西

浮” 〔２〕，這與屈原的本意尚差相近似。 今案《哀郢》這處詩句的語義，本來簡明易知，不知

前輩學者何以如此大費周章，即應當是講屈原乘舟通過夏口之後，因眷戀君王所在之郢都

而在東去途中一時回舟西望，可是卻“顧龍門而不見”，於是重又“運舟而下浮”（王逸釋云：

“運，回也。” 〔３〕），亦即掉頭東行。 繼之，便是由夏水轉而進入長江航道。

由杜預疏通楊口等地水道的舉措，也可以看出楊口和夏楊水航道的重要地位。

楊口亦即中夏口不僅是漢江水路上的關鍵性樞紐，同時也是水、陸兩道的交結之處。

如《水經注》稱“曹太祖之追劉備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

濟夏口是也” 〔４〕。

（３） 江陵———夏水———滻水———滻口———漢水———淯口水路。

這條航道，在 《簡册》中没有清楚記述，但簡文開頭，緊次於上述 “江陵———夏

水———漢汭———漢水———淯口水路”之下記云：

江陵水行＝（行，行）盧■中，上漢到淯口，千二百一十七里。（０４ ０５２）

文中“盧■”的具體地望一時還不易確定，不過既然是水行，而且是“上漢到淯口”，就

應該與前述“江陵———夏水———漢汭———漢水———淯口水路”一樣，要溯漢水而上，再

看其“千二百一十七里”的里程，明顯短於“千六百里”的夏水航道，而又比“江陵———

夏水———夏楊水———楊口———漢水———淯口水路”之航程“千一百五十六里”要長一

些，因可推知這條航道必定是利用了夏水與揚水之間的另一條漢水右岸支流。 如上

文所述，在見於早期文獻記述的水道當中，這條水道，最有可能是指《水經·沔水注》

記述的滻水。 不過，由於這一帶已經進入夏水和漢水的下游地段，地勢平衍而洪水漫

溢頻繁，古往今來，河道會有很多變化，楊守敬在清末著《水經注疏》時，就已經意識到

這一問題的複雜性 〔５〕，故單純從道路里程的吻合性來看，也可能是滻水與夏楊水之

間還曾另有其他水道可以連通夏水與漢水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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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于省吾： 《澤螺居楚辭新證》（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之“過夏首而西浮兮”條，第１８０—１８１頁。

譚戒甫： 《屈賦新編》上集《本論·哀郢》第１１８頁。

漢王逸： 《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７１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９頁。

清楊守敬： 《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卷三二，第２７０９頁。



在這一帶與所謂“盧■”相關的地名，知西漢南郡下設有中盧縣，東漢承之，爲中

盧侯國，其地乃古廬戎所居 〔１〕，亦即《水經注》所説“古鄢、鄀、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

郡，號此爲北部”者也 〔２〕。 惟其處地近襄陽，隔漢水與淯口相對，由江陵駛往淯口以

下漢水河段的船隻，不會經過這裏，而且這裏也不會有相應的水道連通江陵城與漢

水，故所謂“盧■”應當與此地無關。 與此相關的另一情況是，西漢在南郡境内設有當

陽縣，東漢承之，《荆州記》云當陽“城東有盧城” 〔３〕，這一盧城或仍與古廬戎、盧國有

關，而此處已比中盧要稍接近滻水或其西側的揚水水道，故所謂“盧■”也可能同此地

具有某種關聯。 不過，就我本人目前所讀到的史料來看，我還是傾向姑且將此“盧■”

的語源理解爲“蘆葦之■”，即“盧■”之“盧”通作“蘆葦”之“蘆”，因爲在這一帶有很多

湖沼，水流淺澀處本易形成蘆葦蕩，不利重船通行，故有“盧■”之稱。

通過夏水進入漢水的航道，至遲在春秋時期即已通行。 《左傳》記楚靈王十二年，

靈王身在淮水北岸接近楚國東境的乾溪之上，與吴軍對峙，公子比、棄疾等舉兵反叛，

在占據竟陵西北的魚陂（甘魚陂）後，“先除王宫”，然後派人去乾溪煽動隨從靈王的臣

僚將士，“先歸復所，後者劓”，致使隨從靈王的軍隊在回師彌亂的途中四下潰散。 《左

傳》記述楚靈王之窘迫心境云：

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

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

也。”王曰：“大福不再，衹取辱焉。”

無可奈何之下，“王沿夏，將欲入鄢”。 杜預釋此夏水爲“漢别名”，並謂“順流爲沿”，楚

靈王乃是“順漢水南至鄢” 〔４〕。 其謂夏水爲漢水别名，當屬臆説，唐人張守節謂此乃

“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 〔５〕，尚差相近似。 今案據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

楚靈王時原居於爲郢，而且其居於爲郢由來已久，乃是始自前此四世的莊王時期，後

來又自“爲郢徙居秦（乾）溪之上” 〔６〕。 趙平安釋此“爲郢”即《左傳》等舊史所記鄢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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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四並梁劉昭注引《襄陽耆舊傳》，

見《後漢書》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７９—３４８０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２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四並梁劉昭注引《荆州記》，見
《後漢書》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７９—３４８１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三昭公十三年，第１犪—５犫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唐張守節《正義》，第１７０７—１７０８頁。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１１號簡，上册《原大圖版》第２７頁；下册《釋文、注
釋》第１８１、１８９頁。



其地在今湖北宜城南側，東距漢水不遠 〔１〕。 是則公子比等若是已經先行入據鄢郢，

楚靈王不管身處何方，都絶不會再有沿夏入鄢的打算。 公子比等在政變之初，本擁立

公子比爲王，但成功之後，公子棄疾旋即圖謀取而代之。 《史記·楚世家》記云，因“國

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

驚。 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 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君蚤

自圖，無取辱焉。 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 〔２〕。 唐張守節《史記

正義》釋云：“江上，即江邊也。” 〔３〕鄢郢至江水間距離遥遠，江岸上船夫的喊叫之聲無

由遽爾震驚城内，公子比等只有居住長江之濱的疆郢之都，公子棄疾才會出此計謀。

《公羊傳》記述這次政變的經過，稱“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

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 〔４〕，較諸《左傳》所説“先歸復所，

後者劓”，語義更爲明晰。 斟酌當時情況，公子比等所占據之“王宫”，只能是指設在江

陵的楚之舊京郢都。 其在起事之初率先占據江陵東出交通要地竟陵附近的魚陂，也

可以從側面印證這一點。 由此郢都附近乘船沿夏水東航，轉入漢水，即可上溯至鄢郢

亦即爲郢附近，而這裏正是楚莊王曾經居處過的故都，或可用作復辟的根基。 楚靈王

這一圖謀，清楚顯示出夏水至漢水間水路，在當時應是一條通行的水上航道。 至於靈

王所擬乘船北上的水道，究竟是經由前面所説漢汭、楊口或是滻口中的哪一條路徑，

則現已無從獲知（張守節所説“夏口”應是泛泛講述經夏水下游轉入漢水的情況，並没

有具體的意義。 因爲如前所述，嚴格地講，“夏口”通常是指夏水亦即漢水入江的水

口，楚靈王初不必南下至此）。

又《史記·楚世家》記載楚靈王在乘舟入鄢之策未果之後，“獨傍偟山中，野人

莫敢入王。 ……飢弗能起。 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

以歸” 〔５〕。 《左傳》記楚靈王即位之先尚爲令尹時，嘗“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６〕西漢劉向著《新序》，講述此事，謂“芋尹文者，荆之

歐鹿彘者也。 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 〔７〕。

《漢書·古今人表》在“中下”欄内列有“申亡宇”亦即“無宇”及其子“申亥”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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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平安： 《〈楚居〉“爲郢”考》，《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５—１０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０８頁。

見張衍田輯校《史記正義佚文輯校》（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４５頁。

漢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一〇昭公十三年，第７犫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０８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一昭公七年，第３２犪頁。

漢劉向： 《新序》（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初杭州刻本）卷八 《義
勇》，第５犪頁。



復在“中中”欄下列有“楚芋尹文” 〔１〕。 清人沈欽韓就此考釋説：“按此因昭七年傳

令尹子圍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今此芋尹官又同，一事而訛傳也。 子期賢大

夫，必不復犯子圍之不韙，是芋尹文之人莫須有耳，表取之殊爲寡識。” 〔２〕今案沈説

當是，“子圍”即楚靈王名，芋尹文與司馬子期皆爲傳聞所致訛變，其本事固屬令尹

子圍與芋尹無宇，惟《新序》云所謂“芋尹文”亦即“芋尹無宇”身爲“荆之歐鹿彘者”，

並且執事於雲夢之中，或當别有所據。 若然，其子申亥尋得楚靈王的地方，似乎也

就應該在此雲夢地界之内，楚靈王此舉便與後來吴師入郢時楚昭王逃匿於“雲中”

的做法如出一轍。 這也愈加顯示出楚靈王起初想要利用的夏水，只能是這條由郢

都附近去往漢水的航道。

透過公子比篡位時召唤楚人回歸郢都並在此即位的情況，還可以嘗試對楚國所

謂“遷都”的性質做一些分析。 各種文獻所見楚國遷都的次數似乎過於頻繁，尤以清

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的記載爲甚。 從表面上看，公子比等人發動政變時楚之國

都早已遷入“爲郢”亦即鄢郢，然而，在事出突然的緊急狀況下，公子比能够如此順利

地把楚國軍民召集到這座似乎久已棄置不用的舊都，並怡然居處其中，發號施令，這

説明郢都不僅未嘗廢棄，而且一直以一種特受尊崇、甚至帶有某種神聖性的地位處於

有效管理之下，所以公子比等才會選擇到這裏來號令民衆。

又如楚昭王時吴王闔廬（闔閭）率師入郢，《楚居》記此前楚國已經自“鄂郢徙襲爲

郢”，好像是遷國都於爲郢（亦即鄢郢），清華簡的整理者即據此判斷“闔閭所入之郢是

爲郢” 〔３〕，但如本文開篇處所説，在這次闔廬起兵伐楚之前，楚昭王即嘗囚禁前來朝

拜的蔡昭公（昭侯）於此“南郢”，其囚禁時間，實際長達“數年”之久 〔４〕，説明昭王還

是常常居處於疆郢之都，至少像會見諸侯這樣的重大禮儀活動，有時還是要在這裏舉

行的。 《左傳》載楚昭王嘗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沮）、漳，楚之望也” 〔５〕，

雎（沮）漳二水的長短大小遠不能與江、漢相比，卻得以與之並列爲楚國之望，這恐怕

與其地近“郢”這座獨尊於國中的都城具有直接關係，猶如秦漢時期“霸、滻、長水、灃、

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 〔６〕。 新蔡葛陵出土戰國楚簡中有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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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漢書》卷二〇《古今人表》，第９２５、９３３頁。

清沈欽韓： 《漢書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卷九“楚芋尹文”條，第

２８７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下册《釋文、

注釋》第１９０頁。

漢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一一定公四年，第４犫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九哀公六年，第２１犪頁。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１３７４頁。



云：“昔我先出自顓頊，宅兹沮、漳。” 〔１〕所説“宅兹沮、漳”應該通貫其建都丹陽（今湖

北枝江）與徙都郢都時期，沮漳水左郢都而右丹陽，這與西周豐、鎬二京夾灃水而立的

情形亦相類同。

下文所述各種相關迹象都清楚表明，吴師攻入的楚京只能是這個郢都。 其實柏

舉之戰發生的地點，本來就接近長江北岸地區 〔２〕，由此向西，直入郢都，路途相當便

捷，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亦清楚記云“闔廬入郢” 〔３〕，表明吴師所入乃是武王

和文王以來的疆郢舊都，而不是昭王剛剛遷入的爲郢（鄢郢）。 這些情況也顯示出像

郢都這樣的根本重地，或許從楚武王或楚文王入居之時起，直到被秦將白起攻陷，有

可能一直保持着核心京城的地位，而文獻記載的其他各處楚都，至少有很大一部分，

應該具有比較濃重的别都、陪都甚至行宫色彩，楚靈王一度居處的“乾溪之上”，這一

特徵尤爲明顯，蓋《史記》稱“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 〔４〕，即已透露出其長居不還乃

有違常例。 即使是像鄢郢（爲郢）這一正式國都意味最强的地方，東漢人服虔仍以“楚

别都”視之 〔５〕。

《史記》記載白起在“拔郢”的同時，還縱火“燒先王墓夷陵”，“辱王之先人” 〔６〕，黄

盛璋以爲所謂“辱王之先人”，所指 “應爲楚在郢之宗廟” 〔７〕。 馬王堆漢墓出土 《經

法》，謂“聖人之伐殹，兼人之國，隋（隳）其城郭，棼（焚）其鐘鼓” 〔８〕，這裏所説“鐘鼓”，

應當就是指陳設於宗廟以供祭祀的樂器。 又《國語》記周靈王時太子晉嘗有語云：“王

不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

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 〔９〕説明滅

人之國而焚其宗廟彝器，是當時通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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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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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圖版七七之甲三１１、２４號簡，附録
一《新蔡葛陵楚墓出土竹簡釋文》第１８９頁。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十《葛陵１號墓
簡册·卜筮祭禱》第４０６、４３７頁。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卷九“柏舉”條，第１９犪頁。 清沈欽韓：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鳳凰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影印清光緒刻《功順堂叢書》本）卷一一，第９１５—９１６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１２號簡，

上册《原大圖版》第２７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１、１９０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０６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劉宋裴駰《集解》，第１７０７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３５頁；又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３３１頁；卷七六《平原君虞卿列傳》，第

２３６７頁。

黄盛璋： 《關於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及其相關問題》，原刊《江漢學報》１９６３年第９期，此據作者文集《歷
史地理論集》第４１２—４１３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經法》（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之《國次》，第８—１１頁。
《國語》（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影印明金李刊公序本）卷三《周語》下，第１０犪—１０犫頁。



　　本節開頭處曾經談到，《戰國策》記白起入楚，“拔鄢、郢，焚其廟” 〔１〕；而楚昭王

時期當吴師入郢之際，楚將蒙穀自前綫返回，“奔郢”而“入大宫”，自言“若有孤，楚

國社稷其庶幾乎”？ 於是“負雞次之典”以出逃 〔２〕，此“大宫”讀如“太宫”，乃指祖

廟 〔３〕，猶如商周《金文》所習見、《尚書》和《春秋》經傳也清楚記載的太廟 （亦即祖

廟）之室爲“太室”或“大室” 〔４〕，而所謂“雞次之典”應指鄭重藏儲於廟堂之中的楚

國史書典册，即如稍後秦師救楚“烈藏廟堂”者 〔５〕。 《穀梁傳》更清楚記載吴師進入

郢都之後，曾“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東晉范寧釋云：“鄭嗣曰：‘陳器，樂縣

也。 《禮》諸侯軒縣。’言吴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 〔６〕存世“令■樂

太室塤”銘文，足以印證其宗廟陳器之説 〔７〕，因知黄盛璋所説符合實際情況。 先

王陵墓宗廟集中於郢都附近，正是這種特殊地位的體現。 與楚國相似，商人早期

似亦屢屢遷徙都城。 昔王國維論商湯亳都在所謂 “北亳”，其中最爲關鍵的證據，

就是《左傳》記載這裏爲商人“宗邑”所在 〔８〕，即以宗廟定其具有根本重地意義的

都城。

又如本節開頭處所述，《漢書·地理志》記西漢江陵縣爲“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

陽徙此。 後九世平王城之。 後十世秦拔我郢，徙東”，其“秦拔我郢”云云，顯然是直接

承用楚人載籍，而這一記載顯示出，在楚人心目中，迄至秦兵攻入時爲止，郢都始終都

是楚國不二的都城。 如前所述，大約在楚肅王時期寫成的《楚居》，特别强調疆郢之都

自建成時起“抵今曰郢”（前述“闔廬入郢”正是在這一預定前提之下所作的表述，故所

入之“郢”必指疆郢之都而非“爲郢”），似乎也透露出同樣的訊息，即正式的都城只單

稱“郢”字，與别都之在“郢”字前冠以某地稱作“某郢”（以方位别的“南郢”屬於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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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戰國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中华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宋紹興刻本）卷三三 《中山策》，第

６犫—７犪頁。
《戰國策》卷一四《楚策》一，第１２犪—１２犫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隱公十一年，第３４犪頁；又一九襄公三十年，第１９犪頁。 唐陸德明： 《經
典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卷一五《春秋音義》一，第８７９頁。

唐孔穎達等： 《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７年，影印清嘉慶二十一年南昌府學刊 《十三經注
疏》本）卷一五《周書·洛誥》，第２３１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十三年，第６犫頁；又卷二
三昭公十三年，第８犪頁。
《淮南子·脩務》，據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卷一九，第６５３頁。
《春秋穀梁傳》（上海 ，商務印書館 ，民國《四部叢刊》初編影印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之縮印本 ）卷一
一定公四年 ，第７６頁 。

清方濬益 ： 《綴遺齋彝器考釋》（臺北 ，臺聯國風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影印民國癸酉石印本）卷二八 “太
室塤”條 ，第１７７０—１７７６頁 。

王國維 ： 《觀堂集林》（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卷一二《説亳》，第５１８—５２２頁 。



這二者之間本有明顯區别。

《戰國策》載游士爲六國説秦王語，有以京邑名替代國名者，稱楚威王爲 “郢威

王” 〔１〕，猶如魏國因移都大梁而徑稱爲“梁”。 這種稱謂，或謂係因避秦始皇之父莊襄

王子楚的名諱所致 〔２〕，但據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横家書》記載，早在秦莊襄王即位之

前的秦昭王時期，當時的游説之辭，就曾談到“楚割淮北，以爲下蔡啟□，得雖近越，實

必利郢” 〔３〕，同樣是以郢都代指楚國，更能體現這種用法的悠久性和普遍性，這也很

形象地反映出，“郢”這一稱謂，對於楚國來説具有特别的象徵意義。

至《史記·楚世家》記楚人東徙之後，楚考烈王復“東徙都壽春，命曰郢” 〔４〕，則

反映出在楚君初居陳邑之時，尚存恢復故都的企圖，陳邑未得單稱爲郢，故《史記·

楚世家》記此番初次東徙，但云“東北保於陳城” 〔５〕。 前述《漢書·地理志》所承用

楚人舊籍，謂郢都的結局爲“徙東”而非“徙陳”，同樣是因爲陳邑未得稱郢，所稱之

“東”實際是指壽春。 《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收

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６〕，就是這一國策的

具體體現。

黄盛璋分析戰國各種“行■ （邑）大夫”璽印，以爲此“‘行邑’諸印必爲楚失郢

後，東徙淮，將故郢舊轄縣∕邑，僑置於新都管轄之地；或者故地舊縣∕邑大夫隨楚

王東遷亦得爲之安置，仍用其官職舊稱。 ‘行’義後代仍爲暫設，‘行■’即暫設之

邑。 ‘行■大夫’或仍用舊官。 ……包山楚簡有■而無行■，亦可旁證行■之設，在

懷王以後，襄王東遷與其後諸王，時代可以確定”。 黄氏還指出，這些作“某行■大

夫”的楚國璽印，其有據可查的出土地點，都出自安徽壽縣附近，也可以從出土地域

上印證這一點 〔７〕。 這種在東方僑置江漢故地縣邑或是暫設帶有舊地名官職的情

況，理應始於楚王居陳期間，而這同樣可以佐證陳邑的臨時行在性質。 後來在復國無

望的情況下，才不得不正式確定要以壽春來取代疆郢之都舊日的地位，故改稱新都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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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戰國策》卷六《秦策》四，第６犫頁。

宋鮑彪： 《戰國策注》（明嘉靖壬子刻本）卷三《秦策》，第６５犪—６５犫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戰國縱横家書》 （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一七 《謂起賈章》，第６９—

７１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３６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３５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３５頁。

黄盛璋： 《戰國“江陵”璽與江陵之興起沿革考》，《江漢考古》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３４頁。 又黄盛璋： 《包山
楚簡若干重要制度發复 （覆）與争論未決諸關鍵字解難、決疑》，《湖南考古輯刊》第６輯，第１９８—

１９９頁。



“郢”。 審其遷陳時所鑄金鈑名爲“陳爰（爯）”，入壽春後所製作者則沿承在江陵故都

時的形式，仍稱作“郢爰（爯）” 〔１〕，就很具體地反映了這一變化。

（４） 長利渠（章渠）———楊口水路。

除了上述自然水道之外，《簡册》還記載有一條利用人工渠道與天然水道相連接

的水上航路：

江沮會，循沮水以上到長利渠口廿里二百■（七十）步。（０４ ０７７）

長利渠口到■渚十二里。（０４ ０７８）

■渚到都船十六里。（０４ ０７９）

都船到東宅十一里。（０４ ０８０）

東宅到渠里十七里。（０４ ０７０）

渠里到橘津十一里。（０４ ０８２）

橘津到■臺八里。（０４ ０８６）

■臺到郊十九里。（０４ ２３０）

郊到贏卅里。（０４ ２０７）

贏到下造卅三里。（０４ １９７）

下造到平陽五十里。（０４ １９６）

尋其方位，這條渠道的渠首亦即所謂“長利渠口”，應當位於江陵西北。 《簡册》中另外

有一支簡，提到了這條航路上的平陽：

平陽到楊口六十二里。（０４ ０５７）

這條簡文正好與“下造到平陽五十里”一簡銜接，記録了這條水上通道最東端的航段。

同屬於這條水路的記載，尚另有簡文記曰：

長利渠口到■渚十二里。（０４ ２０５）

■渚到羊題十里。（０４ ２０６）

羊題到都船十六里。（０４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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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方濬益：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二九“郢金鈑”條、“陳金鈑”條，第１８３１—１８４０頁。 李學勤： 《〈楚金爰
考〉跋》，《中國錢幣》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２４—２５、４７頁。 荆州博物館： 《湖北江陵首次發現郢爰》，《考古》

１９７２年第２期，第６７頁。 安志敏《金版與金餅———楚、漢金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指出：“從江陵郢都舊址
發現的‘郢爰’來看，至少當郢都東遷以前，‘郢爰’就已經出現了。”安文刊《考古學報》１９７３年第２期，第

６２—７２頁。 又案安志敏文中（第７９—８１頁）講述戰國楚墓中尚見有帶“鄢”字冥幣泥版，這也應該是仿造
實際應用的“鄢”字金版而製作，説明楚國在鄢鑄造的金幣與陳邑一樣，也不能稱作“郢爰（爯）”。



其中第一條與前面引述的第０４ ０７８號簡文完全相同，第二條和第三條，是將前面“■

渚到都船十六里”一簡的里程拆分爲“■渚到羊題”和“羊題到都船”兩段，只是兩段相

加，里程數爲二十六，與前面所記十六里不同，疑由■渚到羊題、再由羊題到都船的這

段路程，與“■渚到都船十六里”的里程，不在同一條路上，即這是一條分叉水路，故較

正途稍顯迂遠。 不過，這幾條簡文也有可能確是記述同一條水路，而“■渚到都船十

六里”或爲“廿六里”字誤。

與此長利渠水路上的“■臺”和“郊”相對應，《簡册》中另有相關記載云：

江陵到章渠陽■鄣十七里。（０４ ２０５）

江陵到章渠■臺五里。（０４ ２０４）

江陵到章渠郊鄣卌二里。（０４ ２０３）

江陵到章渠短■鄣百卌一里。（０４ ２０２）

凡渠首到江陵八十四里。（０４ ０８７）

兩相比照，疑章渠即長利渠别名。 因據《水經注》記載，漳水與沮水在枝江縣北匯合爲一水

（這條水道，今稱沮漳河） 〔１〕，依二水互受通稱的常例，在“江沮會循沮水以上”行“廿里二

百■（七十）步”所抵達的“長利渠口”，也可以説出自漳水或者沮水，故此“長利渠”亦可謂之

曰“漳渠”或是漳水、沮渠、沮水，《簡册》中的“章（漳）渠”指的就應該是這條水道。

圖二　長利渠水路經行地點示意圖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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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魏酈道元： 《水經·沮水注》，又《水經·漳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４—４７５頁。



至於這些以“鄣”命名的地名，則應該是在章渠或稱長利渠南岸設置的軍事防禦

設施，審度這些障塞設施的作用，應當是與南郡所處的特殊戰略地位有關，即南郡特

别是其首縣江陵，地處長江三峽咽喉上的扜關（或書作“扞關”，即西漢“江關”）之外，

猶如函谷關外的三川郡與其郡治雒陽，是秦人依托所謂“大關中”來控扼關東六國故

地的重險要隘，因而需要嚴加防範，不敢掉以輕心 〔１〕。 此長利渠或章渠應是開挖人

工渠道，分引漳水（或謂之沮水）東行，連接江陵城北、紀南城西南的揚水（楊水） 〔２〕。

檢《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縣下記云：“《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

入陽水。 陽水入沔，行六百里。” 〔３〕這裏所説的“陽水”，應當就是《水經注》記述的“揚

水”（楊水）。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專門駁斥《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以爲漳水匯通陽

水而入沔之所説“非也”，“今漳水于當陽縣之東南百餘里而右會沮水也”，而沮水與漳

水匯合後，“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 〔４〕。 實際上《水經注》所記，應是漳水

和沮水這兩條河流在漢代以後的流路，乃是依循其自然流勢所流經的路綫，而 《漢

書·地理志》記述的漳水流路，明顯違背其自然流勢，應屬人工浚引所成。 楊守敬在

清朝末年即曾對此有所辨正，謂“《沔水注》楊水上承江陵縣赤湖，《寰宇記》引盛弘

之《荆州記》，楚昭王十年，吴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 此漳水

入陽水之切證”，楊氏並貶斥酈道元之説，乃“幾若漳、沮之水自三代至魏晉毫無變

遷” 〔５〕。 今此《簡册》所記“長利渠”或“章渠”之渠名，則正清楚顯示出其確屬人工

渠道。

只是所謂“吴通漳水”，還未必是這條渠道的始開年代。 蓋《左傳》記楚昭王十年

吴師入郢之役，述昭王出奔之路云：

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 涉雎濟江，入於雲中。…… 王奔

鄖。……鄖公辛……以王奔隨。……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杜預注：江

夏竟陵縣有臼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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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别詳拙著《秦漢政區與邊界地理研究》（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下篇第二章《張家山漢簡所示漢初西北隅邊
境解析》第２７８—２８２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４２８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沮水注》，又《水經·漳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４—４７５頁。

清楊守敬： 《水經注疏》卷三二，第２７０３—２７０４頁。 又楊守敬《晦明軒稿》（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楊守敬集》本）之《沮、漳水考》，第１１５９—１１６０頁。 案所謂吴通漳水灌紀南城事，原文見宋樂史《太
平寰宇記》卷一四六《荆州·江陵縣》引盛弘之《荆州記》，第２８３６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七定公四年、定公五年，第１６犫—１８犪、２２犫—２３犪頁。



這裏提到的“雎”，當指沮水 〔１〕。 “涉雎濟江”在此應爲入航沮水與入航江水之意。 蓋

西漢人毛長（毛萇）訓釋《詩經》，有語云：“水行曰涉。”或謂“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

涉曰溯游” 〔２〕。 這裏與逆流而上相對應的“順流而涉”，自然應當是順水流向下方游

動的意思。 又東漢人高誘注《吕氏春秋》“君子濟人於患”，謂濟有“入”義 〔３〕，而晉人

晉灼則云“涉猶入也” 〔４〕，曹魏時人徐邈亦云“涉猶歷也” 〔５〕。 如屈原《九歌》之《湘

君》有句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東漢王逸釋曰：“搴，手取也。 芙蓉，荷華

也，生水中。 屈原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

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之也。” 〔６〕此以“入池”、“涉水”並舉，即其文義同一之證。 又

《孔子家語》記孔子嘗有語曰：“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

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 〔７〕濫觴即浮杯之義，猶言淺水流觴，故下

文所云舫舟避風以“涉”者，亦當就浮航於江水上下而言。 《戰國策》記張儀爲秦破縱

連横説楚王語云：“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

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

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 〔８〕東方朔歌詠屈原初被

流放於東方，有句云“將方舟而下流”的句子 〔９〕；王燦《贈蔡子篤》詩，亦有句云：“舫舟

翩翩，以溯大江。” 〔１０〕“方舟”、“方船”都與“舫舟”同義，而這幾處談到的舫舟，都是沿

江水上下航行，《孔子家語》所説舫舟涉江，應與之相同。 昭王既與鍼尹同舟而 “涉

雎”，又由雎至江，覈諸當地地理形勢，自然是乘船浮雎入江。

其實《楚辭》“涉江”這一篇名，以及《哀郢》中“江與夏不可涉”之句 〔１１〕，循其文義，

其“涉”字也都應該當作“入”或“浮”解。 蓋《涉江》乃叙述屈原由鄂渚以下的陵陽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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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卷七五《湖廣·大川》之“沮水”條，第３５０４—３５０５頁。

清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中華書局１９９３年）卷八下《春秋列國山川表》下，第９４６頁。

漢鄭玄箋： 《毛詩詁訓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卷三《鄘風·載馳》，第８６頁；卷六《唐風·蒹葭》，第１２犪頁。
《吕氏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卷一九《離俗覽·離俗》

並漢高誘注，第６９８頁。 參見陳奇猷《吕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卷一九，第１２４３頁。
《漢書》卷一下《高帝紀》下唐顔師古注引晉灼語，第８３頁。

唐楊士勛： 《穀梁疏》（民國五年吴興劉氏刊《嘉業堂叢書》本）卷九襄公二十七年引徐邈語，第１５犫頁。

漢王逸： 《楚辭章句》卷二，第８８頁。
《孔子家語》（日本寬永十五年京都二條通觀音町風月宗智重刻南宋“上官國材宅刊”本）卷二《三恕》，第

１４犫頁。
《戰國策》卷一四《楚策》一，第８犫頁。
《楚辭·七諫·初放》，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一三，第３４１頁。

梁蕭統： 《文選》卷二三曹魏王粲《贈蔡子篤詩》，第３３４頁。
《楚辭·九歌·哀郢》，據漢王逸《楚辭章句》卷四，第１６２—１６８、１７２頁。



而上的行程 〔１〕，而“江與夏”則如前文所述，固爲屈原去郢東行時所經行的航道，涉入

這兩條水道，意即重返故都。 又前文曾經提到，當吴師入郢之際，楚將蒙穀嘗由郢之

大宫“負雞次之典”以出逃，其離開郢都之後，乃“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 〔２〕。 蒙穀自

郢都“浮於江”而“逃於雲夢之中”，其出行路綫，應與楚昭王相同，足證《左傳》謂昭王

“濟江”亦當猶此“浮江”。 又《楚辭·涉江》中“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之

句，所用“濟”字，同樣也只能是指在水上航行，而非横渡之意，游國恩即謂此乃“其由

放所泝江入湘之路” 〔３〕。 楚昭王能够由郢都直接乘船入沮（即入雎），再轉入江水，進

入雲夢（案《史記》記“昭王亡也至雲夢” 〔４〕，可見《左傳》所説“雲中”亦即雲夢之地），

繼之復由雲夢東北行，至漢水西岸“鄖公辛所治”的鄖國（亦即秦竟陵縣治所在的城

邑） 〔５〕，渡過漢水之後，又東過臼水 〔６〕，以趨隨國，這只能首先依賴流經郢城之下的

長利渠水道。 故所謂昭王“涉雎”，實際上也就是在長利渠或陽水之上航行 〔７〕。

馬王堆出土《戰國縱横家書》，記蘇秦説燕易王語，有句云：“自復而足，楚將不出

雎章（漳），秦將不出商閹，齊不出吕隧，燕將不出屋、注，晉將不逾泰行，此皆以不復其

常爲進者。” 〔８〕其所説“雎章（漳）”，也應當是指東引沮、漳二水的長利渠水道，即出郢

都越渠北行。 蓋楚人與諸侯争地，通常都是或北出、或東向，並無西出沮漳水之理。

明此可知，盛弘之《荆州記》謂“吴通漳水，灌紀南城”，講的恐怕只是吴師決此長

利渠水灌注紀南城的事情，這條渠道自是開鑿於此番吴師攻郢之先，秦朝乃是沿承楚

人舊規而通渠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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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游國恩《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據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第８８—９０頁。
《戰國策》卷一四《楚策》一，第１２犪—１２犫頁。

游國恩： 《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據作者文集《楚辭論文集》第１２０—１２１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１５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８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頁。

案清末人楊守敬以及近人童書業、石泉等研究楚昭王此次出奔路綫，或因未能理解此“涉”、“濟”二字應
作“入”解，或因未將“沮水”與長利渠（揚水、陽水）聯繫起來，因而都很難理解楚昭王自江陵郢都東奔隨
國的具體路綫。 如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之《春秋左傳考證》第一卷第１０９
則“春秋楚‘郢都’”條（第２３１—２３４頁）雖亦將此“雎”字解作“沮水”，卻因童氏不知沮水與漳水合流後
被導入揚水從而貫通郢都城下這一情況，疑惑郢都“如在江陵，則向南即可濟江，以緩吴師之追擊，何必
西涉沮水，反易遭險”？ 童書業且由此出發，並參據其他史料，推斷春秋時的郢都位於漢水中游一帶。

今知至少就這次楚昭王出奔的路綫來看，這種説法並没有多大合理性。 其他如楊守敬説見所著《晦明
軒稿》之《沮、漳水考》，第１１６０頁；石泉説見《從春秋吴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見作者文集《古代
荆楚地理新探》第３９１—３９６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戰國縱横家書》五《蘇秦謂燕王章》，第１７頁。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
傳》，第２２６４—２２６５頁。



《史記·河渠書》謂戰國迄至嬴秦之世，各地紛紛開鑿溝渠，“於楚，西方則通渠

漢水、雲夢之野，……此渠皆可行舟” 〔１〕。 清人全祖望釋之云：“《皇覽》曰‘孫叔敖

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地’，蓋指此。 但雲夢已見於《禹貢》，固非孫叔所作，但引沮水

以入之，所謂通渠者也。 漢水一名沮水。 斯事足補水經之遺。” 〔２〕今案全祖望所説

《皇覽》的記載，見於《史記·循吏列傳》之裴駰《集解》，乃是在引録《皇覽》記述的孫

叔敖冢的位置之後，復綴云：“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依循常例，此

語多半不會是出自 《皇覽 》，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就將其讀作裴駰本人叙述的内

容 〔３〕。 與全祖望所説更大的差異，是《史記集解》乃謂“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

之池”，而不是“大澤之地”，此“雲夢之池”亦即雲夢澤，確非孫叔敖或其他任何人所

能造作。 清人梁玉繩則以爲即便確有其事，亦 “恐孫叔敖是引沮水以入雲夢，與

《史》所言‘通渠’不同，似當闕疑” 〔４〕。 沈欽韓對此另有疏釋曰：“《外傳》（筆者案：

指被稱作“春秋外傳”的 《國語》）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

舜。 《水經·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以下多湖，周五十

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 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 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言

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 〔５〕這些説法雖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裴駰所説孫

叔敖之事假若確有更早的史料依據，其“激沮水”云云，只能是開挖人工渠道，浚引沮、

漳二水東流進入雲夢澤附近區域，而這正是《漢書·地理志》陽水的流路，全祖望以此

事來疏釋《史記·河渠書》的記載自是合乎情理的判斷。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人 〔６〕，足

見此渠歷史之久遠，今治運河史者多將其視爲中國古代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人工

運河 〔７〕。

在這裏需要稍加説明的是，今《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此漳水和沮水繪爲兩條各自

獨流的水道，沮水南下入江，漳水則由南流改而東折連接陽水 〔８〕。 其漳水東折，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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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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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１４０７頁。

清全祖望： 《經史問答》（清乾隆三十年鄞縣萬氏杭州原刻本）卷八，第７犫—８犪頁。
《史記》卷一一九《循吏列傳》劉宋裴駰《集解》，第３１００頁。 案清人程大中即將此語屬之於裴駰，説見
程氏《雲夢考》，此據清胡祖翮《荆楚修疏指要》（清同治十一年湖北崇文書局刻本）之《水道參考》卷三
《湖考》所附引文，第１８犫頁。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卷一六，第８２１頁。

清沈欽韓： 《漢書疏證》卷二二“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條，第６０６頁。
《史記》卷一一九《循吏列傳》，第３０９９頁。

史念海： 《中國的運河》（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二章 《先秦時期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第１２—

１３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二册《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２２—２３頁。



遵循前述《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而沮水獨自南入長江，應是本自《漢書·地理志》漢

中郡房陵縣下的記載，乃謂：“東山，沮水所出，東至郢入江，行七百里。” 〔１〕但今據此

《簡册》中“長利渠”和“漳渠”的情況，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斷，秦代以及由此上溯至楚人

開鑿長利渠之初的沮水和漳水，應當與《水經注》記載的狀況相同，即這兩條河流的下

游也是匯合爲一條水道，而這段合二而一的水道應該只有部分水量分引流入陽水，這

就是《漢書·地理志》南郡臨沮縣下所記述“漳水”的情況；剩馀的水流則依舊匯入長

江，乃如《漢書·地理志》漢中郡房陵縣下所載録“沮水”的情況。 這樣的記述形式，依

然符合兩水因互受而得通稱的成例 〔２〕。

關於長利渠沿途經行的具體地點，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都船”的情況。 《漢書·

百官公卿表》記中尉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曹魏如淳注稱：“《漢儀

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 〔３〕漢代都船治獄，尚可徵之於《漢書·薛宣傳》記

宣“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４〕；又哀帝時丞相王嘉亦被“載致都船詔獄” 〔５〕。 疑

都船本主舟船，猶如武庫之掌兵器，因造船役使罪囚而兼治獄事。 出土秦封泥中有

“都船”和“都船丞印” 〔６〕，知秦廷亦設都船一官；又秦始皇陵附近出土許多“都船工”

某某人瓦，當即都船管治的獲罪刑徒 〔７〕。 《水經注 》記載江陵城舊爲 “楚船官

地” 〔８〕，前引《水經·沔水注》也提到江陵東側的揚水（陽水）水系有“船官湖”。 江陵

鳳凰山漢墓出土有木船模型以及反映當地普遍利用舟楫的遣册，黄盛璋曾依據這些

文物和出土文獻，並結合歷史典籍的記載，論述當地造船業之發達 〔９〕。 根據上述情

況，頗疑《簡册》所記“都船”，乃爲秦廷都船官署設在南郡的造船機構。 《簡册》中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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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９６頁。

案關於《漢書·地理志》陽水以及所謂“子胥瀆”的具體流路，尤其是與今地的對應關係等問題，請别詳
張修桂《〈水經·沔水注〉襄樊—武漢河段校注與復原———附〈夏水注〉校注與復原（下篇）》，《歷史地理》

第二十六輯（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３３頁。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並唐顔師古注，第７３２頁。
《漢書》卷八三《薛宣傳》，第３３８５頁。
《漢書》卷八六《王嘉傳》，第３５０２頁。

傅嘉儀： 《秦封泥彙考》（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之“都船”、“都船丞印”，第２８—２９頁。 未題撰人《新
出土相家巷秦封泥》（京都，藝文書院２００４年）之“都船”、“都船丞印”，第１９頁。

袁仲一、劉鈺編著： 《秦陶文新編》（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之《上編·考釋》第貳章第二節《食官遺址出土
的陶文》第４４頁，第貳章第五節《南社及劉家寨村兩處秦遺址出土的陶文》第７９頁；又下編《圖版》第

８８３、８８６、８８８—８８９號，第１８２—１８３頁，第１２８１號，第２４２頁，第１３３８號，第２５０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四，第４９８頁。

黄盛璋： 《江陵鳳凰山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

１９１—１９２頁。



簡記有“南郡都船”（０４ ０７５），可以與之相互印證，由此也可以反證這條水上通道的

重要性。

江陵望山１號楚墓出土竹簡中屢見有一“東宅公” 〔１〕，後來在包山楚簡中又數度

見到這一地名 〔２〕。 因“東宅”並非常見地名，重合率較低，故極有可能與《簡册》中的

“東宅”同屬一地。 《儀禮·士喪禮》記“筮宅，冢人營之”，鄭玄注云：“宅，葬居也；冢

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 〔３〕故《廣雅》據以訓釋“宅”字與垗、塋、域諸字一樣，有葬地

之義 〔４〕。 包山楚簡中有句云 “若葬王士之宅 ”，劉信芳就把這一 “宅”字釋爲墓

地 〔５〕。 清人胡匡衷復進一步疏釋《儀禮》冢人所掌乃特指公墓之地 〔６〕，而當此東宅

附近，正是春秋晚期至戰國中期楚國墓葬、特别是高等級貴族陵墓集中分布的區

域 〔７〕，即紀山、八嶺山楚墓群，“東宅”的得名很可能與此有關。 假若此説不誤，那麽，

值得重視的是，“東宅”這一地名似乎更有可能是緣於其地與楚都丹陽的相對方位關

係而得名。

按照《史記·楚世家》的記載，丹陽是楚君熊繹受封於周成王時在楚蠻地區的居

邑 〔８〕，關於這一楚國早期都城的位置，學術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其中一派主張在漢南

郡枝江縣境内，其地應即《續漢書·郡國志》枝江縣下所記“丹陽聚” 〔９〕，這也是漢晉

時期學者比較通行的看法。 雖然現代學者對其具體位置的認定，有沮漳水西岸的當

陽季家湖古城説和沮漳水東岸的當陽磨盤山遺址説等不同主張 〔１０〕，目前還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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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合編： 《望山楚簡》（中華書局１９９５年）之《圖版》第１０９、１１２、

１１３、１１５號簡，第３８—３９頁；《釋文與考釋》第７７—７８、９９頁。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
種》（經濟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三《望山１號墓簡册·卜筮禱祠記録》，第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３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之圖版七六第１６７號簡，圖版七八第１７１號
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７９—８０頁。

漢鄭玄注： 《儀禮》（廣陵書社２０１０年，影印黄氏 《士禮居叢書》影刻宋嚴州本）卷一二 《士喪禮》，第

２７５頁。

曹魏張揖： 《廣雅·釋丘》，據清王念孫《廣雅疏證》（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高郵王氏四種》影印清嘉
慶刻本）卷九下，第２９９頁。

劉信芳： 《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２００３年）一 《文書·葬宅》之第１５５號簡，第１６０—１６１、

４５２頁。

清胡匡衷： 《儀禮釋官》（清嘉慶丙子研六閣原刻本）卷五《士喪禮》之“冢人”條，第８犪—８犫頁。

郭德維： 《江陵楚墓論述》，《考古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２期，第１５５—１８１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６９１—１６９２頁。

晉司馬彪： 《續漢書·郡國志》四，見《後漢書》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８０頁。

黄盛璋： 《楚的起源和疆域發展》，原刊《地理知識》１９７９年第１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

４０５—４１０頁。 高應勤： 《再談丹陽》，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楚史研究專
輯》第６０—６４頁。 湖北省博物館： 《當陽季家湖楚城遺址》，《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１０期，第３１—３９頁。 宜
昌地區博物館： 《當陽磨盤山西周遺址試掘簡報》，《江漢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２期，第７—１２、２８頁。



地確立與西周時期古遺址的聯繫，但大致應處在今湖北枝江與當陽之間的沮漳水兩

岸地區，其東側正鄰接“東宅”附近這一楚墓群。

在這一區域西面的夷陵，如前文所述，文獻記載有楚王的陵墓，郢都淪陷時被秦

將白起縱火焚毁 〔１〕。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記載熊繹，“使若嗌卜，徙於■■”，

整理者以爲此■■“當即史書中的丹陽” 〔２〕。 李家浩結合包山楚簡中的“土■人”，考

釋■■就是夷陵，在這裏是以祖陵地名代指舊都丹陽，以爲丹陽的位置，還是以枝江

説更爲合理 〔３〕。 今案李家浩的結論自合理可信，而劉彬徽嘗推論楚自熊渠或其下一

代時始由秭歸遷居枝江，具體的時間更爲明晰 〔４〕，惟李氏文中以睡虎地秦簡之“甸

人”與包山楚簡中的“■人”相比附，如其所云，“甸人”的“甸”字並無墳墓的意思，故李

氏只好通過複雜的音轉，試圖把“■人”之“■”和“甸人”之“甸”都讀爲“夷陵”的“陵”

字，所論似稍顯迂曲。 《水經·沘水注》載六安縣古城附近有大冢，乃“民傳曰公琴者，

即臯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 〔５〕。 《水經·汝水注》載葛陵“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

民謂之楚王琴城” 〔６〕，《史記·楚世家》記楚武王伐隋，“卒師中而兵罷”，裴駰《史記集

解》引《皇覽》亦云：“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鮦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漢永平

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 〔７〕可證

楚人確是冢墓呼作 “琴”或 “岑”音。 楚君熊渠嘗自言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

諡” 〔８〕，故此“琴”或“岑”字均當屬以漢字記同一楚聲蠻音，而■■之“■”與此“琴”或

“岑”字均屬一音之轉 〔９〕。

東宅和夷陵這兩處墓葬區域東西相對，中間所夾持者正應該是楚都丹陽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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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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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３５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四，

第４９５—４９６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４號簡，上
册《原大圖版》第２６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１、１８５頁。

李家浩： 《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的“夷■”及其他———兼談包山楚簡的“■人”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
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二輯（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第５５—６６頁。

劉彬徽： 《試論楚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江漢考古》１９８０年第１期，第４５—４８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沘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０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汝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一，第３２６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並劉宋裴駰《集解》，第１６９５—１６９６頁。 案《皇覽》“葛陂鄉”，張守節《史記正義》

謂“有本注‘葛陂鄉’作‘葛陵鄉’者，誤也”。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６９２頁。

案清人洪頤煊之《讀書叢録》卷一八“葛陵鄉”條（第４犫—５犪頁），謂“岑古陵字，琴即岑之訛”，此説自亦
可通，惟楚人用語未必皆與中原諸國同源，猶如楚君“若敖”、“宵敖”、“堵敖”（“杜敖”、“莊敖”）、“郟敖”

之“敖”，似乎就應當與其稱澤爲“夢”一樣，視作南土方言特有的詞語，姑書此備考。



在。 希望 “東宅 ”這一地名綫索，能够爲進一步探索楚都丹陽的位置提供一些

幫助。

至於“橘津”這一地名，固應與江陵盛産橘子有關，即司馬遷所説“江陵千樹橘”是

也 〔１〕。 橘津地近江陵，顯然是江陵城邊的一處重要渡口，而毗鄰這一渡口的“■臺”，

因“■”字从“廩”（此據韓巍釋），則很可能與其通過水陸兩路轉運存儲糧食有關。 不

過，此“■”字又从“火”，是不是有可能从“火”从“稟”以表示報警烽火之意，而“■臺”

亦即等同於後世所説烽火臺，似乎也可以斟酌。

簡文中提到的“郊”這一地名，對我們認識楚都“郊郢”問題，或許也能提供一定

幫助。 《左傳》桓公十一年下記載“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由

曲瑕率軍“次於郊郢以禦四邑” 〔２〕。 《水經注》記古鄖國在揚水匯入沔水之處，其地

即秦漢竟陵縣城 〔３〕。 這裏距紀南城郢都已經不是很遠，曲瑕完全有可能是在郢都

亦即“ 郢”、“■郢”附近迎戰鄖國糾合的四國聯軍。 清人顧棟高曾定此郊郢於安陸

府治，即今湖北鍾祥，其後錢坫也有類似看法 〔４〕。 黄錫全研究 郢問題，以爲“戚

與交可通無疑，郊、紀古音更近”，因此，“‘郊郢’也就是‘紀郢’，古本作‘■郢’” 〔５〕。

這是在肯定紀南城故址爲當時楚人國都的前提下，將郊郢與疆郢亦即所謂■郢等同

爲一事。 今案昔清人沈欽韓，亦視此郊郢爲楚之郢都，沈氏乃謂以其地在楚都丹陽之

郊而得此稱謂 〔６〕。 但若是這樣，楚將曲瑕猶如困守京城之内，恐怕不甚符合《左傳》

的本義。

各個不同時期楚都所在的具體位置，特别是楚王的實際居處地點及其與楚國正

式都城之間的關係，情況比較複雜，並未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的出現而變得

明晰如鏡，有些時段目前還不易遽然清楚斷定。 不過，古人論兵，每每有決戰於“某都

之郊”的説法，如“決勝於邯鄲之郊”、“決於陳郊”，等等 〔７〕，此等“郊”地，即《爾雅》所

説“邑外謂之郊”義，而其“邑”字乃特指國都 〔８〕。 此“郊”地毗鄰郢都，現在根據“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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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７２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桓公十一年，第２４犪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８頁。

清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卷六下《春秋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下，第６８１頁。 清錢坫： 《新斠注地里
志》（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重印《二十五史補編》排印清徐松《新斠注地里志集釋》本）卷五，第４９頁。

黄錫全： 《“ 郢”辨析》，楚文化研究會編《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第３１９—３２１頁。

清沈欽韓：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一，第６７０頁。
《戰國策》卷二四《魏策》三，第７犫頁。
《爾雅·釋地》並晉郭璞注、清郝懿行疏，據清郝懿行《爾雅義疏》（中國書店，１９８２年，影印清咸豐六年楊
以增刻本）卷中之五，第１７犪—１７犫頁。



這一綫索，似乎可以考慮“郊郢”與其同在一地的可能性（其地初爲郢都之郊，後來發

展成爲一處地位與之相近的都邑），爲最終解決這一問題，多提供一條探索的途徑。

事實上，清人錢坫雖然將郊郢的具體位置比定在今湖北鍾祥，但從歷史因緣上看，卻

是將其與西漢郢縣治所亦即紀南城東的“古郢城”或“郢城”聯繫在一起 〔１〕，若是依此

正確推定郊郢的位置，已經與此郊地相近。 《史記·楚世家》記載白公劫惠王，“置之

高府，欲弑之。 惠王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夫人宫” 〔２〕。 高、郊古音相同，兩字可以互

通，此“高府”是否爲郊邑之宫府，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綫索。 所謂“昭王夫人宫”距郢

都不應過遠，其地宜與此“郊”地毗鄰，屈固由此“郊”城當中“負王走昭王夫人宫”自較

爲合乎情理。 又包山楚簡提到有“郊人” 〔３〕，劉彬徽、何浩聯繫《左傳》昭公十三年記

載的“郊尹”，對此做過探討，但没有得出很明確的結論 〔４〕。 今此《簡册》所記“郊”地，

也可以與其聯繫在一起進行分析。

與“郊”的情況類似，長利渠旁“贏”這一地名，還可以幫助我們對周家臺秦墓出土

簡牘中的相關記載加以考索。 在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中，記録其主

人有如下一段行程：

丁亥，史除，不坐椽曹從公。宿長道。

戊子，宿迣贏邑北上渧。

己丑，宿迣離涌。

庚寅，宿迣□□□北。

辛卯，宿迣羅涌西。

壬辰，宿迣離涌東。

癸巳，宿區邑。

甲午，宿兢陵。

乙未，宿尋平。

二月丙申，宿兢陵。

丁酉，宿井韓鄉。

戊戌，宿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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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錢坫： 《新斠注地里志》卷五，第４９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１８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八二第１８２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
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８０頁。

劉彬徽、何浩： 《包山楚簡中的幾處楚郢地名》，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之附録二四，第５６６—５６７頁。



整理者對此“迣”地未加注釋説明，惟稱：“‘贏邑’，地名，隸屬於迣。” 〔１〕按照當時行文

的通例，“迣”理應爲縣名。 這是一個從未見諸任何文獻記載的秦縣，在出土簡牘和各

種古器物銘文中也没有見到過蹤影。 惟包山楚簡中有稱“■人”者 〔２〕，新蔡葛陵更有

書作“■少司馬”的簡文 〔３〕，因知這一“■”字亦屬地名。 對此“■”地，説者或指爲楚

之葉縣，亦即今河南葉縣 〔４〕；或指爲今湖南長沙西北湘江東岸的“誓”，亦即等同於鄂

君啟節銘文中的“■” 〔５〕。 這些想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單純就其字形字音而言，

也有可能是此迣縣的異寫，若再考慮其地位於楚國腹心地帶，指稱這裏的可能性或許

還會稍大一些。

出土質日的這座秦墓的墓主，考古發掘者主要依據這件質日記述的事項，推測其

“可能爲佐史一類的南郡官署屬吏” 〔６〕。 至少就其執役地點而言，所説當可信從。 準

此，此質日主人在丁亥日應是從江陵城内出發，中間經停長道（案“長道”可能只是指

某一聚邑或郵亭，但這一名稱也有可能與下文所述“黄道”、“莊道”、“桃丘道”一樣，原

本特指某一道路）、贏邑、離涌、羅涌西、離涌東諸地而至兢陵，其“兢陵”即“竟陵”之異

寫，説明迣縣的轄區，正處於江陵與竟陵（兢陵）之間，今此長利渠邊的“贏”地，恰在這

一區間之内，二者應爲同一地點。 反過來説，則此《簡册》有關“贏”地的記載，乃爲確

定秦迣縣的位置及其轄境提供了具體的依據。 與此相關的是，包山楚簡中曾有兩支

簡提到過一個叫作“■路公”的官員 〔７〕。 “某路公”在包山楚簡中出現過很多次，李零

以爲這種“路”是楚國某一層級的行政區劃，“路”設“路公” 〔８〕，故“■”字屬於地名應

當没有什麽問題，其與此迣縣贏邑之“贏”是否同表一地，也值得進一步探討。

宋玉《招魂》篇末之“亂”語中有句云：“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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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第９３—９７頁；又《圖版》一至六第１至第５６號簡，第１１—１６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七七第１７０號簡，《釋文》第３０頁。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新蔡葛陵楚墓》圖版一〇三之甲三２３３—１９０號簡，附録一《新蔡葛陵楚
墓出土竹簡釋文》第１９６頁。

案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８０頁）即直接書作
“葉縣”。

何琳儀： 《戰國古文字典》（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４３１—１４３２頁。 又何琳儀《鄂君啟節釋地三則》，《古文
字研究》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３—１４４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之《墓葬發掘報告·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發掘
報告》第１５８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一〇第１８號簡，圖版三八第８６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
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２《集箸言》，第１１頁；又《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４
《疋獄》，第３７頁。

李零： 《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見《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２—１３３頁。



東漢王逸注曰：“貫，出也。 廬江、長薄，地名也。 言屈原行先出廬汪（江），過歷長薄。

在江北時，由東而行，故言左也。 沼，池也。 畦，猶區也。 瀛，池中也。 楚人名池澤中

曰瀛。” 〔１〕江陵東出，一路湖沼聯屬，甚至直至竟陵，戰國時還有 “竟陵澤 ”的説

法 〔２〕。 今知竟陵附近復有“區邑”，不知“贏”這一地名是否與“瀛”相通而得名於地居

水泊之中。 要是這樣的話，此質日主人經停的“區邑”，同樣有可能與王逸所説“畦”或

“區”的語義具有聯繫。

這一質日中的“離涌”，也有一定綫索可以追尋。 這就是《水經注》記載“揚水又東

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 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 又有

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 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

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 〔３〕。 疑“離涌”即此離湖岸邊地名。 周家臺秦墓出土簡牘的

整理者援引《水經注》所記涌水來釋此“羅涌”，以爲“涌指涌水”，“即今湖北省監利縣

東南俗名乾港湖者”，並謂下文“或以音近寫作羅涌” 〔４〕，黄錫全研究相關問題，對此

持同樣看法 〔５〕。 又《史記·楚世家》記楚靈王被廢黜後，雖曾一度打算“沿夏入鄢”，

但後來又放棄這一計劃，孤身一人彷徨於釐澤等處 〔６〕，這一“釐澤”同離湖、離涌或許

也有關聯。

今案像“離涌”、“羅涌”這類地名，其中的“涌”字理應是一種表示某類地理實體或

地貌形態的通稱，而絶不會是像“涌水”一樣的專名，所以這種説法存在很大問題。 雖

然現在還無法確指“離涌”和“羅涌”的“涌”字在當時具體是指哪一種地理實體或地貌

形態，但相關的記載，有《釋名》謂“山旁隴間曰涌。 涌猶桶，桶狹而長也”，清人王先慎

補釋之曰：“甬道，長而狹之道也，義與此近” 〔７〕；又《論衡》謂“泉暴出者曰涌” 〔８〕。

其較爲晚近的用法，則有屈大均記述廣州方言“謂港曰涌，涌，衝也，音沖” 〔９〕。 不過

廣州方言中“涌”字，亦不盡用作“港”義。 如屈大均本人所撰《曲沱記》一文即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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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王逸： 《楚辭章句》卷九，第２９０頁。
《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並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第１７４９—１７５１頁。 案“竟陵澤”《史
記》原文作“竟澤陵”，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劉氏云……‘竟澤陵’當爲‘竟陵澤’……”，而張守節《正
義》即徑稱“竟陵澤”。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８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第９８頁。

黄錫全： 《楚都鄩郢新探》，《江漢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０頁。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０８頁。

漢劉熙： 《釋名·釋山》並清王先慎補釋，據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清光緒丙申刻本）卷一，第１９犪頁。

漢王充： 《論衡·狀留》，據劉盼遂《論衡集解》（中華書局１９５７年）卷一四，第２９０頁。

清屈大均： 《廣東新語》（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卷一一《文語》之“土言”條，第３３８頁。



“屈沱者何？ 吾沙亭之鄉所謂石坑涌者也。 穿自吾之先祖，其以漕而不曰渠，以溉而

不曰陂，顧名之曰涌者，蓋方言也。 其口在扶胥南岸，横貫沙田，崩奔而入，演漾於丁

奇岡之陽，沿洄於石坑山之陰。 石坑之山，先祖之丘壟在焉，故以繫之而曰石坑涌也。

其長三里餘，其廣三丈，自黄■三丫圳至沙水廟，爲曲者九十有九，一向一背，極其灣

環之勢。” 〔１〕這“石坑涌”顯然是一條人工水渠，故清後期在廣州做過地方官的蔣伯

超，將其概括爲“南海人呼支河曰涌” 〔２〕。 從江陵、竟陵兩地間水泊綿延的地貌形態

來看，這種“呼支河曰涌”的叫法，或許與之較爲切合，其諸如“離涌”云者，即用以指稱

離湖岸邊溢流而出的水灣（其他如《左傳》莊公十八年記“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

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

楚子殺之” 〔３〕，此一“涌”字疑亦屬於這樣的通名，“游涌”即如“游川”、“游湖”，而非杜

預舊注所釋“涌水”這一專名。 蓋“那處”位於郢都東北方向，地在漢水右岸支流權水

之南 〔４〕，涌水與楚人郢都及此那處俱遥不相及也）。

羅涌的得名，與離涌應大致相同。 只是在早期文獻中，尚未見到相應的地名。 江

漢之間的楚國故地雖然曾有古羅國存在，但此一羅國先在西漢南郡宜城，後徙同郡枝

江附近 〔５〕，都不在江陵與竟陵之間。 所以，一時還難以做出具體的判斷。 另外，雖然

在清初成書的《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江陵東面有一“羅湖” 〔６〕，《簡册》中的“羅涌”

或即得名於此羅湖旁出之“涌”，但顧祖禹此書時代太晚，從總體上來説，江漢平原上

古今地名之間的相關性又普遍比較薄弱，所以，還有待找尋到更早的文獻依據來證明

這一點。 新出土簡牘中與此相關的史料，是在包山楚簡中見有“羅之壦里人”云云之

類的記載 〔７〕，可供相互勘比。

在江陵與竟陵之間，由於湖沼密布，林麓連屬，當時的人口密度不會太大，故不會

設置過多的縣級政區。 《漢書·地理志》載西漢南郡下轄有華容縣，《水經注》記其治

所在夏、揚二水之間 〔８〕，正當此秦迣縣轄境，因疑西漢華容或許是由秦迣縣改名而

來，至少應當在鄰近西漢華容縣的區域之内。 其地若非華容縣前身，則或許正因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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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屈大均： 《翁山文鈔》（清康熙刻本）卷二《曲沱記》，第２８犪頁。

清蔣伯超： 《南漘楛語》（清同治十年兩鬳山房刻本）卷五《方言》，第２５犫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三莊公十八年，第２３犫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頁。

晉司馬彪： 《續漢書·郡國志》四並梁劉昭注，見《後漢書》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８０—３４８１頁。

清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八《荆州府·江陵縣》之“赤湖”條，第３６５９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三六至三七第８３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
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４《胥獄》，第３７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夏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二，第４７５頁。



江陵與竟陵之間這一地段内縣級政區設置過密，而在西漢遭到裁撤。 又《左傳》記載

當吴師入郢迫使楚昭王出逃於隨國之時，“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聞王所

在，而後從王”。 杜預僅注云“脾泄，楚邑也” 〔１〕，具體位置不得其詳。 今案洩與泄音

義俱同，爲一字異體，而《説文》有泄無洩，故刻意恢復《左氏》漢魏古字舊訓的洪亮吉，

在所著《春秋左傳詁》中，即徑書該地爲“脾泄”，這意味着他將書作“洩”者視爲杜預所

變亂的俗字 〔２〕。 依此，則迣、泄俱从“世”字，所謂“脾泄”與此迣縣是否具有前後因承

的關係，也值得考慮。 如前文所述，楚靈王、楚昭王及其臣僚鍼尹、蒙穀等自郢都或郢

都附近出逃，都是要東出雲夢再轉赴北方；昭王身匿雲夢之中時，遭遇强盜，楚王孫由

於亦嘗因佑護昭王而身受其戈 〔３〕，足見經由雲夢北行，是楚國君臣最樂於選擇的逃

亡路綫，若將“脾泄”擬定在迣縣一帶，也與子西“保路”的目的相吻合。

需要説明的是，這件質日記述的這些地名，雖然與長利渠旁或揚水岸邊某些地點

可以相互印證，但質日主人此番出行治事，未必一定要沿江陵至竟陵間的主幹大道行

走，其中有些地點很可能是在幹道旁側歧分而出的支路之上。

由章渠短■鄣處向東延伸，前述夏楊水上的“■中”和滻水上的“盧■中”連成一

綫。 這條生成“■”的地帶，有可能是一道東西連貫的高地，介於夏、陽（楊、揚）二水之

間。 因其地勢稍高於南北兩側地區，故河流至此，水位較低，對航行造成一定影響。

《周易·下經》蹇卦述云：“象曰： 山上有水，蹇。 君子以正身修德。” 〔４〕蓋此卦卦象艮

下坎上，上坎象水，下艮象山，其“山上有水”云者，亦即水在高地，恰與上面推論的河

道地貌狀況性質相通。

上面引述的“江陵到章渠陽■鄣十七里”、“江陵到章渠■臺五里”、“江陵到章渠

郊鄣卌二里”、“江陵到章渠短■鄣百卌一里”以及“凡渠首到江陵八十四里”這幾條簡

文，有可能是指從江陵城北進入這條水上航道之後抵達上述諸點的里至，而《簡册》中

另有一簡記述江陵至楊口間里至云：

凡江陵到楊口百九十四里。（０４ ０５８）

這應當是從江陵城沿所謂章渠亦即揚水東行到楊口的航程。 如前所述，楊口是漢水

·３１２·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初步研究

〔１〕

〔２〕

〔３〕

〔４〕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七定公五年，第２３犫頁。

清洪亮吉： 《春秋左傳詁》（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卷一九定公五年，第８２１頁；又卷首洪氏自撰《春秋左傳詁
序》第１—２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七定公五年，第２３犫—２４犪頁。

曹魏王弼、晉韓康成注： 《周易》卷四《下經》，第８犫頁。 案“正身修德”原作“反身修德”，文義不暢，此據
唐郭京《周易舉正》（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卷中（第１犫—２犪頁）改。



航道上的一處重要交通樞紐，嶽麓書院藏秦簡《二十七年質日》記載該質日主人即嘗

“宿楊口” 〔１〕。

昔黄盛璋論述戰國時期楚國的水上交通體系，嘗謂“楚水路交通實以江、漢兩系

爲主” 〔２〕。 上述幾條航道的共同特點，是先通過不同的水道來溝通江陵城與漢水，再

沿漢水溯流而上，反映了秦人在戰國以來交通地理格局的基礎之上，利用漢江水道航

運的具體情況。 宋人嘗謂“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州渚” 〔３〕，説明這一段漢江航道，在

秦漢時期以前應當比較順暢。 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經過夏水的兩條航道，如前文所

述，因其水源來自江水，冬季隨着長江水位的降低，來水量會減少很多，故其有效利用

的時間，應當主要是在夏秋之季。

除此之外，還有一條重要通道可以連結江陵城與漢水，這就是長江水道，實際上

這意味着楚地兩大水上通道主幹的連接。 鄂君啟節載録鄂君在楚國的主要通商道

路，其中就有一條水路是“上江，就木關，就郢” 〔４〕，即沿長江水道上行，經木關抵達江

陵附近的郢都，這是楚人有效利用長江水運很有代表性的例證。 需要注意的是，秦漢

時期江陵城距長江水道的距離，較今爲遠，後來還有所謂“金堤”防護 〔５〕，至清乾隆四

十四年至乾隆五十三年之間，由於南岸泄水流路壅塞，南岸沙灘迅速增長，逼使江水

主流漸次北侵，始沖及江陵城下 〔６〕。

這座“木關”的具體位置，雖然目前還没有直接的記載能够將其具體比定於實

處，但大體在江陵城附近，亦即譚其驤所説“郢都附近的大江之上”，這應該没有什

麽問題 〔７〕。 《水經注》記江陵故城之南長江水中有沙洲，“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

城，故江津長所治，……亦曰江津戍也。 ……南對馬頭岸，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

故洲亦取名焉。 大江自此始。 《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

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 〔８〕。 顯而易見，像江津戍這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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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之《質日·二十七年質日》第０７３８
正號簡，第８、６２頁。

黄盛璋： 《關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綫復原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２８４頁。

宋羅泌： 《路史》之《餘論》卷四“渚爲陵”條，第１犪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３號《噩君啟舟節》，第６６０５—６６０６頁。

程鵬舉： 《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歷史地理》第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７０—７６頁。

清胡祖翮： 《荆楚修疏指要》之《水道參考》卷首《聖制》，第１犪—２犫頁。

譚其驤： 《鄂君啟節銘文釋地》，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二輯（１９６２年１１月），又譚其驤《再論鄂君啟
節地理答黄盛璋同志》，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１９６４年６月），此並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下册，第２０３—２０４、２２３—２２４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四，第４９７—４９９頁。



正是設置關口稽查船隻往來的理想場所，鄂君啟舟節提到的木關，極有可能置於此

地。 羅長銘研究鄂君啟節銘文，所比定該關的位置，即大致如此 〔１〕。 假若當時的

情況確實如此，那麽，如《水經注》所示，這道關隘在整個長江航道上也應占據着舉

足輕重的關鍵地位。 對於楚國來説，其西面出入三峽的船隻，都很適宜在這裏覈查

檢驗，這道口門當不僅爲沿江上航路出入楚都“ 郢”而設，亦即非徒古人所説“偪介

之關”而已 〔２〕。

至於直接連貫這一段長江與漢水航道的實例，則有《左傳》載楚穆王時楚臣子西

從封地商邑出發，“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 〔３〕，商邑在漢水左岸支流丹

水岸邊，子西此行應是由丹水入漢水，再浮漢水南下長江，轉而西上長江水道，直至今

江陵城處的渚宫之下。 如此長途航行，足見這條水上航道之發達順暢 〔４〕。 只不過由

於今此《簡册》主要是載録由江陵北行南陽郡以迄雒陽的道路，經行江水，過於迂遠，

《簡册》當中才没有述及這條航道。

需要説明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於二十八年東行郡縣，還過彭

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 浮江，至湘山祠。 逢大風，幾不得渡。 上問博士

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

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５〕史念海推測文中所説“浮江”，“乃由衡山直南浮江而上

也” 〔６〕。 若然，其由衡山郡溯江西上南郡治所江陵，恰好與鄂君啟舟節所記航路相

同。 然而，睡虎地秦墓出土 《編年記》簡册，記述秦始皇此行在南郡境内曾途經安

陸 〔７〕，而安陸雖然位於衡陽郡與南郡治所江陵之間，卻南距長江很遠。 《漢書·地理

志》記載江夏郡邾縣曾爲“衡山王吴芮都” 〔８〕，譚其驤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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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羅長銘： 《鄂君啟節新探》之《舟道示意圖》，見《羅長銘集》（黄山書社１９９４年）第９８頁。 案羅氏此文
寫於１９６６年１月，似未公開發表，僅於身後被編入此集。
《晏子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二十二子》本）卷七《外篇》第七，第５７９
頁。 清王引之： 《經義述聞》（江蘇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影印清道光七年刻本）卷一九“偪介之關”條，

第４６４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八文公十年，第３１犫—３２犪頁。

案童書業過去研究楚都地望，在解析《左傳》這段記載時，以爲“自商縣至江陵，無泝長江的必要”，乃不
明此沿漢入江航道所致謬誤。 童説見《春秋楚郢都辨疑》，載作者文集《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中
華書局１９６２年）第９８—９９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４８頁。

史念海： 《秦漢時期國内之交通路綫》，原刊《文史雜誌》第一、二期（１９４４年），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四
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５４２—５４３頁。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五二第０３６號簡。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７頁。



據此推論，將秦衡山郡的治所標繪在此邾縣，其地在今湖北黄岡西北的長江北岸 〔１〕。

根據這一帶的地形來分析，由此衡山邾縣去往南郡安陸，應是循大别山南麓與長江以

及雲夢澤北側的平原地帶西行。 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説“浮江”，只能是指秦始

皇抵達南郡之後，再由長江北岸乘船南行，實與衡山至南郡間的行程無關，不宜據此

論證秦南郡的長江水運。

過去石泉論秦漢六朝江陵城的位置，始終堅持其地應在今宜城縣南境，而與今江

陵無涉。 由於相互牽連纏繞，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涉及江漢平原上一系列城邑的定位

問題，對江漢平原歷史地理研究來説，可謂事關重大。 今此《簡册》所記水、陸兩路交

通路綫，清楚顯示出秦江陵縣應與今江陵城同在一地。 確立這一坐標之後，過去錯綜

複雜、莫衷一是的諸多古地，當可迎刃而解。 從這一意義上講，這份水陸路程《簡册》

對江漢平原及其周邊地區歷史地理研究的價值堪稱難以估量。

在此需要稍加説明的是，石泉論述這一問題時舉述的早期史料，論者往往各有不

同的解讀，驟然視之，不易釐清頭緒。 但有一條史料，文義簡單明晰，故石氏持之愈爲

堅固，視爲鐵證。 這就是《世説新語》梁劉孝標注引述的一段南朝劉宋時人盛弘之撰

《荆州記》的文字：

荆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

“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２〕

因荆州治江陵，故荆州城亦即江陵城。 假若上述引文文字準確無誤，自然是江陵城東

臨漢水的堅强證據 〔３〕，但黄盛璋早已引據有力史料，判斷其文字“顯然錯誤” 〔４〕，石

泉卻仍然固持其説。

過去楊守敬專門校勘《荆州記》佚文，並未發現這段文字存在問題 〔５〕。 今案唐

代以前，通常並不以“漢江”稱呼漢水，盛弘之是南朝晉宋間人，在其筆下出現這樣

的稱謂，有違當時的通例。 實際上這句話中“漢江”兩字應有乙誤，宜顛倒先後次序

讀作：

荆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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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

劉宋劉義慶： 《世説新語》（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影印宋紹興刻本）卷上《言語》梁劉孝標注引《荆州記》，第

４４犫頁。

石泉： 《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故址新探》，見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４１７—５０１頁。

黄盛璋： 《關於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及其相關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４１６—４１７頁。

清楊守敬： 《盛弘之〈荆州記〉校勘札記》（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楊守敬集》本）第１４５８頁。



清倪璠《庾子山集注》引述此語，即已做出同樣的訂正 〔１〕。 檢唐李善注《文選》引盛弘

之《荆州記》，謂“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 二山相

對，楚之西塞也” 〔２〕，足證盛氏所記江陵城，確是瀕臨長江而非漢水，而除前述項羽立

共敖爲臨江王外，西漢景帝子劉閼和劉榮亦曾先後受封爲臨江國王 〔３〕，更具體地講，

盛弘之《荆州記》在此所説“漢臨江王”，應當是指所謂“臨江愍王”劉榮。 《水經注》記

秦之南郡：“後漢景帝以爲臨江王榮國，王坐侵廟壖地爲宫，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

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 漢景帝二年改爲江

陵縣。” 〔４〕盛弘之《荆州記》之“漢臨江王所治”云者，即謂漢臨江王國亦俱以江陵城爲

國都，因劉孝標這段注文針對的《世説新語》正文是記“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若不冠

加這一“漢”字，文義晦澀難辨，會令讀者不知其所云臨江王究竟是指哪一朝代的

人氏。

（５） 江陵東出北上水路的具體里程。

在這幾條江陵至淯口間的水路通道上，《簡册》中還記載了一些具體的里至。 如：

江陵水行到漢内（汭），六百五十里。（０４ ０８７）

如前所述，所謂“漢汭”是指夏水和沔水這兩條河流交匯的地方，所以，這裏所説“江陵

水行到漢汭”，應當是指從江陵沿夏水航行到夏水與漢水交匯的地方，以便轉入漢水，

亦即上述第（１）條“江陵———夏水———漢汭———漢水———淯口水路”中的江陵至漢汭

河段。

由此漢汭向下游航行，《簡册》記有里程云：

漢内（汭）到夏内（汭），四百八十六里。（０４ ２３０）

這是由漢汭亦即漢、夏兩水交匯點到漢水入江口的距離。

《簡册》復記有一條以“沙義”爲終點的水路：

凡水行到沙義（羨）千一百卅九里。（０４ ０８６）

《漢書·地理志》記載江夏郡轄有沙羨縣，《大清一統志》謂其故城“在江夏縣西南” 〔５〕，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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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倪璠： 《庾子山集注》（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卷一《竹杖賦》，第２３犫頁。

梁蕭統： 《文選》卷一二晉郭璞《江賦》唐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記》，第１８４頁。
《漢書》卷一四《諸侯王表》，第４１０、４１５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四，第４９８頁。

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三三六《武昌府·古蹟》之“沙羨故城”條，第１６８１３頁。



《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其標繪在武漢西南長江南岸的金口鎮附近，位置與之相當 〔１〕。

又《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下載“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

里，荆州川。” 〔２〕此“沮水”與江陵城西側的沮水不同，係指漢水上源地段，“以其初出

沮洳然，故曰沮水也” 〔３〕，因知沙羨在漢水入江處附近。

“沙羡”這一寫法由來已久，雲夢附近龍崗出土秦木牘記述此縣名稱，便是書作

“沙羨丞甲”云云 〔４〕。 張家山漢簡將此縣名書作“沙■” 〔５〕，而今此《簡册》又書作

“沙義”，與之都有明顯差别。 就文義而言，似乎應以“沙羨”這一傳統寫法爲正，疑取

名於江沙淤溢而成之地。 羡字古音爲邪紐元韻 〔６〕，■字屬喻紐陽韻，義字屬疑紐歌

韻，三字主要元音都完全相同，邪、疑兩紐或邪、喻兩紐均可相互通轉，故羡與■可旁

轉，羡與義亦可陰陽對轉，是則“沙義”當屬“沙羨”音近别寫。 龍崗秦簡書寫的縣名清

楚顯示，沙羨在秦朝已經設縣。 不僅如此，《荀子·彊國》云“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

乃江南也”，顯示出此地曾經一度爲秦國在長江以南所據有的一處標誌性戰略要

地 〔７〕。 據《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後來在東漢時期，江夏郡曾一度移治沙羨 〔８〕，這也

反映出沙羨在這一區域的重要地位。

需要説明的是，《水經·江水注》載“沔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

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 〔９〕。 胡平生嘗據龍崗出土秦木牘中“沙羨丞甲”云云，以爲秦

沙羨縣當治於此地 〔１０〕。 今案《荀子》本已明確講到沙羨地在“江南”，此《簡册》中另有

兩條簡文記“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羨）三里”（０４ ０７０，０４ ２１０），足證秦沙羨縣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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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唐顔師古注，第１６０９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七，第４０９頁。 清王先謙： 《漢書補注》
（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影印清光緒二十六年虚受堂刻本）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一，第７９１頁。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龍崗秦簡》（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之《照片、摹本》“木牘”，第

６１頁。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之《二年律令圖版》第４５６號簡，第４５頁；《二年
律令釋文注釋》第１９７頁。

案《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顔師古注引西晉人晉灼語（第１５６８頁），釋此沙羨之“羡”讀音云：“羡
音夷。”唐人顔師古亦承用其説。 清人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影印清嘉慶十三
年段氏經韻樓原刻本）卷八（第４１４頁）謂此説“則係方言”，不屬於正規讀音。
《荀子·彊國》，據唐揚倞注《荀子》卷一一，第１０犪頁。

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卷二七《安州》，第６４９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五，第５０３頁。

胡平生： 《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墓主考》，原刊《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８期，此據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篇末所附印者，第１５９頁。



所仍應依從《大清一統志》的説法和《中國歷史地圖集》標定的位置。 至於《水經·江

水注》中沔左卻月城“後乃沙羨縣治”的記載，清人朱珔以爲“‘乃’字疑本‘漢’字” 〔１〕，

所説也很值得重視，可以繼續深入探討。

以江陵至漢汭間的六百五十里航程，加上漢汭至夏汭間的四百八十里航程，爲一

千一百三十六里；另有兩條簡文記載“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羨）三里”（０４ ０７０、０４

２１０），合之恰好爲“千一百卅九里”，所以，這段航程就應該是從江陵沿夏水入漢水再

轉到沙義（沙羨）的水路。

又由漢汭向上游航行，《簡册》亦記有里程云：

漢内（汭）上到楊口，二百■（七十）四里。（０４ ２０７）

這同樣反映出楊口是這條水上通道中的一個關鍵節點。

在上述第（２）條“江陵———夏水———夏楊水———楊口（揚口）———沔水———淯口水

路”中，其江陵至楊口之間，亦另有里程記載云：

江陵行夏水，入■谿，以上■（漢）水，到楊口，五百六里百步。（０４ １９７）

用上述第（１）條“江陵———夏水———漢汭———漢水———淯口水路”中的江陵至漢汭段

里程“六百五十里”減去此數，剩餘四十三里二百步，這是這兩條水路進入漢水之前的

里程差距，即漢汭一路較諸楊口一路，要多四十三里二百步，再加上前述漢汭之楊口

之間的里程“二百■（七十）四里”，則爲三百一十七里二百步，這就是《簡册》記録的這

兩條水路由江陵到淯口之間的總里程差距。

若用漢汭一路的總里程“千六百里”，減去此三百一十七里二百步，可推算第（２）

條水路楊口一路的總里程應爲一千二百八十二里一百步，而上文所推測走楊口路的

這第（２）條水路，亦即“江陵———夏水———夏楊水———楊口（揚口）———漢水———淯口

水路”，《簡册》記載其總里程爲“千一百五十六里”，要比分段累積計算的總里程少一

百二十六里一百步，何以會産生這樣明顯的誤差，將來還需要進一步分析。

由楊口再向上游，另有一條水程里至記載，乃是航行至南陽郡内“武庾”的距離：

楊口水道上到武庾，千二百五十四里。（０４ ２１３）

檢《簡册》中另有一簡記“武庾到雉白土鄉五十三里”（０４ ２１０），因知這一“武庾”與南

陽郡雉縣相鄰近，而西漢南陽郡的育水亦即《簡册》所記淯水縱貫南陽郡境 〔２〕，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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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朱珔： 《小萬卷齋文藁》（清道光二十六年思聚堂原刻本）卷六《沌陽考》，第７犪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４頁。



位於淯水上游，故楊口至南陽郡武庾之間的水路，應當是由楊口上溯至淯口後，轉入

淯水上行。

此外，《簡册》還連續記録了由楊口溯漢水北上所經由的各個地點及其相互之間

的里程：

楊口到匡津■（七十）里。（０４ ０５９）

匡津到銷容■鄉九十里。（０４ ０６０）

容■到彘水口百九十里。（０４ ０７２）

彘水口到鄢鞏陽鄉■（七十）里。（０４ ０８５）

鞏陽鄉到離津卌里。（０４ ０８９）

離津到甌津六十里。（０４ ０８８）

甌津到莪陵津六十里。（０４ ２３５）

莪陵到邔鄉■（七十）里。（０４ ２３４）

邔鄉到鄢路盧津廿里。（０４ ２１８）

路盧到鄧新鄧津■（七十）里。（０４ ２１７）

新鄧津到育（淯）口廿里。（０４ ２１６）

淯口到鄧攀渚十四里。（０４ ２１５）

凡楊口到西陵七百■（七十）四里。（０４ ２１４）

以上由楊口到鄧之“攀渚”的逐段里程，合計七百七十四里，而簡文云“凡楊口到西陵

七百■（七十）四里”，可見“攀渚”與西陵應大體在同一地點。 或即水側山丘而言，則

爲“西陵”；就濱水崖涘而言，乃爲“攀渚”。

在這段“七百■（七十）四里”的路程當中，減去淯口以上的“十四里”路段，那麽，

楊口至淯口間應爲七百六十里，這個數字若是加上前文所述“江陵行夏水入■谿”到

楊口的“五百六里百步”，爲一千二百六十六里，與簡文所記這段水路的“千一百五十

六里”里程不盡相符，多出一百一十里；若是用楊口至淯口兩地間的七百六十里，加上

江陵至漢汭之間的“六百五十里”，以及漢汭至楊口間的“二百■（七十）四里”，則爲一

千六百八十四里，這同簡文所記江陵經漢汭至淯口間的“千六百里”也有八十四里的

出入。 乍看起來，似乎不大可能是走同一條水路。

然而，《簡册》記述此路，首以江陵至楊口間里至，説明這是由江陵北行的一條重

要通道，假若不是利用漢水航路，無由先曲折東北行如此遥遠，再轉趨西北；而且沿途

經行地點，如匡津、離津、甌津、莪陵津、路盧津、新鄧津多以津名，顯然應屬漢水津渡，

是漢水航道與跨江陸路的交結點，楊口、彘水口、淯口與鄧攀渚也都是與河道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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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還有緊接在“凡楊口到西陵七百■（七十）四里”這支簡之下，就是前述“楊口水

道上到武庾千二百五十四里”那枚簡，是在清楚地記述水路的行程。 所以，楊口至西

陵間這條通道還應該是水上航路。 至於其具體里程與其他簡文記載的差異，則有待

進一步研究。

《簡册》提到的“銷容■鄉 ”，是指 “銷縣 ”所轄 “容■鄉 ”。 銷爲秦末漢初所設

縣，曾見於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周振鶴做過考述。 周氏根據銷縣與鄰近地名

的相對位置關係，將其位置大致比定在荆門市北面的石橋驛與石橋驛南側的南橋

（筆者案： 南橋舊稱南橋鋪）兩地之間 〔１〕。 後來王焕林推測此秦銷縣應爲《左傳》

所記之“湫”，並定此 “湫城”於鍾祥市北部 〔２〕；晏昌貴則將秦銷縣與東晉南北朝

之宵縣比定爲同一地點，謂其故址在今天門市東北笑城遺址或其附近 〔３〕；黄錫

全又把這一銷縣定在清安陸府治鍾祥亦即今湖北鍾祥 〔４〕。 其實里耶秦簡已經

清楚記明銷縣地當鄢縣至江陵之間的南北幹道，今此《簡册》則更爲明晰地體現出

這一點，而王焕林、晏昌貴和黄錫全推定的地點，都向東偏離這條大道甚遠，特别

是都已偏至漢江東岸，明顯不合情理。 案周家臺三〇秦墓出土簡牘亦曾述及這一

銷縣，乃謂“令以七月己丑夕到宛，其庚寅遣書下，乙未去宛。 八月甲子銷 ” 〔５〕。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三十五年質日》更數次記有質日主人在秦始皇三十五年曾連

續數日外出“治銷”的情況 〔６〕，陳偉和蔣文據此重新審視銷縣的位置，進一步證

實了周振鶴的見解 〔７〕。 不過，覈其里至，銷縣的具體位置似乎更應偏靠南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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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里耶發掘報告》（嶽麓書社２００６年 ）第二章第四節 《出土遺物 》，第１９９
頁 。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 《張家山漢墓竹簡 》之 《二年律令圖版 》第４５６號簡 ，第

４５頁 ；《二年律令釋文注釋》第１９７頁 。 周振鶴 ： 《秦末漢初的銷縣———里耶秦簡識小 》，見山東大
學文史哲研究院“簡帛研究”網站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日 。

王焕林 ： 《里耶秦簡釋地》，《社會科學戰綫》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第１４０—１４１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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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陳偉同時還指出：“清華戰國竹書 《楚居》７號簡記云：‘至宵囂熊鹿自焚徙居

宵。’秦至漢初宵縣（筆者案： 似爲“銷縣”筆誤）與同名的楚人早期都城有無關聯，

值得我們注意。” 〔１〕

同理，“鄢鞏陽鄉”和“鄢路盧津”的“鄢”，也都應該是指秦朝的鄢縣。 又“邔鄉”

應即西漢南郡邔縣 〔２〕，《水經注》記漢水流經其縣城東北，並稱“縣故楚邑也，秦以

爲縣” 〔３〕，是則當此《簡册》寫録之時，其地尚且爲鄉，而後來已升格爲縣，至漢沿承

未改。 邔縣城址，黄盛璋指爲萬曆 《襄陽府志》所記 “古城堤”，在 “宜城縣北三十

里” 〔４〕。

由前文所述可知，銷縣下轄的容■鄉位於漢水岸邊，惟簡文所記，還不够精確，

《簡册》中對銷縣城、容■鄉以及容■鄉的津渡另有記載云：

銷到容■鄉■（七十）九里，鄉到津五里，凡八十四里。（０４ ０５７）

文中所説“鄉到津”之津，應爲容■鄉之漢水津渡，原簡“到”與“津”間空闕一字，似被

刮去，疑此津渡或依慣例稱作“容■津”，而簡文中確實另外記有“容■津”（０４ ０５４），

故知其因距容■鄉較近，前述記述楊口至淯口、西陵間水上通路的簡文，便將其略稱

作“容■鄉”。 因銷縣位於鄢縣與江陵之間，故此容■鄉只能在漢水右岸，東距容■津

五里，而銷縣又在其西七十九里。

這段簡文中 “莪陵津”的 “莪陵”，與楚國末期的一位封君可能具有一定關聯。

１９７３年，在江蘇無錫出土三件帶有“■陵君”銘文的銅器，銘文中有句曰“■陵君王子

申”（或釋作“王子申攸”）云云。 李零、劉雨考釋此■陵君爲王子申封君之名，■陵乃

其封地。 李、劉二人並推斷這些銅器應鑄造於楚滅越之年亦即楚懷王二十三年之後，

更有可能是在楚徙都壽春後的十八年間 〔５〕。 後來又有很多學者研究此“■陵君器”，

所論鑄器時間雖然各不相同，但大體都在楚考烈王時期以後，亦即製作於楚國東徙時

期之内。 在這些學者當中，李學勤特别指出：“■陵地名於文獻無徵，但王子申墓既在

無錫，其地必在附近。 不好以遥遠的地名比附。”後來持同樣主張者，或定此■陵爲江

蘇宜興縣東的義山（如何浩），或指認其地爲今無錫北面春秋時期吴公子季札受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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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如孔仲温） 〔１〕，如前文所述，黄盛璋謂楚國東徙之後，曾將江淮故地的縣邑，僑

置於新都管轄之地，舊縣邑大夫或亦得以在東方重新安置。 依此類推，王子申受封的

這一■陵，也很有可能是淵源於此莪陵津因以命名的“莪陵”。 王子申的封邑取此爲

名，同樣顯示出舊楚國的地名會隨其居民而向東遷轉。

關於這條通路，《簡册》中另有一簡記云：

凡江陵到西陵九百六十八里。（０４ ２１２）

這應該就是用江陵至楊口間陸路的“一百九十四里”，加上楊口至西陵間“七百■（七

十）四里”水路的總里程數。

又《簡册》記自容■津順漢水下行水路云：

容■津到沙義（羨）九百五十七里。（０４ ０５４）

按照上面引述的《簡册》内容，“楊口到匡津■（七十）里”加上“匡津到銷容■鄉九十

里”，合計由容■津至楊口爲一百六十里。 如前所述，楊口至漢汭爲二百七十四里，漢

汭至夏汭爲四百八十六里，三段水路里程合計爲九百一十里，這就是容■津到夏汭的

水路里程，而《簡册》中另有記載云“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羨）三里”（０４ ０７０，又０４

２１０），可以確證沙羨在長江南岸，應較沿漢水南下至夏汭的航路多出三里路程，可是

此簡記云“容■津到沙義（羨）九百五十七里”，總共竟多出四十七里路程。 何以會有

這樣的里程出入，同樣需要日後進一步研究。

與這段水路里程並列，《簡册》中還記載有自容■津向漢水上游鄢縣方向一段水

路的里程：

容■到鄢柘谿津三百六十里。（０４ ０５３）

如上引簡文所見，由容■津上行，“容■到彘水口百九十里”，“彘水口到鄢鞏陽鄉

■（七十）里”，“鞏陽鄉到離津卌里”，“離津到甌津六十里”，這幾段里程合計，正

好三百六十里，亦即柘谿津的里至與甌津相當，稍顯有些費解。 是兩地爲同地異

名，還是里程略有參差的另一漢水津渡，或是像這樣來比定方位做法有誤，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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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斟酌。

二、南郡境内陸路通道

（１） 鄢縣———銷縣———江陵———孱陵南北幹道。

里耶秦簡中的所謂“地名里程簡”，又稱“地名里程木牘”，記録有一條縱貫南郡的

南北大道，謂 “鄢到銷百八十四里，銷到江陵二百四十六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

里” 〔１〕，説明除了郡治江陵以外，鄢縣、銷縣和孱陵這幾個縣城，也都是秦南郡境内及

其鄰近地區的交通要地。

此鄢縣見於《漢書·地理志》記載，漢惠帝三年更名爲“宜城”，係南郡屬縣 〔２〕。

《水經注》記鄢之故城，乃“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爲縣”，漢水流經其縣城之東 〔３〕。 如

前所述，《簡册》中有“鄢鞏陽鄉”和“鄢路盧津”的記載，又里耶秦簡中亦有“鄢江里

孱”云云殘簡 〔４〕，嶽麓書院藏秦簡《二十七年質日》復載有該質日主人“之鄢具事”

的記録 〔５〕，這些簡牘文獻，可以進一步印證《水經注》的記載，證明鄢在秦代確已

設縣。

鄢是這一區域内的重要都邑，《水經注》稱此地爲“故鄢郢之舊都”，是指其地曾爲

楚國都城。 今湖北宜城市鄭集鎮東面的“楚皇城遺址” 〔６〕，黄盛璋經過詳細論證，認

定楚之鄢郢、秦之鄢縣和西漢宜城均應位於此地 〔７〕。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即

記有楚國徙都此地之事，整理者以爲其中書作“■郢”者即爲鄢郢 〔８〕。 不過，稍後趙

平安研究指出，《楚居》中的“爲郢”才是這一鄢郢，而“■郢”是指另一“楚之邊邑鄢”，

其地在今河南郾城，所説很有道理。 趙平安且援據尹弘兵等人的説法，進一步指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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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１４號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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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遺址以西偏北方向約１２公里處的郭家崗遺址，而楚皇城應爲湫郢的舊址 〔１〕，所

説可以進一步探討。

《史記·秦本紀》記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 〔２〕，由於鄢地曾爲楚都且

戰略地位重要，故戰國時就常有將鄢與郢這南北兩都連稱共舉的説法 〔３〕；秦末鉅鹿

之戰時陳餘遺章邯書，論白起戰功，舉述 “南征鄢、郢”之役作爲其攻城略地的代

表 〔４〕，亦將鄢與楚都之郢並稱。 又檢雲夢睡虎地秦墓簡書《編年記》，記墓主喜在秦

王政七年曾出任“鄢令史” 〔５〕，秦王政十二年亦嘗“治獄鄢”，從而可知秦廷設立鄢縣

至遲不得晚於秦王政七年。

今此《簡册》亦記有由銷縣南下的路程：

銷到當陽鄉九十三里，到江陵界卅六里。（０４ ０６０）

當陽鄉到江陵百廿三里。（０４ ０７２）

又：

江陵到孱陵陰■城廿三里。（０４ ２０１）

其中銷到江陵間的兩段里程加在一起，爲二百一十六里，與里耶簡所記二百四十六里

少三十里（若是將簡文“當陽鄉到江陵百廿三里”理解爲從當陽鄉的南界亦即所謂“江

陵界”起算，則爲二百五十二里，比里耶秦簡記載的里程多出六里）。 《漢書·地理志》

記載孱陵縣屬西漢南郡之西南鄰郡武陵郡 〔６〕，一般來説，秦朝當亦在南郡轄境之外。

由這條簡文可以確證，孱陵在秦時已經設縣。 嶽麓書院藏秦簡中的《二十七年質日》，

有質日主人“癸卯起江陵，甲辰宿陰娶（？）”的記録 〔７〕，疑其“陰娶（？）”即此“陰■城”。

此陰■城所在的具體地點不詳，但既然是隸屬於孱陵縣，則不妨姑且將其比定在江陵

南去孱陵的路上。 核其里至，則應在長江以南接近江岸的地方。 若是這樣的話，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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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地圖集》之秦與西漢圖上所繪南郡在江陵以南地區的轄境 〔１〕，顯然過於偏

南，在這一帶，南郡有可能是以長江水道作爲南界。

《簡册》記述在這條南北主幹道上，由銷縣北上，經行有如下地點：

銷北到彘鄉五十六里、到鄢界十七里。（０４ ０８５）

彘鄉到箬鄉卌里。（０４ ０８９）

箬鄉到鄢八十里。（０４ ０８８）

銷———彘鄉、彘鄉———箬鄉、箬鄉———鄢這三段里程合計一百七十六里，較諸里耶簡

銷與鄢兩地間之一百八十四里也少了八里，爲什麽會出現這種差異，尚有待進一步研

究。 不過，上述孱陵、江陵、銷縣、鄢縣等地，南北連貫，應當是南郡境内最重要的南北

交通幹道。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三十五年質日》記録該質日主人北上，經函谷關西入

咸陽，出發後止宿的地點，依次爲：“己未宿當陽”、“庚申宿銷”、“辛酉宿箬鄉”、“甲子

宿鄧” 〔２〕，適可與此《簡册》所記各地間道里相互印證。

《簡册》中的當陽鄉，應即《漢書·地理志》所記南郡當陽縣 〔３〕。 據此可知在《簡

册》寫録之時，當地尚未置縣。 但秦始皇陵封土北側的劉家寨出土有“當陽克”和“當

陽顫”陶文 〔４〕，説明當陽鄉至秦末就已經升格爲縣。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三十五年質日》中質日主人經行的箬鄉，陳偉曾撰文加以考述，謂

“箬”疑當讀爲“鄀”或讀作“若”，又云“清華戰國竹書《楚居》６～７號簡記‘若敖熊儀徙居

箬’，９號簡記‘至莊敖自福丘徙襲箬郢’，整理者即均讀爲‘鄀’”，陳氏復依據《括地志》、《元

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和鄭樵《通志》等書記載考定，此楚國鄀郢亦即西漢南郡若縣所

在，其具體地點大致在今鍾祥市西北胡集鎮南的麗陽村一帶，位於漢水西岸 〔５〕。 《水經

·６２２·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

〔２〕

〔３〕

〔４〕

〔５〕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質日·三十五年質日》第０５２正、２１１７＋１１１７正、０００６正、

００７１正號簡，第１９、９１—９２頁。 案嶽麓秦簡整理者疑質日所記北入咸陽路綫是經由武關（第９４頁），顯
誤。 蓋質日主人在停宿咸陽之前係宿於“戲”（見１１１８正），歸途出咸陽後亦曾停留麗邑（１９５２正）、戲
（００６７正）和鄭（００５０正）等地，乃均在渭河以南連通函谷關的東西幹道之上，固非武關一路所能經行，

惟此質日主人經行的路綫，與此北大藏秦水陸路程《簡册》所記經魯陽、女陽北上雒陽的道路亦非同一
路徑。 余將另行撰文，闡釋此質日所述行程。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袁仲一、劉鈺編著： 《秦陶文新編》之上編《考釋》第貳章第五節《南社及劉家寨村兩處秦遺址出土的陶
文》第７１頁；又下編《圖版》第１２８７號，第２４３頁，第１３６６—１３６７號，第２５４頁。

陳偉： 《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箬鄉”小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２０１１年４月４
日。 案陳偉文後寫入《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地名小考》一文，《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第４４３—４４４
頁），文字略有出入，讀者可參看。



注》記此“若縣”書作“鄀縣”，謂其乃“秦以爲縣” 〔１〕。 今此水陸路程《簡册》所記箬鄉

同銷、鄢兩地的相對位置，可以進一步印證陳偉所説方位較爲合理。 麗陽村處發現有

所謂“麗陽遺址”，考古工作者定其年代屬於漢代 〔２〕，但秦漢前後密切銜接，這一遺址

很可能就是秦箬鄉所在。 又案此前石泉亦曾述及，楚鄀都所在之麗陽村在明清時期

乃設爲麗陽驛 〔３〕，而更早在宋代，此地亦爲襄陽至江陵間南北大道的必經之地，當時

稱作“浰陽”，北宋時蘇軾和蘇轍都曾途經此地，並寫有《浰陽早發》詩紀其行程 〔４〕，清

人吴省欽釋之曰：“今鍾祥麗陽驛居荆襄孔道，重坡連亘，人煙牢落，……信麗陽之於

宋爲浰陽” 〔５〕，於此可見這條道路前後承續的脉絡。

陳偉還進一步指出，嶽麓書院秦簡《三十五年質日》將此地稱作 “箬鄉”，是當

時尚未置縣，還是秦已置縣而縣名便是 “箬鄉”，目前還不能確定 〔６〕。 這自然是

一種非常嚴謹而又審慎的判斷，不過漢代的縣名既然單名爲 “若”（或書作“鄀”），

而且《水經注》徑稱該縣係 “秦以爲縣 ”，那麽，一般來説，這一縣名也就更有可能

是從秦朝沿承而來。 另一方面，《史記·楚世家 》等記載楚昭王十二年，“吴復伐

楚，取番。 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即又一次徙都於鄀 〔７〕，陳偉引述的 《括地志 》、

《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等書雖然清楚記述 “楚昭王故城 ”應在漢水西岸

今麗陽村附近，但並没有説明其地同爲西漢若縣（鄀縣）的治所，只是在《元和郡縣

圖志》裏有“在漢爲若縣地”的説法 〔８〕，叙述當地在若縣轄境之内。 因此，儘管依

據這些記載，可以把楚都鄀郢和秦箬鄉比定在今麗陽村處，但卻没有必然的理由足

以把西漢若縣的治所也改定在這裏。 蓋古鄀國、楚鄀郢與此秦箬鄉以及秦漢若縣

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特别是上述各個地點的具體位置，還需要做很多具體工作，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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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頁。

黄傳懿主編： 《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上册《鍾祥市文物圖》第２０６—２０７頁；下册《湖北省文物單
位簡介·鍾祥市》第３９７頁。

石泉： 《楚郢都、秦漢至齊梁江陵城址新探》，見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４３１—４３２頁。

宋蘇軾： 《東坡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備要》排印《東坡七集》紙皮縮印本）卷一《浰陽早
發》，第６６３頁。 宋蘇轍： 《欒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卷一《浰陽早發》，第１３頁。

清吴省欽： 《白華前稿》（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卷一九《書東坡浰陽早發詩後》，第１１犫—１２犪頁。

陳偉： 《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箬鄉”小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２０１１年４月

４日。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１６頁 ；又卷三一 《吴太伯世家 》，第１４６７頁 。 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
書《楚居》謂昭王乃“徙居秦（乾）溪之上”，與《史記》的記載不同 ，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
中心編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壹）》之 《楚居》第１２—１３號簡 ，上册 《原大圖版 》第２７
頁 ；下册《釋文 、注釋》第１８１頁 。

唐李吉甫 ：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襄州·樂鄉縣》，第５３１頁 。



才能落實 〔１〕），過去饒宗頤曾專門做過考述，也没能一一梳理清楚 〔２〕。 比《括地志》

和《元和郡縣圖志》等書更早的 《水經注》，明確記載沔水亦即漢水 “逕鄀縣故城

南” 〔３〕，亦即秦漢鄀縣治城在漢水東岸。 所以，僅僅就傳世文獻的記載而言，目前似

乎還是應當像《中國歷史地圖集》那樣，將秦和西漢的若縣標繪在漢水東岸約值今鍾

祥豐樂鎮處。 今豐樂鎮附近的葬王崗發現有漢代城邑遺迹 〔４〕，這裏有可能就是秦漢

若縣城故址。 《太平寰宇記》稱“春秋鄀國”亦即上述楚都鄀郢之地“迄今有若鄉，在若

水之旁” 〔５〕，這也顯示出秦若縣的治所並没有設在箬鄉所在的地方。 不然的話，在若

水之旁流傳於後世的地名，就應該是取代它的“若縣”而不會是這個微末的“若鄉”了。

陳氏文中同時還指出與此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清華簡《楚居》記‘若敖熊

儀徙居箬’、‘至莊敖自福丘徙襲箬郢’，又記‘至靈王自爲郢徙居秦溪之上’，‘至昭王

自秦溪之上徙居媺郢，媺郢徙居鶚郢，鶚郢徙襲爲郢。 闔廬入郢，焉復徙居秦溪之上，

秦溪之上復徙襲媺郢。’《水經注》、《括地志》都將鄀國故城與楚昭王故城分别二地，與

《楚居》所述相合，而‘秦溪之上’可能是昭王徙鄀所居的具體地方” 〔６〕，這也值得進一

步探討。

銷縣和箬鄉的位置大致推定之後，約其里至，處於兩地之間的彘鄉，便可以姑且

擬定在今鍾祥雙河鎮附近這一帶。 雙河鎮以西有漢至六朝間的樂鄉關遺址，附近又

發現有漢代墓葬群 〔７〕，故秦之彘鄉有可能就設在這裏。 此樂鄉關遺址附近晉唐間設

有樂鄉縣，《元和郡縣圖志》記其“縣北三十七里有鄀國故城” 〔８〕，與此《簡册》所記彘

鄉到箬鄉間里至相當，可證上述推斷應大體不誤。 又所謂樂鄉關瀕臨東注漢江的樂

鄉河，故此樂鄉河應即《簡册》所見彘水，樂鄉河口也就是彘水口（後世的樂鄉縣以及

今樂鄉之名，甚至也很有可能是由秦彘鄉演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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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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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１６—１７１７頁）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謂“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
縣東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東五里，即楚國故昭王徙都鄀城也”，所説楚昭王故城在“故都城東五里”，
“都城”當爲“鄀城”形訛，當指古鄀國在楚昭王鄀郢之西五里。

饒宗頤： 《楚辭地理考》卷下《釋鄀》，第１１６—１２２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７頁。

黄傳懿主編： 《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上册《鍾祥市文物圖》第２０６—２０７頁；下册《湖北省文物單
位簡介·鍾祥市》第３９７頁。

宋樂史：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襄州·廢樂鄉縣》，第２８２０頁。

陳偉： 《嶽麓秦簡〈三十五年質日〉“箬鄉”小考》，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站，２０１１年４月

４日。

黄傳懿主編： 《中國文物地圖集·湖北分册》上册《鍾祥市文物圖》第２０６—２０７頁；下册《湖北省文物單
位簡介·鍾祥市》第３９７頁，第３９９頁。

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襄州·樂鄉縣》，第５３１頁。



不過上述這幾處地點的具體所在，由於《簡册》中的里至與今地之間的距離還有

一些出入，一時不易量算清楚，日後還需要進一步斟酌排比。

附帶説明一下，今此《簡册》與嶽麓書院藏秦始皇《三十五年質日》簡，所書“箬鄉”

俱从竹旁，而《説文》云“楚人謂竹皮曰箬” 〔１〕，清代在楚鄀都所在的麗陽驛（亦稱麗陽

鋪）南，與其密邇相鄰，有斑竹岡，設置斑竹鋪 〔２〕，唐人韓翃有《送人赴江陵尋庾牧》詩

云：“主人持節拜荆州，走馬應從一路游。 斑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 〔３〕所

説“斑竹岡”應即此地。 是則麗陽驛附近，乃以斑竹著稱，而所謂“斑竹”正以其竹皮花

紋而獨具特色，因疑《簡册》所書“箬鄉”或爲其本字，其地本因附近多有斑竹生長而

得名。

雖然杜預注釋 《左傳 》，嘗謂 “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

縣” 〔４〕，似乎這一地名是由外地遷移而來，其得名緣由與當地地理情況不必存在關

聯，但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謂出土銅器中有分别帶有上鄀和下蠚（亦即下鄀，又

作“下■”）銘文者，而其出土地點乃是下蠚銅鼎出於上雒，地近杜預所説“商密”，故這

兩處鄀地“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 意南郡之鄀爲本國，故稱上，上雒

之鄀爲分枝，故稱下” 〔５〕。 其後治楚史者多從其説 〔６〕，儘管尚有一些問題，有待進

一步澄清 〔７〕，但就迄今爲止所發現的古器物銘文而言，還是這一説法與出土鄀國銅

器的情況要更爲吻合一些。 最近李學勤分析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所述楚、鄀

關係，也進一步肯定了這一點 〔８〕。 由此看來，鄀地之得名，首先還是要考慮南郡這邊

的情況。 如陳偉文中已經談到的那樣，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記載楚人自其先

祖若敖熊儀徙居此地時起，即已名之曰“箬”或“箬郢”。 實際上簡文中稱姓氏時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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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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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漢許慎： 《説文解字》第五上竹部，第３３５頁。

清陳詩： 《湖北舊聞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卷八《置郵》，第３１０、３５２頁。

清官修： 《全唐詩》（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卷二四五韓翃《送人赴江陵尋庾牧》，第２７４９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六僖公二十五年，第３３犪頁。

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之鄀公諸器，見《録編》下卷，第１８９犪—１９１犪
頁；《考釋》下卷，第１７４犫—１７６犫頁。

馮永軒： 《説楚都》，見馮氏《史記楚世家會注考證校補》（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篇末 《附録一》第

１２２—１２３頁。 陳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重印臺北２０世
紀６０年代印本）第壹佰肆則“鄀”條，第６６２—６６５頁。 黄盛璋： 《郭院長關於新出銅器三器的考釋及其
意義———紀念郭沫若院長》，《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０年第３期，第２１８—２２０頁。

黄盛璋： 《鄀國銅器———銅器分國大系考釋之一》，《文博》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第２０—２５、９０頁。 徐少華：
《鄀國銅器及其歷史地理》，《江漢考古》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第５１—６３頁。

李學勤： 《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説》，原刊《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此據作者文集《三代文明
研究》（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２頁。



作“若”，作地名用時則或再多綴一重草頭，或者似此从竹 〔１〕，今此《簡册》的寫法，顯

然是承此而來，淵源有自。 而楚之先人刻意書作此一字形，或許確與當地出産箬竹有

關。 史闕有間，蛛絲馬迹，亦未可忽視，姑且書此備考。

又案此楚國鄀都另有“爲若”（蔿若）之稱 〔２〕，這很可能就是因爲曾有上、下兩鄀

（箬、若）同時並存，而上鄀其地北鄰鄢郢，亦即清華簡所記“爲郢”，故冠加這一“爲”字

以示區别。

（２） 江陵———竟陵———安陸———夏汭———沙羨東西幹道。

《簡册》記述由江陵向東還有一條東西向幹道：

江陵東到井韓百六里。（０４ ０６４）

井韓鄉到競陵九十八里。（０４ ０６５）

競陵到鄖鄉百廿里。（０４ ０７７）

鄖鄉到安陸百卅里。（０４ ０７８）

安陸到武陽百廿四里。（０４ ０７９）

武陽到夏内（汭）百一十三里。（０４ ０８０）

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羡）三里。（０４ ０７０）

凡六百九十里。（０４ ０８２）

文中“井韓”應即今世俗通行所書“井幹”，審其方位，很可能與前引《水經·沔水注》所

記揚水流經之天井、天井臺有關。 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記墓主在這

一年的“二月丙申，宿兢陵；丁酉，宿井韓鄉；戊戌，宿江陵” 〔３〕，這連續三天的行程，與

上述《簡册》所記江陵———井韓鄉———兢陵間里至正相對應。 二者相互印證，可使這

段道路的情況更爲明晰。

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另外還記録有一段江陵與竟陵（兢陵）兩地

間的行程：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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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６—７、９號
簡，上册《原大圖版》第２６—２７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１、１８６頁。

漢趙曄： 《吴越春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５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元大德十年
紹興路儒學刻明遞修本）卷四《闔閭内傳》，第４５犫—４６犪頁。 案此元大德本爲《吴越春秋》存世最早刻
本，記此地名書作“蔿若”，而清蔣光煦《斠補隅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清人校勘史籍兩種》影
印清光緒九年刻本）之《吴越春秋》部分（第１８８２頁）引述影宋本異文作“爲若”，與清華簡所記相同。 參
據趙平安《〈楚居〉“爲郢”考》，《中國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０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第９３頁；又《圖版》一第１至第３號簡，第１１頁。



（二月）丁未，起江陵；

戊申，宿黄郵；

己酉，宿兢陵。

……

三月乙丑，治兢陵。

丙寅，治兢陵。

丁卯，宿□上；

戊辰，宿路陰；

己巳，宿江陵。

辛未，治後府。〔１〕

此簡記江陵與竟陵（兢陵）之間另有黄郵，應該是這條東西幹道上井韓鄉附近的一處

郵驛，而“□上”和“路陰”也應當在這條路上，前者比較靠近竟陵（兢陵），後者比較靠

近江陵。 如前引《水經·沔水注》所見，揚水流路上有“路白湖” 〔２〕，黄錫全疑此路陰

“在‘路北（白）湖’南面，江陵東” 〔３〕，相對位置大體合理，亦可備置一説。

《漢書·地理志》記有竟陵、安陸、沙羨諸縣，俱屬江夏郡 〔４〕。 沙羨亦即“沙義”爲

秦人舊縣，前文已經説明。 《史記·王翦傳》記該地係秦昭襄王二十八年與郢一同被

秦將白起攻取，稱白起“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 〔５〕，《史記·六國年表》繫此事於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乃謂是年“白起擊楚，拔郢，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６〕，更清楚説明

竟陵地屬南郡，而《水經注》記此地“秦以爲縣” 〔７〕。 《史記·王翦傳》等有關秦取南郡

過程的記載，也顯示出在郢地亦即江陵與竟陵之間的道路，是這一地區的一條重要幹

道，而由江陵向西，則可延伸至夷陵（今宜昌附近），過此便可西入長江三峽。 里耶秦

簡記有“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司空樛敢言‘前日言兢陵漢陰狼假遷陵公船一’”云

云，“兢陵”在此，自屬縣名；另有一簡記遷陵縣户曹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分别發往咸陽、

高陵、陰密、兢陵四地的文書，從這幾地的排列情況來看，這裏的“兢陵”顯然也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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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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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７〕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第９３—９５頁；又《圖版》二至四第１１至第３５號簡，第１２—１４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９頁。

黄錫全： 《楚都鄩郢新探》，《江漢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０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７—１５６８頁。
《史記》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３３１頁。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７４２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８頁。



名；還有簡文記云“獄東書一封丞印詣兢陵”云云 〔１〕，可見竟陵（兢陵）在秦朝已經設

縣。 今《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繪秦漢竟陵城於楊水口北側的漢水西岸（右岸） 〔２〕，這應

當是遵循《水經注》的記載 〔３〕，但石泉考辨相關文獻，以爲應改定在漢水東岸（左岸）

豐樂河下游的豐樂鎮附近 〔４〕，即前文所説秦漢若縣城處，其地去江陵路程過遠，不符

合《簡册》所記“江陵東到井韓百六里，井韓鄉到競陵九十八里”的距離，故石氏所説似

難以成立。

安陸亦爲秦縣，具體情況請詳後文。 又嶽麓書院藏秦簡《三十四年質日》亦有“騰

之安陸”和“騰道安陸來”的記録 〔５〕。 鄖鄉西漢屬竟陵縣，爲楚鄖公故邑 〔６〕。 由《簡

册》所記里程推測，此一鄖鄉應當位於竟陵（兢陵）與安陸兩地之間略微偏靠竟陵一側

的位置上，具體地點尚待進一步考索。

同樣是這條通道，《簡册》中另有記録云：

競陵到安陸二百五十里。（０４ ２１５）

安陸到陽武（武陽）百廿五里。（０４ ２１４）

武陽到蛩城八十里。（０４ ２１３）

蛩城到夏内（汭）城卅三里。（０４ ２１２）

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羡）三里。（０４ ２１０）

其中“兢陵到安陸二百五十里”，就是上文“競陵到鄖鄉百廿里”與“鄖鄉到安陸百卅

里”加在一起的總和。 “安陸到陽武百廿五里”與上文之“安陸到武陽百廿四里”相當，

而具體里程稍有出入，復因下文繼之記述“武陽到蛩城八十里”，可知此簡“陽武”應爲

“武陽”乙誤。 “武陽到蛩城八十里”加上“蛩城到夏内（汭）城卅三里”，等於上述“武陽

到夏内（汭）百一十三里”；“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羨）三里”更與上述“夏内（汭）度江

到沙義（羨）三里”完全相同。 又“夏内（汭）度江到沙義（羨）三里”這一記載，顯示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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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之圖版第８—１３５正號簡，第３０頁，第１４６７正號簡，第

１８３頁，第１５３３號簡，第１９７頁；《釋文》第１６、７２、７６頁。 案“漢陰”《里耶秦簡（壹）》釋作“蘯陰”，此據陳
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所更定文字（第７２—７３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８頁。

石泉： 《古竟陵城故址新探》，見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１２７—１５７頁。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質日·三十四年質日》第０６３６正、０５０１正號簡，第１２、１５、

７３、８２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７頁。



《中國歷史地圖集》所定夏水（亦即漢水）入江口與秦沙羡縣之間的相對距離 〔１〕，較秦

代的實際情況要偏大許多，這應當是漢水入江水口後來向長江下游有所偏移所致。

上述這段路程中武陽、蛩城、夏汭城諸地一時還不易查找，不過就其由安陸到沙羨這

兩處地點的關係來看，大致應當是環繞雲夢澤的北部、東北部和東部邊緣而行，故目

前姑且不妨約其里至，依此推想假定一相當的地點，以便將來進一步考索。

不過《簡册》中緊接上面“蛩城到夏内（汭）城卅三里”和“夏内（汭）度江到沙義

（羡）三里”之下，還另外記有後續路程云：

沙義（羡）到玄陽城百廿里。（０４ ２０９）

玄陽城到武鄉城。（０４ ０６１）

這玄陽城和武鄉城的方位，都還有待考證，玄陽城到武鄉城之間的距離，簡文中更缺

失未記。 不過，從沙羨附近的地貌形態特别是湖沼的分布形勢來看 〔２〕，最有可能是

由沙羨南下今咸寧方向。

（３） 鄢縣———銷縣———江陵———孱陵南北幹道上的各個支綫。

在上述各條幹道上分出的一些支綫，《簡册》也有所記載。 首先是“鄢縣———銷

縣———江陵———孱陵”這條南北幹道北部的彘鄉，簡文記云：

彘鄉南都鄉界卅一里百五十六步。（０４ ０４６）

意即由彘鄉向南，至都鄉界爲三十一里一百五十六步。 似此明確的“鄉界”記載，在

《史記》、《漢書》等正史當中，極爲罕見。 過去僅知在《漢書·匡衡傳》中記述西漢元、

成之間臨淮郡僮縣樂安鄉“南以閩陌爲界”，雖然這種鄉界還要鄭重繪之於上計的“郡

圖”，但有時卻會被錯繪位置，以致産生多達四百頃田地的出入 〔３〕，故今有研究者以

爲秦漢鄉界的性質，不易簡單如後世行政區域界綫一樣理解 〔４〕。 今此《簡册》所記鄉

界，不僅可以把有關這一制度的確切記載提早到秦代，而且其明晰的文字内容，自然

有助於我們更爲準確地理解秦漢鄉界劃分和應用的實況，以之與西漢初年張家山簡

牘中屢屢提及的“鄉部”這一稱呼相結合，對研究秦與西漢前期基層政治區域的地域

管控狀況，具有重要價值。 昔日比野丈夫論秦漢鄉亭里制度，曾提出重要創見，以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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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

案據清胡祖翮《荆楚修疏指要》之《水道參考》卷三《湖考》（第１犫、２犫—３犪頁），清代在這一帶東有梁子
湖，西有魯湖、斧頭湖、紫潭湖、天井湖等諸多湖泊。
《漢書》卷八一《匡衡傳》，第３３４６頁。

蘇衛國： 《秦漢鄉亭制度研究———以鄉亭格局的重釋爲中心》（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四章第五
節《鄉亭格局的全新設想———基於“亭部”與“鄉”界的重釋》第１４６—１５５頁。



鄉是同時掌管地域與居民的縣廷外設性區域分治機構，亭是兼管地籍編制與治安的

地域性基層行政單位，里只是基層户籍編制單位，而當時所見秦及漢初史料都極爲稀

少 〔１〕，今得此秦朝鄉界記録，當有助於豐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又秦漢正史中與此相關的記載，還有《漢書·趙廣漢傳》記廣漢在宣帝時爲京兆

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

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

實有之。 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

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２〕。 其中所説“界上亭”，或是指湖縣西部邊界上的亭，則

其縣界，同時亦爲亭之西界。 研究秦漢鄉亭之地域界綫問題，自可取以並觀。 至於東

漢時期的買地券往往需要寫明墓地購自“某某亭部”，以及同一時期墳墓祭祀畫像石

上表現地下世界的車馬行列都以亭長持盾奉迎場面而收尾的情況 〔３〕，則可以更爲清

楚地説明東漢時期亭部地域界綫劃分的明確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前引簡文謂“銷北到彘鄉五十六里”，亦即銷縣城在彘鄉南五十六里，則此“卅一

里百五十六步”之都鄉界，應當是指彘鄉和都鄉這兩個鄉在彘鄉與銷縣間幹道上的分

界點，距銷縣城尚有二十四里一百四十四步。 從鄰近各縣的相對距離來看，彘鄉和這

個“都鄉”，似乎都應該隸屬於銷縣。

與彘鄉相關的地名和道路里程還有：

彘郵渚到彘口■（七十）二里、倉下到彘郵渚二百步。

彘口到皇津廿里。（０４ ０４７）

“彘口”應即前面提到的“彘水口”，是彘水匯入漢水的地方，其他則僅“皇津”在簡文中

尚别有記載，而且記有與彘鄉間相距的里程：

彘鄉到皇津卅六里。（０４ ２１８）

不過，即使如此，仍然難以確指其所在位置，只能大致推斷皇津應在彘鄉以東。 前文既

已推定彘鄉位於今鍾祥雙河鎮以西今樂鄉河北岸的樂鄉關遺址處，那麽，這一皇津很可

能是彘鄉以東通過今樂鄉河的津渡。 這一渡口以“皇津”爲名，與其北面的“楚皇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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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比野丈夫： 《鄉亭里についての研究》，原刊《東洋史研究》第一四卷第一·二號，１９５５年６月，此
據作者文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第１４１—１６６頁。
《漢書》卷七六《趙廣漢傳》，第３２０３頁。
［日］ 佐竹靖彦： 《漢代墳墓祭祀畫像中的亭門、亭闕和車馬行列》，中國漢畫學會、北京大學漢畫研究所
編《中國漢畫研究》第一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６９頁。



知是否具有關聯。 因彘鄉至皇津的三十六里加上皇津至彘口的二十里合計爲五十六

里，因此，若是同在東西方向上量算的話，與彘口相距七十二里的彘郵渚，就應該在彘鄉

以西二十里處的今樂鄉河上，而“倉下”則應該是緊傍彘郵渚旁某一倉儲的裝卸碼頭。

《簡册》中對由銷縣分出的道路，記載較多。 前面已經提到，有“銷到容■鄉■（七

十）九里，鄉到津五里”，即由銷縣東南到容■鄉七十九里，再東至容■津五里。 由此

再向東南行，《簡册》記云：

容■津東到都鄉■（七十）九里。（０４ ０５８）

都鄉到競陵■（七十）六里。（０４ ０５９）

都鄉爲縣城所在之鄉，幾乎所有縣都應設有這樣的都鄉 〔１〕，彘鄉附近其轄區北界距銷

縣城只有二十多里的都鄉，和容■津東面將近八十里地的這個都鄉，應當分别隸屬於

不同的縣份。 昔顧炎武曾依據東漢碑石和南朝刘宋墓誌考釋云：“都鄉之制，前史不

載。 案都鄉蓋即今之坊厢也。” 〔２〕明清人所説“坊厢”實即縣城、府州城等城之城區，

故顧炎武乃謂都鄉附寄於縣城。 今人高敏更引申此説，論證“漢代的‘都鄉’，確係專

指城市中的鄉而言” 〔３〕。 惟顧炎武迄至高敏的説法，並没有直接的證據，而清末人楊

晨則謂顧氏此説非是，以爲“都鄉言鄉是附城近地” 〔４〕，即謂都鄉不在城區坊厢之内，

只是接近於縣城而已。 今透過《簡册》當中這處獨立存在的都鄉，我們大致可以推測，

至少就秦代的情況而言，都鄉同其所從屬之縣治所的關係，不像附郭縣那樣，在大多

數情況下，總是把縣城用作其上一級政區郡或府州的治所，實際上都鄉之執事者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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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王獻唐《臨淄封泥文字》（青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海岳樓金石叢編》影印民國拓本）作爲西漢臨淄縣屬下
諸鄉的封泥，著録有同出於一地的中鄉和東鄉、南鄉、西鄉、北鄉、左鄉、右鄉諸封泥（第４１１—４２１、４６５
頁），並在所撰《臨淄封泥文字叙》中（第３２７頁）謂“今臨淄出土漢印，亦間著其文”，據此推知“當時臨淄縣
境，以左、右、東、西、南、北、中分鄉，度地立名，整齊劃一”。 如其所説，似西漢臨淄縣但置“中鄉”而未有
“都鄉”之名，因在這其中有很多枚封泥都被周曉陸選入《秦封泥集》，作爲秦鄉封泥，故亦可將其視爲秦
制。 不過，王獻唐同書當中同類性質的封泥，其實也另有“都鄉”（第４１０頁），劉創新《臨淄新出土漢封
泥集》（西泠印社２００５年）中亦一併著録有與王獻唐所記同出於一地的“中鄉之印”和“西鄉”、“南鄉”、
“北鄉”、“左鄉”以及“都鄉”諸封泥（第８１、８３—８９頁），實際情況可能比較複雜，或“中鄉”與“都鄉”前後
有過更替，亦未可知，目前還不宜以此“中鄉”來否定“都鄉”的普遍存在。 又西漢初期使用“中鄉”這一
稱謂，具體年代明確的實例，有江陵高臺１８號漢墓出土“告地書”木牘，首云“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鄉
丞敢言之”，時爲漢文帝前元七年。 見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 《江陵高臺１８號墓發掘簡報》，《文物》

１９９３年第８期，第１６—２０頁。

清顧炎武： 《日知録》（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影印清道光十四年刻黄汝成《日知録集釋》本）卷二二
“都鄉”條，第１６６２—１６６３頁。

高敏： 《秦漢“都亭”考略》，見作者文集《秦漢史探討》（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３—２３５頁。

清楊晨： 《三國會要》（清光緒庚子江蘇書局刻本）卷一〇《職官》，第１４犪頁。



在縣城裏面設治辦公，而是在鄉間另闢治事地點（日比野丈夫稱構成都鄉中心的里爲

“都里” 〔１〕），亦即都鄉只是轄有所謂“負郭之田”，卻不大可能存在“附郭鄉”的情況。

秦廷指令稱謂王室與公室曰“縣官” 〔２〕，漢人承之，仍以“縣官”代指朝廷，此已充

分體現出自秦統一實行郡縣制以來，其政治體制在縣之上下存在一重大分際。 都鄉

與附郭縣在治事地點上的這一差異，同樣體現着這一涇渭分明的界限。 周曉陸總結

西安北郊相家巷附近出土秦封泥的特點，謂其中“幾乎不見鄉級内容，似乎鄉級並不

向中央直接呈文” 〔３〕，也可以説是這一分際的具體體現。

如前文所見，容■津是漢水上的津渡，由此東南去七十九里的都鄉，究竟隸屬於

何縣統轄，僅僅依賴《簡册》本身記載的情況，一時還難以遽斷。 不過，前面列舉的漢

江水路里程顯示，容■津在竟陵（兢陵）以北有一段距離，這一都鄉應當大致處在容■

津與竟陵縣城兩地東面與這兩地里至約略相近的某一位置上。

這條東南—西南之字形折行的道路，在竟陵（兢陵）與江陵東趨安陸的東西大幹

道相接。 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亦述及墓主人在竟陵（兢陵）至都鄉

間往來的行程：

己酉，宿兢陵。

庚戌，宿都鄉；

辛亥，宿鐵官。

壬子，治鐵官。

癸丑，治鐵官。

甲寅，宿都鄉；

乙卯，宿兢陵。

丙辰，治兢陵。〔４〕

據此，朝廷在都鄉附近設有鐵官，其具體地點，則還有待考證 〔５〕，而此質日主人由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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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比野丈夫： 《鄉亭里についての研究》，據作者文集《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第１５６頁。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里耶秦簡（壹）》之圖版８—４６１正號簡，第６８頁，《釋文》第３３頁。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 《秦封泥集》（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二章第四節《鄉》，第３３２頁。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 《關沮秦漢墓簡牘》一《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之《曆譜·秦始
皇三十四年》第９３—９４頁；又《圖版》二至三第１３至第２０號簡，第１２頁。

案《水經·江水注》（見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五，第５０１頁）記江水右岸清水口附近有一“錢官”，

黄錫全曾提出是否可以考慮以此地來當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中的“錢官”，因其位置距
竟陵（兢陵）與都鄉甚遠，事實上不會有這種可能。 黄説見《楚都鄩郢新探》，《江漢考古》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第８９—９０頁。



陵（兢陵）行及“都鄉”，顯示出這一都鄉似有可能隸屬於竟陵。

由銷縣向北，在銷縣與彘鄉之間，有中里鄉：

銷到中里鄉八十六里。（０４ ２３５）

中里鄉到彘鄉五十六里，行黄道。（０４ ２３４）

因前引簡文記云在南北幹道之上“銷北到彘鄉五十六里”，故此處所記銷縣與彘鄉之

間的中里鄉，一定不在銷縣正北方向，而是向東或者向西某一方向偏離很多。 因下文

所述兩地之間的養鄉是偏向西方，故此中里鄉更有可能是在銷縣東北方向八十六里

和彘鄉東南方向五十六里的位置上，其與彘鄉之間的通道，稱作“黄道”。 惟戰國秦漢

間常見借“黄”爲“廣”的寫法，張家山漢簡即嘗書“廣鄉”爲“黄鄉” 〔１〕，故此“黄道”或

許也是“廣道”的異寫，其義與下文所述南陽郡境内的“莊道”（０４ ２０２）相近，即謂比

較寬闊的大道。

《簡册》記載銷縣附近又有養鄉：

銷到養鄉八十一里。（０４ ２１７）

此養鄉亦與彘鄉相關：

養鄉東到彘鄉百一十二里，行桃丘道。（０４ ２１６）

養鄉既然是在彘鄉以西一百一十二里，那就應該位於銷縣西北方向。

養鄉這一地名的出現，爲學術界探討古養國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綫索。 清代

中期以來的金石學家即收藏有一件帶有 “羕”字銘文的古代銅器，即所謂 “羕史

尊” 〔２〕。 至２０世紀７０年初以後，在湖北江陵東南的岳山和河南南陽桐柏月河鎮附

近又相繼發現一些銅器帶有“■”字銘文 〔３〕，學術界習稱“■器”或“羕器”。 針對這批

銅器，黄盛璋率先指出，■是一個在史籍中湮没數千年的嬴姓古國 〔４〕。 滕壬生隨後

分析説，■从邑羕聲，亦作羕，而“羕、漾、養古音聲、韻皆同，可以互通，故羕亦爲養，■

或即本字”，從而認定此嬴姓■氏應即《世本》所記楚之養氏。 春秋前期，養氏乃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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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詳拙文《〈三輔黄圖校釋〉後述》，原刊《書品》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後收入鄙人文集《讀書與藏書之間（二
集）》（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９２—２９３頁。

清方濬益：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一四“羕史尊”條，第１１２４頁。

荆州地區博物館： 《江陵岳山大隊出土一批春秋銅器》，《文物》１９８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６—１７頁，圖版伍。

南陽市文物研究所、桐柏縣文管辦： 《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發掘簡報》，《中原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

８—２３頁。

黄盛璋： 《郭院長關於新出銅器三器的考釋及其意義———紀念郭沫若院長》，《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０年第

３期，第２１８—２２０頁。



鄧國，至楚滅鄧後，始附屬於楚，楚莊王時之神射手養由基即出自此一氏族 〔１〕。 在此

基礎之上，黄盛璋進一步論定，“■”或“養”確係一處古國 〔２〕。 這一觀點，得到學術界

的普遍認同。 然而，關於這一■國（養國）的地理位置，不同學者的看法，卻有很大差

别。 滕壬生和黄盛璋以爲■國（養國）或■邑（養邑）在今河南襄城、郟縣一帶的古養

水岸邊 〔３〕；何浩以爲在今河南沈丘附近 〔４〕。 這兩種説法只是就相關同音地名加以

繫連，都没有確切依據。

滕壬生在分析■器銘文時就已指出，“羕”或作“永”，又謂《説文》永與羕同訓水

長，兩字古音復同在陽部，故可通假 〔５〕。 隨着南陽桐柏月河墓地考古發掘工作的進

展，有學者注意到在這同一片墓地當中，既出土有上述“■器”，同時在這裏的春秋早

期墓葬中還出土有一批帶有 “ ”字銘文的所謂 “■器” （■或釋作■），於是，又從

“羕”、“永”通用這一視角出發，指認這些“■器”（■器）應與“■器”同屬於養國或養

氏，並進而推定養國就應當在出土這些■器（■器、■器）的南陽桐柏地區 〔６〕。 據云

目前正在發掘的南陽夏響鋪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國貴族墓地，亦出土有此■國銅

器，結合過去通常認作西周時期的“羕史尊”，可知養國在這一帶的歷史或許可以向前

推溯至西周時期。 南陽桐柏與《簡册》所記養鄉隔漢江東西相對，距離不是很遠，楚國

滅掉養國之後，若將養人西遷至此，似乎也是一種合乎情理的安排；至少可以與前述

河南襄城、郟縣一帶以及沈丘附近地區並列，來探討養滅國後氏族的流散地點。

由銷縣向西，已經逐漸進入荆山山地前緣的淺丘地帶。 《左傳》記魯昭公十二年

時楚右尹子革嘗有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

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７〕因知桃木亦荆山特産，所以才會有“桃丘

道”這樣的名稱。

前面第一節談到，在楊口北上淯口的漢水水路上，距楊口七十里有匡津，銷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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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滕壬生： 《■氏考》，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第１３４—１４１頁。

黄盛璋： 《■器與■國地望及與楚之關係考辨》，《江漢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４９—５１頁。

滕壬生： 《■氏考》，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第１３５—１３７頁。

黄盛璋： 《■器與■國地望及與楚之關係考辨》，《江漢考古》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第４９—５０頁。 又黄盛璋：
《新發現的“羕陵”金版及其相關的羕器、曾器銘文中諸問題的考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
文獻研究續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頁。

何浩： 《羕器、養國與楚國養縣》，《江漢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６３—６６、７１頁。

滕壬生： 《■氏考》，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楚史研究專輯》第１３５頁。

董全勝、張曉軍： 《從金文羕、■看古代的養國》，《中原文物》１９９６年第３期，第７０—７２頁。 董全勝、趙
成甫： 《桐柏月河一號春秋墓相關問題研究》，《中原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８８—８９頁。 雷英： 《小議養
器與羕國》，《中原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５９—６８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二昭公十二年，第２９犫頁。



此匡津之間，也有通路聯繫：

銷到匡津三百五十三里。（０４ １９９）

按照現在的地圖量算，從秦漢銷縣到匡津之間的直綫距離，不過一百多里路程，即使

考慮到實際道路的迂曲，直接連結銷縣與匡津兩地的道路也絶不至於有“三百五十三

里”之長，若是循南郡境内的南北幹道先由銷縣南下江陵，則如前所述，這一段道路的

實際里程爲二百一十六里，那麽，“銷到匡津三百五十三里”路程中餘下的一百四十七

里，正好與江陵至匡津間里至相當。 因此，不妨姑且將此里程暫定爲銷南下江陵之後

再東北轉赴匡津的路途。

與匡津的情況相似，《簡册》中繼此簡之下，還記有一條銷縣與井韓鄉之間的里程

數據：

銷到井韓三百一十五里。（０４ １８９）

如前所述，《簡册》記“江陵東到井韓百六里”，以此里程數與銷到江陵之間的二百一十

六里相加，爲三百二十二里，與此“三百一十五里”大體相當，因而這一數據也應當是

銷縣經由江陵再轉而東到井韓鄉的里程。

緊繼此簡，《簡册》中又記有江陵至“南郡都船”的里程：

銷到南郡都船二百五十三里。（０４ ０７５）

此“南郡都船”應與前面第一節所述長利渠水路上的“都船”同屬一地。 前引簡文記

“長利渠口到■渚十二里，■渚到都船十六里”，合之，長利渠口距都船二十八里，而復

有簡文記“凡渠首到江陵八十四里”，故此“都船”應距江陵五十六里。 若以此數加上

銷到江陵之間的二百一十六里，則爲二百七十二里，比“銷到南郡都船二百五十三里”

之數多出十九里，大概是從銷縣沿南郡境内南北幹道南下至江陵北面的長利渠（或稱

章渠、揚水、陽水）岸邊之後，未入江陵，即轉而循渠道堤岸，西去都船。

在上述三條簡文之前，《簡册》中還記有一條銷縣外連的道路，即：

銷到曲水二百六十三里。（０４ ２００）

“曲水”所在不明，有待進一步查考。 不過，由上文所述緊接此簡之下那三條簡文所記

述的内容來推測，這一“曲水”，很可能也是由銷縣南至江陵之後再轉而東行或是西行

的道路。 若是東行，應在江陵與井韓鄉之間；若是西行，則應當在都船以西的■渚

附近。

（４） 江陵———竟陵———安陸———夏汭———沙羨東西幹道上的各個支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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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册》所記在這條東西幹道上歧分的支綫，主要是安陸通往周邊一些地方的

道路：

安陸到鄰漰亭■（七十）五里。（０４ ０６２）

安陸到閬丘亭九十六里。（０４ ０６３）

安陸到■■落卌五里。（０４ ０５５）

安陸到吴陽亭八十一里。（０４ ０５６）

安陸到博望亭六十二里。（０４ ０６６）

安陸到三屋洛五十六里。（０４ ０６７）

安陸到街亭九十八里。（０４ ０６８）

安陸到當洛亭十八里。（０４ ０６９）

安陸到義城九十里。（０４ ０３６）

安陸到望淩亭十九里。（０４ ０７１）

安陸到宜秋亭九十五里。（０４ ２３１）

安陸到阿亭卌八里。（０４ ０８４）

安陸到樅亭五十七里。（０４ ０８３）

安陸到溳漰亭六十里。（０４ ２０８）

安陸到害刑亭八十四里。（０４ ２０６）

上述各地，惟溳漰亭的位置，可能與安陸西側的溳水有關，多少有一點比對的綫索之

外，其餘各地的方位和地點，一時還都難以求索，有待進一步探尋。 不過，總的來説，

其中大多數地名不像是同一條道路上的不同經停地點，而更像是由安陸向四周各個

方向輻射。

《簡册》記録者之所以會對安陸通往周邊各地的道路如此重視，則顯然是基於安

陸城在江漢平原上的重要地位。 《戰國策》記楚有安陵君，黄盛璋以爲當屬“安陸君”

之誤，而其封地就在秦漢安陸 〔１〕。 《史記》記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率兵“攻

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 〔２〕，而雲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記述了同年秦軍一併進攻

安陸的情況，並記述墓主喜在秦王政四年至六年間出任“安陸令史”等事 〔３〕。 據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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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黄盛璋： 《雲夢秦簡〈編年記〉地理與歷史問題》，原刊《考古學報》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
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８—４９頁。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２１３頁。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圖版五一第０１３號簡，圖版五二第

０３０號簡。



以確知，至遲在王政四年，這裏即已設爲秦縣。 又秦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至嶧山、

泰山、琅琊臺刻石，還經衡山郡、南郡過江祠祭湘山 〔１〕，在南郡境内，亦曾經過安

陸 〔２〕。 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陶器中有多件帶有“安陸市亭”的印文 〔３〕，説明安陸在

當時是個具有一定規模的商品交易中心。 《簡册》中記有這麽多條由安陸向四方輻射

的道路，與此或許有一定關聯。

關於秦安陸縣城的具體位置，《水經注》記其位於溳水左岸支流隋水之濱：“（隋

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西北流，南迴，逕永陽縣西，歷横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

也。 隨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入於溳。 故鄖城也，因岡爲墉，峻不假築。” 〔４〕過

去清人楊守敬將此“故鄖城”亦即“安陸故城”定在今湖北安陸縣城 〔５〕，這顯然不符合

《水經注》的記載。 《大清一統志》謂《水經注》所記“安陸故城”即西漢安陸縣城，“在安

陸縣北”，並且“歷代因之” 〔６〕。 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之１９７５年内部發行

本，即在西漢圖幅上將安陸縣城標繪在今安陸縣城以北，大致與《水經注》記述的位置

相當，而於秦代圖幅對此地未作標記 〔７〕。 但緊接着在１９７５年底，在今湖北雲夢縣城

附近的睡虎地秦墓中發現了帶有“安陸市亭”銘文的器物，並且墓區東側的明清雲夢

縣城正好坐落在一處範圍較大的古城址亦即所謂“雲夢古城”之内，古城遺址地面上

還分布有漢代陶片，１９８０年，黄盛璋通過研究睡虎地秦墓出土的黑夫、驚家書，並實地

考察雲夢古城遺址和當地的文化遺存，對以《水經注》和《大清一統志》爲代表的傳統

説法做出了重要改訂。 黄氏不僅確認這座“雲夢古城”就是秦漢安陸縣城，而且指出，

該城是秦軍攻占楚安陸之後，在新獲取的楚地上建造的，即驚在信函中提到的“新地

城”；又因城外西漢墓地同樣出土有“安陸市亭”陶罐，可以證明在西漢時期安陸縣依

然存在於此地。 黄氏復依據江陵鳳凰山９號漢墓出土的安陸守丞綰上南郡文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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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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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４８頁。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五二第０３６號簡。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第二章第五節《陶器》，第４７—４９頁，圖六九、七〇、八二。

案俞偉超歸納全國各地出土這種“亭”、“市”陶文的時空分布特徵，指出其本爲秦器所專有，後來伴隨着
秦統一六國的進程而在東方諸國舊地相繼出現。 説見《秦漢的“亭”、“市”陶文》，原刊《文物》１９６３年第

２期，此據作者文集《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３２—１４５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溳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一，第４６７頁。

清楊守敬： 《水經注圖》（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影印清光緒乙巳楊氏觀海堂刻本）之南八西一至南八西二，

第３８０—３８１頁。

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三四三《德安府·古蹟》之“安陸故城”條，第１７３１７頁。

見中華地圖學社１９７５年内部發行“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之《秦淮漢
以南諸郡圖》第７—８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３２—３３頁。



證直到漢文帝十六年安陸仍與秦代一樣隸屬於南郡 〔１〕。 １９８２年正式出版的《中國

歷史地圖集》，在秦和西漢圖上，都把安陸縣標繪在今湖北雲夢縣城之處 〔２〕。 這種新

的改訂，顯然是采納了黄盛璋的結論。

１９８９年在雲夢縣城東郊之龍崗秦墓出土的一件木牘中，寫有“沙羨丞甲、史丙”免

除所安葬墓主罪過以令其得“爲庶人”的内容 〔３〕，一些學者認爲這件木牘表明今雲夢

縣城一帶當時應屬沙羨縣轄境，故秦安陸縣城不應設於此地。 由於對這件木牘性質

的認識有較大差異，隨之對秦安陸縣城的位置所在也必然會産生明顯分歧，即： 若以

爲秦沙羨轄境包括今雲夢附近地區在内，便只能重歸歷史文獻記載的傳統説法，將秦

安陸縣城定在今安陸以北；若無法證實秦沙羨據有今雲夢附近地區，則只能依據“安

陸市亭”等出土文物和相關城邑遺迹，將秦安陸縣城擬定在今雲夢附近。 雙方各有所

據，一時之間，似乎都難以徹底説服對方 〔４〕。

兹審度前引簡文謂 “江陵東到井韓百六里 （０４ ０６４），井韓鄉到競陵九十八里

（０４ ０６５），競陵到鄖鄉百廿里（０４ ０７７），鄖鄉到安陸百卅里（０４ ０７８）”，依此間距推

算，還是將秦安陸縣城定在今雲夢附近較爲合理。 至於在此前後，安陸城是否有過移

徙變動，是否有過一段時間曾將城址確是設在今湖北安陸縣城附近，則是一個有待繼

續研究的問題。 正如黄盛璋曾經指出的那樣：“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即稱此城爲雲夢

城，並不認爲是安陸古城。 大統十六年於此置雲夢縣，……至於安陸古城，當時即已

認爲仍爲安陸縣所在，位置未變。 我們已經查明晉、魏、唐、宋之安陸縣城，確在今安

陸之北，與此雲夢古城無關。 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研究探索。” 〔５〕

其實安陸的交通地位，不僅體現在上述簡文所記四通八達的陸上道路，其水上交

通，也很通暢。 戰國時的鄂君啟舟節銘文，有“就■（襄），逾夏，内（入）■（溳），逾江”

的内容 〔６〕，所謂“逾夏”，乃謂沿夏水下行，即在“漢汭”以下的漢水江面上順水行舟，

“逾江”則是指航行至“夏汭”亦即今漢江口後，轉入江水下行。 因此，其改换航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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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 《雲夢秦墓出土的兩封家信與歷史地理問題》，原刊《文物》１９８０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
地理論集》第５４９—５５２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龍崗秦簡》之《照片、摹本》“木牘”，第６１頁。

案相關討論，請參見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龍崗秦簡》篇末所附李學勤《雲夢龍崗
木牘試釋》、黄盛璋撰《雲夢龍崗六號秦墓木牘與告地策》、胡平生《雲夢龍崗六號秦墓墓主考》、劉國勝
《雲夢龍崗簡牘考釋補正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諸文（第１４９—１６９頁）。

黄盛璋： 《雲夢秦簡〈編年記〉地理與歷史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４９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３號《噩君啟舟節》，第６６０５—６６０６頁。



溳”，只能是在“漢汭”與“夏汭”之間，而秦安陸城邊的溳水，正是在這一區間内“入於

夏”，亦即匯入漢水幹流之内 〔１〕，故鄂君啟節記述的“入溳”，就應該是指能够連通安

陸和夏水（漢水）的溳水航道 〔２〕。

三、南郡北出南陽郡通道

（１） 水上通道。

前面第一節論述由楊口北上漢水的水路，提到有簡文逐段記載楊口到攀渚（或謂

之西陵）的里程，其之所以將此攀渚或西陵作爲載述的起訖端點，是因爲從“鄧攀渚”

這樣的記述形式來看，攀渚應隸屬於鄧縣，在《簡册》其他簡文中也見有“鄧西陵”的寫

法（０４ ２０３），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點，而《漢書·地理志》記載鄧爲南陽郡屬縣 〔３〕，

估計秦代亦然，所以簡文才在此做一區分。 出土秦封泥有多件“鄧丞之印” 〔４〕，《水

經·淯水注》謂“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５〕，足見此一鄧地確

爲秦縣。 實則楚人滅鄧之後，其地即已設置爲縣，有出土鄧公牧簋等器物銘文，可以

清楚證明這一點 〔６〕。 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竹書《編年記》，記載秦人在攻取南郡地區

之前兩年的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先行“攻鄧” 〔７〕，《史記·秦本紀》則記載翌年亦即秦

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接下來始在秦昭襄王二

十九年“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 《史記·王翦白起列傳》也有大致相同的記

載 〔８〕，充分顯示出鄧縣乃是由北向南進入江陵（郢）和南郡的咽喉要地。 西漢設南陽

郡都尉治所於此 〔９〕，即應與其這一交通樞紐地位具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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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據殷滌非《〈鄂君啟節〉兩個地名簡説》，刊 《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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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４頁。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 《秦封泥集》之二·三·３９“鄧丞之印”，第２９５頁。 王玉清、傅春喜： 《新出汝南郡
秦漢封泥集》（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之第０８９號“秦鄧丞之印”，第８９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淯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一，第４６３頁。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上編第二章第一節《鄧國》，第１２—

１４頁。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 《雲夢睡虎地秦墓》圖版五二第０２８號簡。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２１３頁；又卷七三《白起王翦列傳》，第２３３１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４頁。



又如上所述，《史記》之《秦本紀》和《白起王翦列傳》記白起入郢之役，是先拔鄢、

鄧，後取郢都，而《六國年表》和《楚世家》乃記其先拔鄢、西陵，後下郢都 〔１〕。 關於這

一“西陵”的位置，自南朝劉宋時期的徐廣開始，經唐人張守節，以至晚近日本學者瀧

川資言，都是指爲西漢江夏郡的西陵縣，與當時地理形勢明顯抵牾 〔２〕。 對比上述兩

種相互參差的記載，童書業結合《戰國策》中類似的内容，分析指出，此“‘西陵’似即

鄧” 〔３〕。 童書業這一解釋，雖然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 〔４〕，但在具體的地名上卻没有

直接的證據。 前面第一節已經論述，《簡册》中的“西陵”與“鄧攀渚”大致應在同一地

點，兹再與“鄧西陵”的記述相參證，可以進一步推斷，鄧縣的治所，應當就在西陵附

近，所以《史記》等文獻中才會出現以“西陵”和“鄧縣”相互替代的情況，此亦足以證實

童書業的見解確鑿無誤。

由於攀渚或西陵處於這樣的關鍵節點地位，簡文中還記有一些由西陵去往南北

不同方向的水路里程。 其趨向東北上溯淯水支流者有：

西陵水道到陽平鄉五十九里。（０４ １９９）

西陵水道到平陵鄉六十六里。（０４ １８９）

西陵水道到陽新鄉百卌八里。（０４ ０７５）

西陵水道新鄉百五十一里。（０４ ０７６）

以上各地，還有待具體查考，不過由“陽平鄉”、“陽新鄉”這樣的提法來看，這一

“陽”字應爲縣名，《簡册》中另有簡文尚記有“陽新城庾”（０４ ０６３），可以與之互證。

西安西北郊相家巷近年出土秦封泥，有書作“陽丞之印”者 〔５〕，可以進一步證明秦朝

確應設有陽縣 〔６〕。 惟“西陵水道到陽新鄉百卌八里”與“西陵水道新鄉百五十一里”

這兩條並列的簡文，又顯示出“陽新鄉”與“新鄉”或乃别爲兩地，不過，從西陵到“陽新

鄉”或“新鄉”兩地的里至十分接近，僅僅相差三里，且又都是同樣行走水路，這又實在

不大可能會是兩個不同的地點。 從這兩支簡排列的位置來看，“西陵水道新鄉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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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嘉儀：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西泠印社２００２年）之“陽丞之印”，第１２４頁。

案傅嘉儀在《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第１２４頁）和後來出版的《秦封泥彙考》（第２１８頁）兩書中，都釋此
“陽丞”爲《漢書·地理志》城陽國陽都縣地之古陽國。 惟秦廷何以會穿越今昔在古陽國設丞？ 其説
顯誤。



圖三　秦南郡北出南陽郡交通路綫示意圖

一里”這支簡緊連在“西陵水道到陽新鄉百卌八里”一簡之後，所以，“百五十一里”很

可能是對“百卌八里”的修正，“新鄉”只是“陽新鄉”去掉縣名“陽”字之後的簡略書寫

形式而已。 包山楚簡中的《所■》，記有“■■邑人”云云，依其通例，此“■”應是“■

邑”之上一級地域稱謂，李零以爲包山楚簡中像 “■”這類形式的地名 “大多都是

縣” 〔１〕；《所■》另外還記有“昜厩尹”，“昜”字同樣也應當是地名 〔２〕。 江陵天星觀楚

墓出土遣册所記贈物助喪官員中有“陽令”，與“集脰尹”、“集精尹”、“集尹墨”、“宰

尹”、“小司馬■”等官並列 〔３〕，故此“陽”字自屬地名。 疑此“■”、“昜”兩名同爲一地，

俱屬“陽”字的不同寫法，秦代的陽縣很有可能就是由此發展而來的 〔４〕。 又傳世銅器

銘文中有“■戈”、“陽右戈” 〔５〕，出土地點都不清楚，與此陽縣，或許也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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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 《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見《李零自選集》第１３２—１３４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七七第１６９號簡，圖版八五第１８９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
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８０頁。

湖北省荆州地區博物館： 《江陵天星觀１號楚墓》，《考古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１期，第１０９頁。

案“■”地若得落實，則此“■■邑”或可爲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中提到的“睽郢”（第１０號簡），提
供考求的綫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０９０７號《■戈》、第１０９４５號《陽右戈》，第５８０６、

５８２４頁。



有關陽縣這一直接記載，可以訂正秦縣研究中長久以來沿襲的一個錯誤。 《史

記·曹相國世家》記載秦末劉邦西入武關之前，有曹參“從南攻犨，與秦南陽守齮戰陽

城東郭，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 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 〔１〕。 《史記·灌嬰

傳》也記載灌嬰隨從劉邦，曾經率軍攻占過上面提到的這個叫作“陽城”的地方：“破南

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 〔２〕又《史記·樊噲傳》相關紀事亦大體相同：

“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 西至酈，……攻武關，至霸

上。” 〔３〕東漢人應劭注釋《漢書·曹參傳》，謂此陽城地在“今堵陽” 〔４〕，南朝劉宋時

人裴駰作《史記集解》，引述應劭語書作“赭陽”，同時人徐廣則稱此“陽城在南陽”。 唐

人司馬貞闡釋這兩種説法之間的關係，云“赭陽是南陽之縣” 〔５〕。 案司馬彪《續漢

書·郡國志》載東漢南陽郡無赭陽縣而有“堵陽” 〔６〕，南宋時人嘗見有東漢靈帝建寧

元年《堵陽長劉子山斷碑》 〔７〕，今復有東漢“堵陽右尉”官印存世 〔８〕，可以與之互證，

乃以地處堵水之陽，“以水氏縣，故有堵陽之名” 〔９〕。 《漢書·地理志》記此縣名同《續

漢書·郡國志》，班固自注且謂“莽曰陽城”，而孫吴韋昭注云：“堵音者。” 〔１０〕因知“赭

陽”亦即“堵陽”異寫。 基於上述《史記》、《漢書》、《續漢書》的各項記載及前人舊注，特

别是東漢人應劭的解説，清官修《大清一統志》謂漢堵陽故城乃 “本秦陽城縣，漢改

名” 〔１１〕；吴卓信亦以爲“堵陽本秦陽城縣，漢始改名，莽復故也” 〔１２〕。 至王先謙撰《漢

書補注》，注《漢書·地理志》堵陽縣云“在秦名陽城” 〔１３〕，對研治秦漢史事者、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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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一一《南陽府·古蹟》之“堵陽故城”條，第１０３６７頁。

清吴卓信： 《漢書地理志補注》（中華書局１９５５年，重印《二十五史補編》本）卷一四，第１２３頁。

清王先謙：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二，第７０４頁。



研治秦漢地理的學人産生了更爲廣泛的影響。 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便

是依循此説，標繪西漢堵陽縣於河南方城縣旁，並在同地標繪秦陽城縣 〔１〕。 單純就

其地理方位而言，可謂大體允當。

不過，秦朝在南陽郡内究竟是否設有陽城縣，傳世文獻並没有清楚記載。 清人沈

欽韓即已指出，《大清一統志》的説法缺乏史料依據 〔２〕。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史念海稽考

秦朝的縣名及其地望，以爲前引《史記·曹相國世家》等處提到的陽城，並不歸南陽郡

統轄，而應當是其東北鄰郡潁川的屬縣，並針對應劭和徐廣的説法解釋説：“徐、應二

氏蓋以秦之陽城即莽所改堵陽之新名，因有此誤。” 〔３〕今案應劭和徐廣若是簡單地以

王莽所改縣名來當秦朝的縣名，固然不够審慎，但應劭是東漢人，他只是説陽城在東

漢堵陽縣地，並没有提及與王莽新更改縣名的關係，故完全可能别有依據；徐廣也只

是説陽城在南陽郡轄境，不僅同樣隻字未提與王莽同名之縣的聯繫，甚至根本没有述

及秦陽城在兩漢時期的名稱問題。 因此，史氏所做推論，未必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而由前引《史記》的記載可知，曹參等在投入陽城戰役的前後，是與秦軍先戰於犨，後

戰於宛，兩地不僅都是南陽郡的屬縣，而且對方領軍作戰的人就是秦南陽太守齮，陽

城若非隸屬於南陽，何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譚其驤早已根據這種相對方位關係，指

出曹參等攻取的陽城，還應當是在南陽郡内 〔４〕。 檢《史記·高祖本紀》記述此役前後

戰事，謂“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 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 〔５〕，所説“略

南陽郡”事應正值攻打陽城期間，此可進一步證實此陽城必在南陽郡境内無疑。

如上所述，依據《史記》相關記載，曹參等人攻取的陽城，應在犨、宛兩地之間，而

《簡册》所記陽縣，約其里至，正在這一區間之内。 因而我們有理由推測，陽縣與此陽

城很可能是同一地點。 審視上引《史記·樊噲傳》記樊噲在攻占陽城之後，又“攻宛

城”，這裏所説“宛城”，應即《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首縣“宛”，而宛這一縣名，本是從

秦朝沿承而來。 《史記·高祖本紀》記載當劉邦率軍進攻宛城時，南陽太守舍人陳恢

對其講述説：“宛，大郡之都也。” 〔６〕足證宛亦秦南陽郡首縣。 《水經·淯水注》記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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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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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山東南部諸郡圖》第７—８頁；又 《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清沈欽韓： 《漢書疏證》卷二七“戰陽城郭東”條，第７６６頁。

史念海： 《秦縣考》，刊《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古代地理專號》（１９３７年６月）第２９２頁。

譚其驤： 《陳勝鄉里陽城考》，原刊 《社會科學戰綫》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 《長水集》下册，第

３３９頁。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３５９頁。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３５９頁。



“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都，楚文王滅申以爲縣也。 秦昭襄王使白起爲將，伐楚取郢，

即以此地爲南陽郡，改縣曰宛” 〔１〕。 此復有出土秦“宛丞之印”封泥可證 〔２〕，而據史念

海考證，宛縣的設立，更在秦昭襄王取郢之先 〔３〕。 所以，《史記·樊噲傳》中“宛城”的

“城”字，只是用以表示作戰的具體地點是在宛縣縣城，而非縣名的組成部分。 上引《史

記·高祖本紀》稱南陽守齮“保城守宛”，便足以證明這一點；清人閻若璩則依據《史記》這一

記載，推斷秦時“宛爲南陽郡治” 〔４〕。 同理，並觀《簡册》中的陽縣與《史記》記載的陽城，亦

足以斷定，“陽城”的“城”字，性質應當與“宛城”之“城”相同，即曹參、樊噲、灌嬰等是在陽縣

縣城的東郭或是縣城東面與秦南陽太守齮交戰，秦南陽郡並没有稱作“陽城”的屬縣。

《史記·魏世家》載有无忌（朱己）説魏王事，其間嘗有語曰：“秦葉陽昆陽與舞陽

鄰。”唐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對此釋云：“《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

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亦即將

“葉陽”、“昆陽”、“舞陽”讀作三個並列的地名，後之閲者，直至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均作

此讀 〔５〕。 其語本出於 《戰國策》，前人識讀 《國策》，句讀一向同於張守節 《史記正

義》 〔６〕，然戰國以迄秦漢之際，“葉陽”這一地名别無所見。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

縱横家書》，述信陵君此語，“葉”下無“陽”字，帛書整理者注云：“葉，《魏策》與《魏世

家》作葉陽，誤。” 〔７〕今案此帛書寫本亦頗有訛奪，並非每一處異文都强於司馬遷所見

與傳於今世的《戰國策》文本。 秦陽縣與葉縣（秦漢封泥中均見有“葉丞之印” 〔８〕，可

證該地一直稱“葉縣”而非“葉陽”）爲鄰縣，該縣亦與舞陽毗鄰，若將“葉陽”兩字從中

斷開，將《史記·魏世家》此句讀作“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自文從義順 〔９〕。 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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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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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８〕

〔９〕

北魏酈道元： 《水經·淯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一，第４６０頁。

周曉陸： 《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之《譜録》第三章第三―犌犘―０２５２號之秦“宛丞之印”封泥，第４１１
頁。 許雄志： 《古封泥菁華》（河南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１年）之《秦漢·平輿》第１４０號“宛丞之印”，第１４０頁。

史念海： 《秦縣考》，刊《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古代地理專號》第２９３頁。

清閻若璩： 《潛丘劄記》（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四庫筆記小説叢書》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釋
地餘論》，第４５５頁。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並唐張守節《正義》，第１８５８—１８５９頁。 案“无忌”當正作“朱己”，見金正煒《戰國策
補釋》（民國甲子金氏十梅館刻本）卷五，第２７犫頁。

見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鳳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增補本）卷二四《魏策》三，第１２６７、１２７８—１２７９頁。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 《戰國縱横家書》一六《朱己謂魏王章》，第５９、６４頁。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 《秦封泥集》之二·三·３８“葉丞之印”，第２９４—２９５頁。 清吴式芬、陳介祺： 《封
泥考略》卷六《漢縣邑道官印封泥》，第６４８頁。

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等編《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之第犈犘犜５２：７８１號簡

（第２７７頁）記云“ 郡葉陽陽圍里大夫 ”，似乎有葉陽縣存在，但結合相關文獻與葉縣丞印封泥，可知

此處應當多重出一個“陽字”，周振鶴《新舊漢簡所見縣名和里名》一文，即徑作葉縣之陽圍里處理。 周文
原刊《歷史地理》第１２輯（１９９５年），此據《周振鶴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７頁。



來説，《戰國策》與《史記·魏世家》這一記載，又是秦南陽郡設有陽縣之有力佐證。

像“陽”這種比較特殊的地名，若無標點，與其他地名連寫，確實非常容易造成誤

讀 〔１〕，並非僅上述一例而已。 《戰國策·秦策》記述秦初攻取楚國郢都之際春申君黄

歇説秦昭王事曰：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

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黄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説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

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説。臣聞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碁是也。’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

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

齊。……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

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

攻隨陽右壤。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

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

其“臣聞之”句以上，爲《戰國策》原本所闕，係南宋人姚宏鑒於“《史記》、《新序》、《後

語》皆有之，文亦小異”，故“以《後語》聊足此段之闕”，即迻用東晉人孔衍的《春秋後國

語》來補足闕文。 但下文具體説辭中謂“先帝文王、莊王、王之身三世”，東漢人高誘已

經指出：“文王始皇祖、莊王始皇父，故曰三世。” 〔２〕所以，《史記》和《新序》、《春秋後國

語》的記述本身就存在嚴重舛錯，姚宏補入的闕文很不得當。 這段説辭不是奏對於秦

昭王，而應當如高誘所注，是某人游説秦王嬴政的話 〔３〕。

這段話中提到的“隨陽右壤”，東漢高誘注云：“皆楚邑也。”但高誘並没有清楚讀

斷到底是指哪幾處具體的楚國城邑；至於他把“右壤”這一通稱視爲特指的地名，更是

明顯的訛誤 〔４〕，看起來高氏對此“隨陽”兩字並没有清楚的認識。 不僅如此，甚至連

司馬遷也没有弄清“隨陽右壤”的含義，特别是若把“隨陽”二字合讀爲一個地名，將更

無從落實。 於是，太史公在《史記·春申君列傳》中乾脆把它改成了“隨水右壤”。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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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情況如《史記》卷二八《封禪書》（第１３７４頁）記“霸、産、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

盡得比山川祠”，其“長水”的“水”字，便是由於“長”字容易産生歧義，破例特予添加。
《戰國策》卷六《秦策》四，第５犫—８犪頁。

清黄丕烈： 《重刻剡川姚氏本戰國策札記》（廣陵書社２０１０年，影印清嘉慶癸亥刻《士禮居叢書》本）卷
上，第６４５頁。 金正煒： 《戰國策補釋》卷二，第２８犫—２９犪頁。

清沈濤： 《銅熨斗齋隨筆》（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清人考訂筆記（七種）》影印清咸豐七年檇李沈氏刻本）卷
三“右壤”條，第６６３頁。



而“隨水右壤”的地理方位同樣不易理解，唐人司馬貞《史記索隱》隨文注釋説：“楚都

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即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矣。” 〔１〕《水經注》記沔水左

岸支流溳水上源有隨水匯入，地近西漢隨縣亦即春秋戰國隨地 〔２〕，但“隨水右壤”何

以一定要遠至南陽盆地西部山地之中的唐朝“鄧州之西”？ 如前所述，至秦昭襄王二

十九年，秦人不僅早已據有南陽郡，而且越過南陽繼續南進，“取郢爲南郡”，漢江兩

岸，都被納入秦國版圖，所謂“鄧州之西”更已成爲秦之内地，並不毗鄰楚國，何以還會

有秦軍“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這樣的説法？ 張守節不滿意司馬貞

這一解釋，另做説明云：“楚都陳，而隨故國在西南，是楚之右壤。” 〔３〕此説自較司馬貞

合理，元人胡三省注《通鑒》，亦持類似看法，云“余謂右壤，蓋其地在楚都之右” 〔４〕。

不過張守節和胡三省都是針對司馬遷所用的“隨水右地”來做解説，没有顧及《戰國

策》原文中的“隨陽”問題，然而這一點本是準確解釋相關地理方位所必須面對的基本

事實。

今案張守節以“隨故國”來解釋“隨”地，所説最顯合理，只是《戰國策》提到的“陽”

字，恐怕也不會是可有可無的後綴。 晉習鑿齒《襄陽記》云：

襄陽城本楚之下邑，……爲楚國之北津也。楚有二津：謂從襄陽渡沔，

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通周、鄭、晉、衞之道；其東則從漢津渡江夏，出平臯

關是也，通陳、蔡、齊、宋之道。〔５〕

《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荆州記》對此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６〕。 約略當“平臯關”

處，唐宋時設爲“平靖關”，此即古黽塞（又作鄳塞，或稱鄳阨、黽隘之塞、冥阨之塞等）

所值孔道，是控扼着由今河南信陽南下江漢平原主幹大道的咽喉要地 〔７〕。 《吕氏春

秋》論天下九塞，此“冥阨”與習鑿齒《襄陽記》所説“方城”均列置其中 〔８〕，這兩條道路

在戰國嬴秦間的交通地位，於此可見一斑，而三國時人韋昭更稱道方城爲“楚北之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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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１〕。 由這兩條道路東出，都很容易抵達當時楚都所在的陳邑，而“隋”邑在此由

“冥阨”東出一路，上文所論“陽”地則正處於其北面方城關一路在南陽盆地内的最東

端，過此即達關隘（在陽縣之外，雖然還有葉縣和犨縣，但葉縣和犨縣已在方城關之

外 〔２〕。 當初劉邦率軍進攻南陽時，南陽守齮之所以首先堅守陽縣，就是由於這一緣

故），故《戰國策》之“隋陽”，理當就此“隨”、“陽”二邑而言，所謂“隨、陽右壤”即如今言

“隨、陽這一楚國右壤之地”，其“攻隨、陽右壤”云云，則猶如“出兵於右壤之隨、陽”，適

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相對爲文。

至於此“隨、陽右壤”之地是否“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倒不必過分拘

泥，蓋戰國間人此等游説之辭，類皆誇張虚飾，過甚其言。 方城、冥阨兩座關隘所在的

丘陵山地，雖然不能説盡爲“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但與楚國原來的核心地域江漢平

原相比，自屬荒涼貧瘠之區，而越過這片山區之後，其東部廣大區域亦相當富饒，昔楚

靈王城陳、蔡、不羹，乃號稱諸邑“賦皆千乘” 〔３〕，即其例證。 故當時策士謂此隨、陽右

壤“王雖有之不爲得地”，實亦良有以也。

前述《史記·魏世家》所載无忌（朱己）説魏王事，時值秦昭王末年，秦、楚間攻守

形勢，與前述某氏游説秦王政時大致相當，故謂葉、陽、昆陽這些楚國舊邑都已成爲秦

國東部的邊陲。 在朱己的游説辭中，有一段論述秦國對外用兵的話，正好可以與上面

談到的情況相互印證：

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

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

必不爲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

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釋其“道河外，倍大梁”一語，謂“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

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故朱己以爲秦軍若非出此函谷關一路進攻楚都之陳，

便要“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 對此，張守節也已指出，這應該是“從褒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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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州” 〔１〕，即出武關朝東南方向出兵，經此“冥阨之塞”向楚都陳郢發動進攻。

不過，秦軍若是出自武關，可以利用的進攻路徑，就不止隨邑附近的冥阨一途，過

陽邑出方城關，同樣是一條重要通道。 《戰國策·秦策》有相關記載云：

或謂秦王曰〔高誘注：秦始皇也〕：“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高誘注：初，秦昭王滅東、西周，置宜陽及三川

郡，故曰破宜陽、殘三川也〕，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徙兩周之

疆，而世主不敢交；塞陽侯，取黄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則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

之士以王爲吴智之事也。……”〔２〕

根據高誘的注文，可知其時在秦王政初年，正在我們討論的這一期間之内。 文中提到

的“黄棘”，舊爲楚國領土，此前楚懷王在二十五和三十年時，曾先後兩次至此與秦昭

王盟會 〔３〕。 其地西漢爲棘陽縣，附近有棘水、黄水、黄淳聚、黄郵聚這樣一些相關的

地名，在明清新野縣東北 〔４〕。 清人張琦的《戰國策釋地》就是這樣解釋 〔５〕，譚其驤

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也是如此標繪 〔６〕，應該没有什麽疑義。 相比之下，前人對

“陽侯”的解釋，則或指爲西漢河東郡之楊縣，或認作西漢城陽國之陽都縣 〔７〕，東鱗西

爪，懸望形影，全然不顧實際空間關係，真所謂天差地别，無一可信。 實則秦塞陽侯即

致韓、楚不敢進兵，其地必在韓、楚兩國西入秦境所要經過的咽喉之處，而方城關路上

的陽邑，正處於這樣的位置，並且西與黄棘相鄰接，所以這裏一定就是所謂“陽侯”的

居邑 〔８〕。

在此之前很久的楚昭王十年，當吴師入郢的柏舉之戰發生之前，面對吴軍的進

攻，楚左司馬戍曾爲楚令尹子常謀劃過一個很好的用兵方略。 《左傳》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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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

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杜預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杜預注：城口，三隘

道之總名〕而入，是獨克吴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

于大别。〔１〕

如杜預注釋所見，這裏所説大隧、直轅，是與冥阨並列的兩道關口，而其作用，同樣是

控扼所謂漢東隘道。 這三道關隘，後世亦合稱義陽三關 〔２〕，而在三道關隘之中，一直

是以“冥阨爲最著” 〔３〕，清人謂“其地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極爲險要”，“蓋河南江北

幹山，自終南、冢嶺、熊耳、天息分支爲桐柏，延亘於漢淮之間者，義陽之三關也。 ……

恃此長山爲南北之限” 〔４〕。 左司馬戍這一布防措施，是先從楚軍所控制的方城關一

路出兵關外，毁掉吴軍舟船，以徹底切斷其退路，再回兵阻斷吴軍進入江漢平原的冥

阨關口。 這樣就使得吴軍在南北兩路都無法退兵，令尹子常則率軍東渡漢水，正面進

攻吴軍，前後夾擊，必獲全勝 〔５〕。 這一軍事部署，亦同樣清晰顯現出分别通過隨、陽

二邑這兩條道路爲時人所並重連舉的重要地位。

由南陽郡治宛縣經陽縣東北出方城關這條道路，甚至直到明清時期，依然是貫通

北京城與雲貴地區的全國性交通幹道 〔６〕，清人稱“河南江北幹山，自熊耳、天息分支，

東南迤爲淮南之山，而方城適居其中，故北與魯山之三鵶、南與義陽之三關，並爲南北

扼要” 〔７〕，足見陽邑的交通地位一直非常重要，其地又比隨邑更靠近武關，來自武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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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秦國軍隊，自然不會捨弃此路不行而獨重冥阨那一條通道，此亦可證所謂“隨陽右

壤”的“隨陽”二字確應讀作“隨”與“陽”兩個獨立的地名。

秦陽縣附近有比水，其中下游幹流即今唐河，上游河段乃指今泌陽河，係淯水左

岸支流。 確定陽縣及其位置之後，覈諸相關河流水道的分布情況，“西陵水道到陽平

鄉五十九里”和“西陵水道到陽新鄉百卌八里”這兩條簡文提到的“平鄉”和“新鄉”，就

很可能是遞相鄰接分布在比水谷地，亦即秦陽縣轄境是沿比水亦即今唐河谷地向西

南方向大幅度延展，並觀前面談到的陽縣縣城所在的位置，以及下文將要談到的較此

陽縣城還要偏向東北方向很多的“陽新城庾”（０４ ０６３），愈可見陽縣之南北地域，相

當闊遠。

包山楚簡中記有一“■君” 〔１〕，李零以爲當讀爲“唐” 〔２〕。 陳偉以爲此唐君封

邑，也許在唐國故地 〔３〕，而石泉曾經指出，唐國故地應今河南唐河縣南 〔４〕。 值得注

意的是，這樣擬定的“■君”封地，與前面談到的陽邑的位置和陽縣的轄境，顯然具有

密切關聯，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分化衍生的關係，很值得探究。 何浩和劉彬徽就將此

“■君”之“■”與“陽”視爲一事，只是其所擬定的“陽”地不在這裏，而是與前面談到的

陽水聯繫在一起 〔５〕，似乎有明顯偏差。 又劉信芳係將此“■君”的封地與陽城聯繫在

一起 〔６〕，惟其既然釋“■”爲“陽”，就不如與此秦陽縣之地相聯繫會更爲貼切一些。

左氏《春秋》經、傳之間在記述國邑時陽、唐兩字即已互用 〔７〕，檢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

《繫年》，其記唐國之“唐”亦書作“陽”字 〔８〕，可知即使秦陽縣與古唐國在地域上不存

在關聯，今“唐河”這一水名和地名，與秦之陽縣同樣很可能具有直接聯繫。

《簡册》記此陽縣附近之比水有連通淯水航路云：

比口到淯下口百卌里三百步。（０４ ０８４）

此“淯下口”當即淯口，比口按照一般地名命名規律，應指比水亦即今唐河匯入淯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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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七四第１６３號簡，圖版八〇第１７６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
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７８—７９頁。

李零： 《包山楚簡研究（文書類）》，見《李零自選集》第１４１頁。

陳偉等著：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８２頁。

石泉： 《從吴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據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３６０—３６６頁。

何浩、劉彬徽： 《包山楚簡“封君”釋地》，見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之附録二五，第５７４—

５７５頁。

劉信芳： 《包山楚簡解詁》一《文書·所■》之第１６３號簡，第１６９、１７１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二昭公十二年，第２２犪—２２犫頁。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之《繫年》第十九章第１０５號簡，上册《原
大圖版》第１４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４—１８５頁。



即今白河的河口，可是現今兩地之間只有幾十里路程，除了河道曲流比較發育以外，

其中是否還存在其他原因，有待更爲細緻的分析。 又《水經》記比水“西至新野縣南入

于淯”，亦即在漢新野縣城南側匯入淯水 〔１〕，若將比水入淯地點向淯水上游作相應移

動，則更加靠近新野縣城的位置，與《水經》的記載較爲契合。 因此，今比水入淯地點，

較諸秦代，很可能已經向下游有較大幅度移徙。 不過，引起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很

可能是淯水，而不是比水本身。 蓋淯水亦即今白河中下游河道寬淺，時有改徙移奪，

很容易發生東西擺動，若是河道由東向西有較大移徙，比水入淯的河口就會隨之向下

游移動，而東漢以前的白河河道已經較現在的河道要偏東很多，昔日的河西，早已變

爲河東，舊河道的遺迹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猶清晰可見，當地人稱“老白河”；相比之下，

比水的河道卻要穩定很多 〔２〕。

藉助北大收藏的這件秦水陸路程《簡册》弄清秦南陽郡只有陽縣而無陽城縣之

後，還可以附帶解決有關陳勝故里的一個重要問題。 如衆所熟知，關於陳勝的鄉里，

《史記·陳涉世家》記云“陽城人也”，關於這一“陽城”的所在，從孫吴韋昭以來，一直

解作秦漢潁川郡的陽城縣 〔３〕，基本上没有什麽不同的説法。 明清以來，雖然有一些

新的解釋，但都没有可信的早期史料作依據，殊不足聽信。 惟譚其驤在２０世紀６０年

代初撰寫《陳勝鄉里陽城考》一文，依據前述《史記》之《曹參世家》和《樊噲傳》、《灌嬰

傳》的記載，以爲南陽郡下轄的這一陽城，才是真正的陳勝故里 〔４〕。 譚氏這一新説，

得到很多學者的贊同。 如田餘慶即稱譽“這一見解有説服力” 〔５〕。 又如晏昌貴更將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陽成”，指實爲“秦及漢初”南陽郡的屬縣“陽城”，謂其乃

“與王先謙説相合” 〔６〕。 現在既然已經論證秦南陽郡内並不存在“陽城”一縣，曹參等

所攻奪的縣城本來名爲“陽縣”，那麽，“陽城人”陳勝出生的鄉里，也就絶不可能在南

陽郡境内 〔７〕。 同時，復因除此之外，主張其他地點的新看法亦别無有力史料證據，陳

勝的故里，目前還是應當遵從孫吴韋昭以來的傳統説法，定在潁川的陽城，亦即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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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酈道元： 《水經·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九，第４４１頁。

參見石泉《從吴師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據作者文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３７１—３７３、４０６頁。
《史記》卷四八《陳涉世家》並唐司馬貞《索隱》，第１９４９頁。

譚其驤： 《陳勝鄉里陽城考》，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３３６—３４１頁。

田餘慶： 《説張楚》，原刊《歷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此據作者文集《秦漢魏晉史探微》（中華書局２００４
年，重訂本）第９頁。

晏昌貴： 《張家山漢簡釋地六則》，據作者文集《簡帛數術與歷史地理論集》第３２２—３２３頁。

案關於《史記》記述人物鄉里籍貫尤重縣名的特點，請參見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

２００３年）之《〈史記〉與戰國文化傳統》第一節《〈史記〉、〈漢書〉籍貫書法》，第１—９頁。



南登封縣境内 〔１〕。 今登封境内曾出土有大量戰國時期帶有“陽城”銘文的陶器 〔２〕，

這也反映出潁川陽城在當時就是一處比較重要的都邑。

《簡册》中另有一條與比水航路相關的内容記云：

比口到櫟陵四百卌一里。（０４ ２０８）

此櫟陵所在不詳，比水流域字形字音與其相近的地名，有 《水經注 》記比水支流

“■水”：　

比水又西，澳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比水。

按《山海經》云“澳水又北入視”，不注比水。余按吕忱《字林》及《難字》、《爾

雅》並言■水在比陽，脉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水〔音藥也〕。〔３〕

櫟陵或即爲此■水岸邊丘崗名稱。

比水之上雖然有很長一段航路可以行舟，但淯水流域最重要的航道，畢竟還應該

是其幹流。 前述鄂君啟節之主人“鄂君”，其居地在宛城北面的所謂“西鄂故城”之處，

亦即西周鄂國和後來西漢之西鄂縣所在的地方，約在今南陽市北四十餘里的白河右

岸（西岸） 〔４〕。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楚居》，記楚“至昭王自秦（乾）溪之上徙居媺郢，

媺郢徙居鶚郢”，整理者以爲“鶚郢”亦即“鄂郢”，其地即此西鄂 〔５〕，愈加顯現這裏的

重要地位。 鄂君啟舟節所記其在楚國境内的主要水上貿易通道，就是由其住地“西

鄂”出發，順淯水（舟節書作“油水”）河道南下，轉入漢水航道後，或逆流西北上行，“就

穀，就鄖陽”；或順水東南下，“就■（襄），逾夏，入溳，逾江”，沿長江水道上下航行，並

可轉入長江南岸湘、資、沅、澧諸水 〔６〕，充分顯示出淯水航道在交通運輸方面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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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７—６４頁。

王恩田： 《陶文圖録》（齊魯書社２００６年）卷五《三晉與兩周》第５·４２·１—５·４４·２號，第１７７４—１７７６
頁，第５·９４·１—５·９５·１號，第１８２６—１８２７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九，第４４１頁。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上編第二章第二節《鄂國》，第２５—

２７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１２號簡，

上册《原大圖版》第２７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１、１９０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３號《噩君啟舟節》，第６６０５—６６０６頁。 陳
偉： 《〈鄂君啟節〉之“鄂”地探討》，據作者文集《燕説集》第３３—３９頁。



由西陵順淯水而下，《簡册》中對西陵淯口間里至記有：

淯口到西陵十二里。（０４ ２３１）

這與前面第一節所述“淯口到鄧攀渚十四里”的簡文略有出入。

如前所述，由秦“宛丞之印”封泥，可証南陽郡治宛縣亦爲秦縣。 其地在戰國初屬

楚地，懷王二十八年，楚國於垂沙之役被齊、魏、韓三國聯軍戰敗，宛地入韓 〔１〕。 韓釐

王五年亦即秦昭襄王十六年，其地又爲秦將白起率軍攻取 〔２〕。 秦末劉邦經此西趨武

關時，南陽泰守舍人陳恢對其陳述説，宛地周圍“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 〔３〕。 這

種豐富的“蓄積”，首先基於當地“好農而重民”，在此基礎上復又“加以商賈” 〔４〕。 《史

記·貨殖列傳》記述西漢前期宛縣的交通地理地位，乃謂：“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

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 俗雜好事，業多賈。 其任俠，交通潁川。” 〔５〕由此上溯到

秦朝，情況應當大體相差不多。 《史記·秦始皇本紀》稱嬴政爲秦王時，秦已經“越宛

有郢，置南郡矣” 〔６〕，如前所述，這裏所説郢都秦時設爲江陵縣，是南郡的治所，因而

這一記述清楚顯示出宛是南郡北面另一郡境亦即南陽郡境内最重要的中心城市。 楚

於南陽地區設置宛郡 〔７〕，陳偉以爲“當時楚國的宛既是郡名，又是縣名”，即謂楚宛郡

的治所就設在宛縣，“楚郡長官實際上是由郡治所在縣的縣公來兼任” 〔８〕，這也反映

出宛城在這一區域的中心地位，形成已久。 《史記·貨殖列傳》記述秦朝宛縣有冶鐵

富商孔氏“家致富數千金”，他的經營行爲，對當地工商業産生很大影響，以致“南陽行

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９〕；至班固撰《漢書·地理志》，仍謂“南陽好商賈” 〔１０〕。 可見這

裏的交通地位，在秦代就十分優越；在此基礎上發展的商業，也一直相當興盛。

《簡册》還記有宛縣下淯水南行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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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寬： 《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八章第三節《齊聯合韓、魏勝楚攻秦和趙武靈王“胡服騎
射”》第３３２頁；附録三《戰國大事年表》第５７３頁。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下編第四章第
三節《楚國北疆的迅速喪失與重心東遷》第３４１—３５０頁。
《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第７３９頁；又卷四五《韓世家》，第１８７６頁。 參見楊寬《戰國史》附録三《戰國
大事年表》第６５７頁。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３５９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７０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６９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２３頁。

楊寬： 《戰國史》附録一《戰國郡表》第５３６頁。

陳偉： 《新出楚簡研讀》（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一章第一節《包山楚簡所見楚國的宛郡》第１—

７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７８頁。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５４頁。



宛粱門下行淯到鄧西陵四百九十一里。（０４ ２０３）

這裏所説“粱門”，應當是宛城側臨淯水一面用於輸送糧食進出城垣的主要城門，故有

此稱。 《簡册》又記：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莊道三百六十里。（０４ ２０２）

兩相比較，知宛縣所轄宜民庾應在宛縣城南與該城粱門相距四十一里水程的地方，而

所謂“莊道”，似乎是指陸上通途，亦即縱貫南陽郡和南郡的南北陸路幹道。

與上述諸簡密切相關的里程記録還有：

武庾到鄧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０４ ２００）

這條簡文，若是作爲陸上行程來看，其所記里程似乎存在很多大問題，與今地圖上量

測的直綫距離存在較大出入。 然而，若與“宛粱門下行淯到鄧西陵四百九十一里”和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這兩條簡文相較，則可知所謂“武庾到鄧西陵四

百八十里二百步”，應當是指武庾到鄧縣西陵之間的水路。 航道迴環迂繞，以致里程

大大高於陸路通道。 對比上述里程數據，還可知武庾應是設在北距宛城粱門有十里

多水程的淯水岸邊，南距宜民庾則應有三十多里水程。

進入南陽郡境内之後，《簡册》中記録了很多像“武庾”和“宜民庾”這樣以“某庾”

爲名的地點。 關於這個“庾”字，曹魏時人張揖在《廣雅》中將其解作“倉”，清人王念孫

疏釋云：

《説文》：庾，水漕倉也。一曰倉無屋者。《小雅·楚茨篇》“我庾維億”，

毛《傳》云：“露積曰庾。”《周語》云“野有庾積”。應劭注《漢書·文帝紀》，引

胡廣《漢官解詁》云：“在邑曰倉，在野曰庾。”是倉無屋謂之庾也。《魏策》云：

“粟糧漕庾，不下十萬。”是水漕倉謂之庾也。《釋名》云：“庾，裕也，言盈裕

也。”案庾之言亦聚也，聚者積也。《漢書·食貨志》“以防貴庾者”，顔師古注

云：“庾，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賈。”是庾爲積物之通稱也。〔１〕

今此《簡册》所記諸庾，顯然俱在都邑之外，而且並不是都瀕臨水上航道，所以，“在野

曰庾”的説法與之最相契合。 考慮到在南郡境内的道路里程記録未嘗述及庾的情況，

可以推測，這種庾很可能是各郡爲保障外地轉運糧食等物資的運輸隊列順利通過本

境而特地設置的停宿設施。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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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清王念孫： 《廣雅疏證》卷七上《釋宫》，第２０９頁。



（２） 陸上通道。

本節開頭曾引述《史記》所記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白起率軍攻楚，在攻奪楚人舊都

郢（今江陵）之前，先“取鄢、鄧，赦罪人遷之”的情況，這反映出經鄧、鄢入郢，是當時通

行的大道。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唐襄陽縣東南九里有峴山，“山東臨漢水，古今大

路” 〔１〕，覈其里至，當即連接鄢、鄧兩地之間這一南北通道，因其連通南陽、襄陽兩地，

後世習稱“南襄隘道”。 今此《簡册》記有由南郡北上南陽郡的陸上通道，應當就是這

條南北幹道：

鄢到鄧百卌里。（０４ ０７６）

鄧到襄百八十里。（０４ ０６４）

鄧到宜民庾二百一十里。（０４ ０６５）

由鄢到鄧，即前述南郡境内南北陸路幹道向北方的延伸。 《水經注》記云：“秦昭襄王

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 〔２〕《元和郡縣圖志》也記述説：“秦

兼天下，自漢以北爲南陽郡，……漢以南爲南郡。” 〔３〕這些記載都清楚説明漢水是秦

南郡和南陽郡的分界綫。

又《水經注》云北臨漢水的襄陽、襄水一帶，“秦滅楚，置南郡，號此爲‘北部’” 〔４〕。

因知由鄢縣北上，由此通過漢江，便進入南陽郡境内。 如前引習鑿齒《襄陽記》所示，

人稱襄陽城“爲楚國之北津”，經此可出方城關北通周、鄭、晉、衛諸地，此即楚國北出

中原諸國最重要的通道，故稱“夏路” 〔５〕。 盛弘之《荆州記》記述這條大道在襄陽附近

沿途的情況説：“襄陽郡峴首山南至宜城百餘里，其間雕墻峻宇，閭閻填列。 漢宣帝

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數十家，朱軒駢輝，華蓋連延，掩映於太山廟下。 荆州刺

史行部見之，欽嘆其盛，勑號太山廟道爲冠蓋里。” 〔６〕足見秦漢時期襄陽的繁盛即與

這條通道息息相關。

·９５２·

北京大學藏秦水陸里程簡册初步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襄州》，第５２７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四，第４９８頁。

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襄州》，第５２７頁。 案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八二《襄陽府》（第６９７
頁）引述此語，謂係“《元和志》引《楚地記》云”。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２頁。
《史記》卷四一《越王勾踐世家》並唐司馬貞《索隱》，第１７４８—１７５０頁。

宋樂史： 《太平寰宇記》卷一四五《襄州·襄陽縣》引盛弘之《荆州記》，第２８１６頁。 案上引《荆州記》之
“閭閻”原作“閭闔”，此據宋李昉等《太平御覽》（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影印宋本）卷一六八《地部·林》（第

８２０頁）引盛弘之《荆州記》文改訂。



循此大道，初入南陽，在汉江左岸（北岸）的淯口西侧，隔漢水與襄陽相對，有樊

城 〔１〕，其地於西漢屬鄧縣 〔２〕，應是承自前朝秦人。 前面所述“鄧攀渚”之“攀”，疑即

與此“樊”字相通，二者之間存在密切關聯。 楚國曾一度徙都於此，號爲“樊郢” 〔３〕，也

應當與此處爲控扼水陸交通之咽喉要地具有直接關係。

前述鄂君啟舟節所記由“西鄂”順淯水南下轉入漢水後“逾漢，就■（襄），逾夏，入

溳，逾江”的航綫，對這其中的“就■（襄）”，何琳儀以爲即《漢書·地理志》江夏郡襄

縣，並推測其地當在“今湖北鍾祥至沔陽之間的漢水沿岸” 〔４〕。 此江夏郡襄縣的位

置，没有其他任何記載，相比較而言，恐怕還是暫定在襄陽城處要更爲切實一些。 《路

史》謂“今襄陽城古襄國，……代爲重鎮” 〔５〕，可見其地一直處於交通要地。 何琳儀對

襄陽城棄而不取，大概是覺得其位置已經稍偏向淯水口亦即《水經注》所謂“宛口”的

西側，也就是淯口的上游方向，不符合鄂君啟舟節銘文出淯水河口後“逾漢”亦即順漢

水東下的航程。 今案襄陽城雖然稍偏於淯水口上游一側，但該城正坐落在漢水由東

流改而南流的大轉彎處，東門所對漢水，即已處於淯水口之下，而且水中有一大沙洲，

名曰“魚梁洲”，這樣的河段，正是設關徵税的理想場所，且有 “襄水”這一水名相印

證 〔６〕，非常符合舟節銘文的情況。 包山楚簡中見有“■君” 〔７〕，其封邑與鄂君啟節

銘文中的“■（襄）”也可能是同一地點。

惟上述三枚簡中“鄧到襄百八十里”一簡，這裏的“襄”已是由南陽郡鄧縣北上所

經行的地點，與此南郡之■（襄），自别爲一地，而且其所記里程似乎並不在鄧縣與宜

民庾之間，應該是從鄧縣通往另一方向的道路。 《續漢書·郡國志》記南陽郡有“襄鄉

縣” 〔８〕，《水經注》記其縣城故址在沔水左岸支流白水（今滚河）的支流濜水（今沙河）

上源處 〔９〕，約其里至，與此簡所記鄧、襄之間的一百八十里距離大致相當，疑此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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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３頁。

唐李吉甫：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一《襄州·臨漢縣》，第５２９—５３０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之《楚居》第８號簡，上
册《原大圖版》第２６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３、１８８頁。

何琳儀： 《鄂君啟節釋地三則》，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第１４３頁。

宋羅泌： 《路史》之《國名紀》卷己，第３７犪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２—４２３頁。 參據清楊守敬《水經
注圖》之《襄陽城圖》，第６３９頁。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之圖版七八第１７２號簡。 參據陳偉等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
種》一《包山２號墓簡册·文書》７《所■》，第７９、８４—８５頁。

晉司馬彪： 《續漢書·郡國志》四，見《後漢書》志第二十二，第３４７７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沔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八，第４２４頁。 參據清楊守敬《水經注圖》

之南七西二至南七西三，第３５４頁。



襄邑即東漢襄鄉縣所在的地方。

《簡册》還記有由武庾北行的一些具體行程：

武庾到雉白土鄉五十三里。（０４ ２１０）

白土鄉到雉廿四里。（０４ ２０９）

雉到石城十七里。（０４ ０６１）

石城到訄渠庾卌五里。（０４ ０６２）

訄渠庾到陽新城庾百四里。（０４ ０６３）

凡二百卌三里。（０４ ０５５）

《漢書·地理志》記南陽郡有雉縣 〔１〕，過去清人王先謙依據晉人干寶的《搜神記》，推

定該縣係承自秦人舊縣 〔２〕。 實際上《搜神記》其書不惟年代已晚，而且書中所記乃秦

穆公至文公間志怪故事，謂穆公時有一童子化爲雄雉，飛至南陽，“秦欲表其符，故以

名縣” 〔３〕，荒誕乖謬，殊不足憑信。 唐人顔師古早已指出“其事疑不可據” 〔４〕，不知

王先謙何以復貪多好博，濫徵及此。 近年出土秦封泥中有作“雉丞之印”者 〔５〕，與此

《簡册》“雉白土鄉”的提法相互印證，則可以確切證明西漢雉縣是由秦朝舊縣沿承而

來。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 《三十五年質日》記録該質日主人出南郡北行，嘗 “宿白土

郵” 〔６〕，看似適可與上述簡文之“白土鄉”相互印證，實際上卻是異地同名，其“白土

郵”與此“白土鄉”並不在同一位置。

《簡册》中與上述内容相互交叉的記載還有：

訄渠庾到魯陽卌一里。（０４ ０５６）

武庾到雉■（七十）九里。（０４ ０６６）

魯陽是抵近南陽郡最北部的屬縣，西安相家巷出土有秦“魯陽丞印”封泥 〔７〕，可證秦

時確曾設有此縣。 過去史念海據《淮南子》等書所載魯陽公與韓構難之事，指出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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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４頁。

清王先謙： 《漢書補注》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二，第７０４頁。

晉干寶： 《搜神記》（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卷八，第１１２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顔師古注，第１５６４—１５６５頁。

周曉陸： 《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之 《譜録》第三章第三― 犌犘―０２３２號之秦 “雉丞之印”封泥，第

４０９頁。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之《質日·三十五年質日》第１９６８正號簡，第２２、１０１頁。 案
《嶽麓書院藏秦簡》整理者舊釋“白”字爲“日”，作“日土郵”，此從韓巍新釋。

傅嘉儀：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之“魯陽丞印”，第１３１頁。



時楚國早已在魯陽設縣 〔１〕，此説亦頗有人承之，但徐少華後來指出，這種説法是一種

誤解，實際上並没有可靠史料能够證實這一情況 〔２〕。 不過，戰國時在魯陽設有魯關，

趙惠文王時曾與韓國在此展開争奪 〔３〕，其所控制者自是這條南北通道。 又此簡記

“武庾到雉縣■（七十）九里”，而前述兩地間中途停經白土鄉的分段路程合計應爲七

十七里，其間有兩里地的差距，不過差額甚小，大體可以忽略不計。

除了武庾的位置之外，簡文中提到的很多小地名一時還難以具體落實，但像雉

縣、魯陽這樣的縣名，《中國歷史地圖集》已有標繪 〔４〕，可據此推定其相對位置。 其中

“訄渠庾到陽新城庾百四里”與“訄渠庾到魯陽卌一里”這兩條簡文相互參看，可知訄

渠庾到陽新城庾和訄渠庾到魯陽這兩段里程，不在同一條路上，它們應當是在訄渠庾

歧分而出的兩條不同道路。 從相對距離來看，陽縣境内的這一新城庾，位置似乎應大

致在秦陽縣城以北、葉縣以南的位置上（“新城”一名也許意味着秦陽縣之城，較諸戰

國時期位置有所移易，而該庾較爲接近易地新建的城邑）。

《簡册》中另有一條簡文，記述這條道路上的里程：

宜民庾到魯陽三百六十五里。（０４ ２０１）

這一里程數字，頗爲令人費解。 如前所述，宜民庾北距宛縣縣城約有三十多里水程，

而上引簡文所記“武庾到雉白土鄉五十三里，白土鄉到雉廿四里，雉到石城十七里，石

城到訄渠庾卌五里”以及“訄渠庾到魯陽卌一里”，這幾段路程相加，總共只有二百一

十里，與“宜民庾到魯陽三百六十五里”這一數字出入太大，是另走其他方向北上而再

折往魯陽所致（譬如先從宜民庾或是宛城東北趨“陽新城庾”方向，再西折訄渠庾，北

去魯陽），或是由宜民庾北行時，先盡最大可能利用淯水航道，不得已時再改行陸路，

因水路曲折而致其里程較陸路大增，或是另有其他原因，還有待日後探討。

過魯陽縣即入潁川郡或三川郡，再向北則可直抵雒陽（這條道路，後世亦稱“三鵶

路” 〔５〕）：

魯陽到女（汝）陽百一十里。（０４ ０６７）

女（汝）陽到輸民八十九里。（０４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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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念海： 《秦縣考》，刊《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古代地理專號》第２９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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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四三《趙世家》並唐張守節《正義》，第１８１６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２２—２３頁。

清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六《河南·重險》之“三鵶”條，第２１２６—２１２７頁。



輸民到雒陽百一十里。（０４ ０６９）

雒陽到聊庾卌五里。（０４ ０３６）

凡二百五十四里。重車行此近廿里。（０４ ０７１）

雒陽自是秦縣，西安相家巷出土秦封泥有作“雒陽丞印”者 〔１〕，亦足以證實這一點。

惟西漢時雒陽爲河南郡治所，而西漢河南郡的前身爲秦三川郡。 三川郡是否亦以雒

陽縣爲治所，自北宋時人宋白以來，曾有一些不同説法 〔２〕。 史念海考證指出，過去流

傳的諸種異説，皆不足信，秦三川郡同樣是以雒陽縣城作爲施政之地 〔３〕。 又考古工

作者發現，雒陽瀕臨洛河岸邊，在戰國時期即設有規模較大的糧倉，其使用期限，直至

戰國晚期 〔４〕。 因而，至少就糧食運輸而言，這裏很可能也是秦王朝時包括南郡和南

陽郡在内關東許多地方向關中運送糧食的一個輔助性中轉地點，即對下文所述敖倉

的轉輸功能起到補充和調劑的作用。 《禹貢》荆州貢道之“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

于南河” 〔５〕，其在漢水與洛水之間地段，實際上也只能連接以同樣的陸上運道。

西安相家巷等地出土秦封泥亦有“女陽丞印” 〔６〕，可證女陽（汝陽）亦爲秦所設

縣。 又周進舊藏戰國陶文中有一作“■陽市”者，李零以爲此“■陽”即韓邑汝陽 〔７〕，

可見其地自戰國以來就有較爲發達的貿易活動。 惟女陽（汝陽）所在的地點，需要略

加説明。 西漢汝南郡下轄有女陽（汝陽）縣，治所在今河南商水附近，周曉陸等考釋

“女陽丞印”封泥，即以此漢女陽當秦女陽（汝陽）縣 〔８〕。 然而，據此《簡册》所記魯陽

至女陽（汝陽）兩地間里程，絶不會如此遥遠；從魯陽北上雒陽也不會向東繞至今商水

一帶，因知秦女陽（汝陽）縣與漢女陽（汝陽）縣的治所，必然不在同一地點。 按照魯陽

至女陽（汝陽）、輸民、雒陽幾地間里至推算，秦女陽（汝陽）縣大致應在河南郟縣附近

的汝河北岸（水北爲陽，係地名命名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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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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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嘉儀：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之“雒陽丞印”，第１１１頁。

别詳馬非百《秦集史》（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之《郡縣志》上，第５８９頁。

史念海《秦縣考》，刊《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古代地理專號》第２８６頁。

洛陽博物館： 《雒陽戰國糧倉試掘紀略》，《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１１期，第５５—６４、５０頁。
《尚書·禹貢》，據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卷三，第１６８頁。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 《秦封泥集》之二·三·５９“女陽丞印”，第３０６頁。 又周曉陸： 《秦封泥與中原古
史》，《中州學刊》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１１２頁。 傅嘉儀：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之“女陽丞印”，第１１５頁。

王玉清、傅春喜： 《新出汝南郡秦漢封泥集》之第００１、０９２號“秦女陽丞印”，第４５、９０頁。 許雄志： 《古
封泥菁華》之《秦漢·平輿》第１５０號“女陽丞印”，第１５０頁。

周進舊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 《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中華書局１９９８年）上編《戰國》第四部分
第０９３３號，第２５３頁。

周曉陸、路東之編著： 《秦封泥集》之二·三·５９“女陽丞印”，第３０６頁。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 《繫年》，記楚昭王即位，“許人亂，許公■出奔晉，晉人羅

（罹），城汝陽，居許公■於頌（容）城”。 竹書整理者定此“容城”於今河南魯山東南，汝

陽則承用通行説法，“疑即《漢書·地理志》汝陽縣地，在今河南商水西北” 〔１〕。 今案

《中國歷史地圖集》標繪秦漢魯陽即在今河南魯山 〔２〕，與此“容城”大致在同一地點，

要是把汝陽定在商水，則與容城相距過遠，二者在地域上失去關聯；而若如上文所述，

將汝陽推定在郟縣附近的汝水岸邊，則其地與容城正密邇相連，應該更符合當時的政

治形勢。

從魯陽出發北上雒陽，趨此則偏向東北，需要重新折往西北，顯然有些迂曲回繞。

這應當是爲避開伏牛山東南端的山地。 由此轉循汝河上游谷地西北行，大約在今汝

州臨汝鎮一帶，應即輸民所在，道路在此轉而北趨雒陽。 至於聊庾的具體地點，尚待

日後考究，但很可能是雒陽附近存儲物資的轉運地點，其地或在黄河岸邊，以便經水

路轉運關中。

除此之外，《簡册》還記有如下一條路程：

武庾到閬簜渠三百廿七里。（０４ ０８３）

若是按照前面反復提到的武庾來思考的話，這應該是一條專門用於貨物運輸的通道，

是由南陽郡境内的武庾直趨東北方向，以至閬簜渠邊。

所謂閬簜渠，《水經》和《水經注》記作“蒗蕩渠”，亦即戰國時所開鑿用以溝通黄河

與淮河間運道的鴻溝，後世亦稱汴渠或汴水。 在黄河分水入蒗蕩渠處，秦廷設有敖

倉 〔３〕。 敖倉地屬秦三川郡滎陽縣 〔４〕，居於關中東大門函谷關口外，可謂秦王朝天

下第一糧倉。 關東各地輸往都城咸陽的糧食，大多都要先集中於此，再轉運關中（太

行山以西的今山西地區例外，《漢書·地理志》記載河東郡有根倉和溼倉 〔５〕，很可能

也是承自秦朝，用於中轉太行山以西地區的糧食）。 楚漢戰争時酈食其向劉邦獻策，

搶占敖倉，嘗謂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 楚人拔滎陽，

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資漢也。” 〔６〕劉邦即信從酈食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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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之《繫年》第十八章第

１００—１０１號簡，上册《原大圖版》第１３頁；下册《釋文、注釋》第１８０—１８２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册《秦淮漢以南諸郡圖》第１１—１２頁；又《西漢荆州刺史部圖》第

２２—２３頁。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並劉宋裴駰《集解》以及唐張守節《正義》引唐李泰《括地志》，第３２５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５５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５０頁。
《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第２６９３—２６９４頁。



一謀劃，據守敖倉，並充分利用這一地理優勢，方得以滅掉項羽，取得天下。 由此可

見，轉輸糧粟於敖倉，是秦廷朝政中的一件大事。 因此，《簡册》所記通往閬蕩渠的路

綫，應當是利用閬蕩渠水道，將糧食運入渠水側畔的滎陽敖倉，或是利用這條水道，將

武器裝備或其他貨物轉往雒陽。

又今此《簡册》中“閬簜渠”的寫法，促使我們探討這一渠名本來的含義。 在戰國

以來迄至《史記》的早期文獻當中，只見有“鴻溝”或是“大溝”的名稱 〔１〕，至《水經》和

《水經注》始將其記作“蒗蕩渠”。 今存殘宋本《水經注》缺失這内容，而自《永樂大典》

本以來之明刻明抄諸本，無不如此 〔２〕，清人全祖望和趙一清校勘《水經注》，亦無不承

之 〔３〕，惟獨戴震主持校勘之官本亦即所謂武英殿本，徑改“蕩”字爲“■”，且謂“蕩”字

爲“近刻”之訛 〔４〕。 其實戴震所爲既没有版本依據，也没有任何相關記載作佐證，完

全是其别出心裁，自我作古。 事實上唐人杜佑所見《水經注》寫本，尚有將此渠書作

“莨蕩渠”者 〔５〕；唐初李泰等撰《括地志》也是寫作“莨蕩水” 〔６〕，頗疑《括地志》所書

亦係轉寫此等《水經注》的文字。 逮清末楊守敬著《水經注疏》，以爲傳世《水經注》

之書作“蒗蕩渠”者，“必作《經》者所見《漢志》作‘蒗蕩’，故酈氏從之” 〔７〕。 楊守敬

這一説法，只是一種猜測，並没有什麽依據。 今傳本《漢書·地理志》載録此渠，乃

是書作“狼湯渠” 〔８〕，楊氏乃謂“並以音近通假”，即以爲各種不同寫法之間並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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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史念海《濟水與鴻溝》，原文連載於《陝西師大學報》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３期，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四
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３３—３３９頁。 又關於所謂“鴻溝”之各個不同渠段與其在不同時期的稱
謂，亦可參見清人全祖望在《經史問答》卷八（第６犪—７犫頁）所做的論述。

案《永樂大典》本據文學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５年影印本（卷二，第１８頁），明嘉靖黄省曾刻本據中國書店

２０１２年影印本（卷五，第６犫—７犪頁），明萬曆朱謀■《水經注箋》據原刻本（卷五，第９犪頁），其他明刻、明
抄本轉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排印出版的王國維《水經注校》（卷五，第１５３頁）。

清全祖望： 《五校水經注》（北京，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１９９６年，《全祖望校水經注稿本合編》

影印全氏稿本）卷五，第２９９頁。 清趙一清： 《水經注釋》（臺北，華文書局１９７０年，影印清乾隆甲寅趙氏
小山堂刻本）卷五，第２９８—２９９頁。

見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影印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經注》卷五，第９犪頁。 案清人王梓材寫録之所
謂全祖望《七校水經注》（北京，全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編委會，１９９６年，《全祖望校水經注稿本合編》

影印本），亦書作“蒗■渠”（卷五，第３２７頁），但胡適以爲這一所謂“七校本”頗有出於全氏手筆之外者，

只有“一部分是真相”，意即其中羼有王梓材依據戴震校本修改者，這一“■”字疑即如此。 蓋戴震可謊
稱依據所謂《永樂大典》本，而全祖望别無其他善本可據，無由强改此字。 胡適説見《胡適手稿》第一集
（臺北，文華出版公司１９６６年）卷四，第４００頁。

唐杜佑： 《通典》（東京，汲古書院１９８１年，影印日本宫内廳書綾部藏北宋刻本）卷一七七《州郡·洛州》，

第５９０頁。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唐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第３２３頁。

清楊守敬： 《水經注疏》卷五，第４０２—４０３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５５、１５５８頁。



什麽實質性差異 〔１〕。 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並不一定完全符合當時的實際

情況。

不管是寫作“蒗蕩渠”，還是“狼湯渠”，對於此渠取名於何義，一向未見解説，而且

循其字面，恐怕也無從辨析。 既爲人工疏鑿的渠道，按照一般的情理，似乎不應如此。

無奈之下，清人王筠嘗以聯綿辭解之，謂其“二字叠韻，字體在所不拘” 〔２〕。 今案似此

解説，單純就文字訓詁而言，固然通暢無礙，但古籍中有些兩字並聯貌似雙聲叠韻的

擬聲擬態辭語，其實並非如此。 例如《史記》稱嶺南爲“陸梁地”，後世便多將此“陸梁”

作雙聲聯綿辭解，謂乃描摹跳躍輕狂之態，但實際上這兩個字卻是“陸上之梁”的意

思，只是時過境遷之後讀書人未能領會其本義而已 〔３〕。 今此《簡册》將“蒗蕩”書作

“閬簜”，使我們可以嘗試對其語義做出説明。 古時从“艸”之字與从“竹”之字往往可

以互通，“簜”亦可通“蕩”。 《管子·度地》載管子對齊桓公語曰：“天子中而處。 此謂

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内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 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

命之曰金城。”唐人房玄齡注云：“閬，謂隍。” 〔４〕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講，“隍”也就是護

城的壕溝，故有“溝之”一説。 又《周禮·地官·稻人》載“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鄭玄注曰：“杜

子春讀蕩爲和蕩，謂以溝行水也。” 〔５〕《史記·河渠書》即溝、渠並用，《周禮》之“溝”固

與“渠”字互通。 王莽改北地郡義渠道爲“義溝道” 〔６〕，或即本此經義，而張衡《南都

賦》稱南陽郡治宛城“流滄浪而爲隍” 〔７〕，則顯示古人自有以“城隍”之“隍”來比擬河

流水道的用法。 依此，所謂“閬簜”亦即“閬蕩”，自可解作以隍行水，亦即開挖人工渠

道來溝通水流，文從字順，或即該渠得名的本義。

《廣韻》記“閬”字有兩種讀音，一讀平聲，與“隍”、“狼”、“莨”同部，一讀去聲，與

“蒗”、“蕩”同部 〔８〕，其與“隍”字相通者，理宜讀作平聲。 明此可知《漢書·地理志》書

·６６２·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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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楊守敬： 《水經注疏》卷五，第４０２—４０３頁。

清王筠： 《説文解字句讀》（清同治四年原刻本）卷二一，第１７犫頁。

别詳拙稿《陸梁名義新釋———附説〈禹贡〉梁州與“治梁及岐”之梁》，《歷史地理》第二十六輯，第１９１—

２１０頁。
《管子·度地》，據黎翔鳳《管子校注》卷一八，第１０５１頁。
《周禮·地官·稻人》並漢鄭玄注，據鄭玄注《周禮》（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古逸叢書》三編影印北京圖書
館藏南宋刻本）卷四，第１２犫頁。
《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１６頁。 案羅福頤《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徵存》載録有一“義溝道宰
印”（第６１２號，第１０９頁），可以印證《漢書·地理志》的記載。

梁蕭統： 《文選》卷四漢張衡《南都賦》，第６８頁。

宋陳彭年等： 《大宋重修廣韻》（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廣韻校本》影印清康熙张士俊《澤存堂五種》仿宋刻
本）卷二，第１８１頁；又卷四，第４２９—４３０頁。



作“狼湯渠”者，也是因爲“狼”與“閬”讀音完全相同。 漢印“琅邪”之“琅”有鑄作“狼”

字者 〔１〕，當時瓦當文字亦將“琅玕萬延”製成“狼干萬延”字樣 〔２〕；又《史記·留侯世

家》之“博浪沙”，《漢書·張良傳》亦書作“博狼沙” 〔３〕，知當時習慣將从“良”之字，寫

成這樣的字形。 同樣， “狼湯渠”之 “湯”，也是假借爲 “蕩”字，蓋 “湯與蕩古字通

用” 〔４〕，《漢書·地理志》河内郡蕩陰縣，唐人顔師古即注云“蕩音湯” 〔５〕。 故“狼湯”

亦即“閬蕩”異寫，小徐本《説文》記此渠名即與《漢書·地理志》相同 〔６〕，而唐人杜佑

等人所見書作“莨蕩渠”的《水經注》，應屬於同樣性質的異文。 至於今本《水經注》之

“蒗蕩渠”等，則是由於後人不明渠名的本字原義而對其讀音用字的恣意變易。

《簡册》所記“閬簜（蕩）渠”一名，不僅幫助我們對這一重要水渠的本名及其命名

緣由獲得了新的認識，同時還向我們顯示，至遲從秦朝時期開始，鴻溝水道就已經有

了“閬蕩渠”這一稱謂。 揆諸情理，似乎更應該以“閬蕩渠”爲正式渠名，而“鴻溝”只是

像“大溝”一樣的通俗叫法，古本《竹書紀年》記此鴻溝早期水道，即以“大溝”稱之 〔７〕。

如上所述，其“溝”字亦運渠之謂也，故《論衡》有“船行於溝”之語 〔８〕，《史記》之《河渠

書》至《漢書》亦變作《溝洫志》。 又《史記·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二十二年“王賁攻

魏，引河溝灌大梁” 〔９〕，其稱該渠爲“河溝”，乃是緣於渠道源頭出自河水，亦可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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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羅福頤： 《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徵存》第２８９號，第５２頁。

清程敦： 《秦漢瓦當文字》（臺北，文海出版公司１９７２年，影印清乾隆丁未横渠書院刻本）第１３１—１３２
頁。 清桂馥： 《札樸》（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卷四“古瓦文”條，第１６３—１６４頁。
《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第２０３４頁。 《漢書》卷四〇《張良傳》，第２０２３頁。

清陳玉樹： 《毛詩異文箋》（清光緒刊《南菁書院叢書》本）卷五“子之湯兮、其流湯湯、蕩蕩上帝”條，第

６犪—６犫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５４—１５５５頁。

南唐徐鍇： 《説文解字繫傳》（清道光十九年祁寯藻據影宋抄本重刻本）卷二一，第１１犪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渠水注》引古本《竹書紀年》，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二，第３３９、３４３頁。

漢王充： 《論衡·狀留》，據劉盼遂《論衡集解》卷一四，第２９０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３４頁。 案唐張守節《史記索隱》釋《河渠書》之“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
溝”句，謂其“蓋爲二渠（筆者案： 别本此處或作“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度水；一東經大梁城，即河
溝，今之汴河是也”，清人張文虎校刊《史記》三家注本，未能思及《史記》之《秦始皇本紀》本有“引河溝灌
大梁”的説法，乃謂“河溝”係“鴻溝”之誤，徑改本字（説見張氏《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三，第

３５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７年），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則直接沿用張氏改本，書作“鴻溝”（第１４０７頁）。

今檢覈南宋慶元間建安黄善夫家塾刻三家注本《史記》（第２犪頁，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６６年，重印百衲
本）、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附《集解》、《索隱》本（第１犫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華再造善
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本）、宋淳熙三年張杅桐川郡齋刻附《集解》、《索隱》本（第１犫頁，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本）以及單行原本《史記索隱》（卷九，第１０１
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１年，重印《叢書集成》初編本），此處無一不是書作“河溝”，愈知張文虎所做改動實不
宜信從。



“鴻溝”或“大溝”之稱的隨意性質。 《史記·河渠書》記此閬蕩渠水道，謂乃“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繼之復謂“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由於按照後世通行的理解，“江

淮之間”唯有邗溝而無鴻溝，今中華書局點校本依從清人梁玉繩和張文虎的看法，視

此後一“鴻溝”的“鴻”字爲衍文 〔１〕，將其訂正爲“通溝江淮之間” 〔２〕，研治運河史者

亦多秉持此説 〔３〕，殊不知“鴻溝”猶如“大溝”，本是一種隨處宜用的通稱，閬蕩渠可謂

“鴻溝”，邗溝亦同樣可稱之爲“鴻溝” 〔４〕。 《國語》載吴王夫差在開鑿江淮之間的運渠

之後數年，復“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

於黄池” 〔５〕，所説“深溝”實亦猶如“鴻溝”。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具體核其里至，由南陽郡武庾到閬蕩渠邊，即使是最近的直

綫距離，也有四百五十多里，而秦里三百二十七里，折合今里，只有二百七十多里，二

者相差至少有一百八十多里。 是《簡册》里程數字記載有誤，還是《簡册》中的“武庾”

别有所指，或是另有其他特殊原因，都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就目前我所瞭解的相關知

識而言，不妨姑且從閬蕩渠本身的水道情況，對此做一解釋。

閬蕩渠水道，向南雖然只是直接連通至潁水，但有一條從汝水分出的濆水，又稱

大■水，向東流入汝水，把汝水和潁水聯接起來 〔６〕。 這也就意味着進入汝水，在一定

程度上也就是進入了閬蕩渠水系。 史念海就認爲，閬蕩渠亦即鴻溝開通之後，便已經

通過這條水道把汝水與其聯爲一體 〔７〕。 《史記·河渠書》謂鴻溝“與濟、汝、淮、泗

會” 〔８〕，可以印證汝水不僅確實應與閬蕩渠相溝通，而且溯其由來，至少可以上及開

鑿鴻溝亦即閬蕩渠水系的戰國時期。 《水經·濟水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記古徐

國之“偃王治國，以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 〔９〕，清人全祖望以爲此

即上述汝、潁間水道，並謂“偃王首開鴻溝” 〔１０〕。 要是這樣，開發利用這條水道進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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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清梁玉繩： 《史記志疑》卷一六，第８２１頁。 清張文虎：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卷三，第３５９頁。
《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１４０７頁。

史念海： 《中國的運河》第二章《先秦時期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第１３—１５頁。

案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二章第四節《先秦的航運工程》（第３６
頁）已經談到“《史記·河渠書》所説江淮之間的鴻溝，可能指邗溝，鴻是大的意思”，惜未能由此推而廣
之，識及此等表示大溝的“鴻溝”本是一種通稱，連通河淮的鴻溝，同樣非其專名。
《國語》卷一九《吴語》，第６犫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汝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一，第３２３頁；又《水經·■水注》，據清王
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一，第４６３—４６４頁。

史念海： 《中國的運河》第二章《先秦時期運河的開鑿及其影響》第３８—４８頁。
《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１４０７頁。

北魏酈道元： 《水經·濟水注》，據清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八，第１４４頁。

清全祖望： 《經史問答》卷八，第５犫—７犫頁。



運的時間，甚至可以追溯到周穆王或是楚文王時期。 濆水亦即大■水從汝水分流的

地方，在今河南郾城縣附近，而由宛城東北行至今河南郾城附近汝水岸邊的距離，與

《簡册》所記三百二十七里大致相當 〔１〕。

這條大■水，後世亦名作“溵水”、“大溵水” 〔２〕，在唐代仍有很大規模的水運活動：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潁水運使。楊子等諸院米，自淮陰

泝流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陳州項城。

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溵河。又三百里，輸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茭

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３〕

溵水亦即大■水溝通汝、潁二水的作用，在此體現得一清二楚。 因此，或許可以把《簡

册》記載的“武庾到閬蕩渠”理解爲由南陽郡武庾東北行至汝水岸邊。

談到南郡、南陽郡通過汝水連通閬蕩渠的北上通道，不禁使人聯想到西漢初年高祖劉

邦僞游雲夢以擒韓信的出行路綫問題。 高祖五年，天下大定，劉邦初都雒陽，五月，從婁

敬、張良策，改而西入關中。 翌年十二月，用陳平計，僞游雲夢，以擒韓信 〔４〕。 《史記·陳

丞相世家》載陳平進獻此計，以爲“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高帝以爲

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 上因隨以行。 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 ……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 〔５〕。

其謂因“將南游雲夢”而會諸侯於陳，就是未至雲夢之先，在陳邑與諸侯相會。

所謂“雲夢”是指雲夢澤，範圍很廣，其主體部分是在秦南郡境内。 如前引《史記·貨

殖列傳》即謂江陵“東有雲夢之饒”，《漢書·地理志》在江陵東面的南郡華容縣下復記云“雲

夢澤在南” 〔６〕。 西漢在南郡編縣和江夏郡西陵縣各自設有一處“雲夢官” 〔７〕，而這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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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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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尚景熙《汝水變遷及其故道遺存》一文，以爲漢代初年以前的汝水幹流，是“在今商水、上蔡之間，東南
至阜陽，合潁水東南入淮”，而以潁水爲汝水支流，所説很有道理。 這樣，通過匯入汝水的潁水，同樣可
以順暢連通汝水與鴻溝，只是潁水入汝的地點，較此大■水要偏向下游很多，已經靠近淮河，航道過於
迂遠，故當時連通汝、潁的航道，還應該是這條大■水。 尚文刊《歷史地理》第九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第２９９—３０６頁。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二三九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元胡三省注，第７７２８頁。

宋王欽若等： 《册府元龜》（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影印明崇禎刻本）卷四九八《邦計部·漕運》，第５９７１頁。

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一八《許州·山川》之“汝水”條，第１０６４８—１０６４９頁。 清吴卓信： 《漢
書地理志補注》卷一三，第１１３頁。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第３８０—３８２頁。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第２０５６—２０５７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頁。
《漢書》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１５６６—１５６７頁。



都在秦南郡境内。 龍崗秦簡記述秦有“兩雲夢池魚篽” 〔１〕，在出土秦封泥中亦見有“左

雲夢丞”與“右雲夢丞”這樣一組成對的官職 〔２〕，似乎與漢代的兩雲夢官正相互對應。

秦始皇三十七年最後一次出游，即“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山”後，“浮江下”

而東至會稽 〔３〕，所經行的地點與《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完全吻

合。 陳在雲夢東北七八百里之外，劉邦從雲夢西北方向的關中去往雲夢，即使嫌山高

路難，不願翻越秦嶺出武關直下東南，也可以出函谷關後在雒陽直接去往南陽郡、南

郡，其先由雒陽東南行至陳邑大會諸侯，再轉而西南折往雲夢，不管怎麽走，都顯得過

於迂曲，而陳平能够出此計策，且謂韓信“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説明這在當時，對於像

漢高祖劉邦這樣的天子儀仗來説，是一種很正常的走法，其中自當别有緣故，研治秦

漢史事者卻未見有人對此作出解析。 近來周宏偉研究雲夢澤問題，提出在陳地西南

的商水，另有一“陳地之雲夢” 〔４〕，惟其所説絶無文獻佐證，實在難以令人信從。 今知

此《簡册》所記南陽郡宛城至汝水、閬蕩渠間通道，我們可以推測，劉邦謊稱出游雲夢

的路綫，應是從關中出發後，東行至雒陽，轉而經水路沿黄河、閬蕩渠南下至陳，再從

陳邑沿閬蕩渠繼續南下，轉入潁水西行，再通過大■水進入汝水，由此改行陸路，轉往

南陽郡、南郡。 這樣走的好處，是可以避開雒陽南面的山地，這對隨從劉邦的龐大儀

仗和軍隊較爲便利。

劉邦僞游雲夢以擒韓信選擇的這條道路，雖然今天看起來似乎有些怪異，但陳偉

研究指出，早在春秋時期，楚國即時或經由陳、宋而北通成周或晉國等中原地區 〔５〕。

又《秦始皇本紀》記秦王政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 取陳以南至

平輿，虜荆王。 秦王游至郢、陳” 〔６〕，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係將“郢陳”二字連讀，

《中國歷史地圖集》亦括注陳邑爲“郢陳” 〔７〕，這應當是沿承清人高士奇以來的看法，

以爲秦將白起攻入郢都後楚襄王所遷居新都陳“謂之郢陳” 〔８〕，但檢讀戰國竹書《楚

居》和《史記》等文獻，可知當時人用語通例，似此楚國新都陳邑，若是與“郢”連稱，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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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龍崗秦簡》之第１號簡，《照片、摹本》第６１頁，《釋文、注釋、校
證》第６９頁。

傅嘉儀： 《秦封泥彙考》之“左雲夢丞”、“右雲夢丞”，第３６頁。 未題撰人《新出土相家巷秦封泥》之“左雲
夢丞”、“右雲夢丞”，第２２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６０頁。

周宏偉： 《雲夢問題的新認識》，《歷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２—１４頁。

陳偉： 《楚東國地理研究》第八章第二節《道路》第２１７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３４頁。

譚其驤主編：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册《戰國楚越圖》第４５—４６頁。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卷八“又遷於鄀”條，第６犪頁。



應稱作“陳郢”而絶無顛而倒之的用法，故秦王嬴政此行，應是先至南郡，巡看楚國舊

都之郢，再視察其新都陳邑，其出郢入陳，仍是遵循陳偉所説楚人慣行的老路。 前後

相互印證，當更容易理解其在當時的合理性。

假若上述推測不誤，根據其相對位置關係，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應是由南陽武

庾直接趨向東北，過陽縣，將糧食或武器裝備等貨物運至今河南郾城附近汝水岸邊的

碼頭，再卸車裝船，改行水運，通過濆水亦即大■水水道載入汝水，再轉入浪蕩渠。 這

雖然會向東南略有迂曲，但糧食等重物資，車輓陸運相當艱難，這樣利用水上航道，還

是能够節省很多成本，並提高運輸效率。 鳳凰山漢墓出土簡牘文字表明，南郡核心地

帶江陵附近的主要糧食作物有稻（分“稻米”、“白稻米”和“稻秫米”幾個種類）、稷、粟

等，另外還盛産枲（亦即大麻） 〔１〕。 在秦南郡向朝廷輸送的物資當中，其分量較重者，

除了糧食之外，可能還含有諸如鐵兵器（如前引周家臺秦墓出土秦始皇三十四年質日

記秦廷在竟陵（兢陵）附近設有鐵官）、“金革黽（■、篃）箭”等軍事裝備（《國語》記楚地

“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 〔２〕，鄂君啟節銘文限制鄂君陸上販運“毋

載金革黽（■、篃）箭” 〔３〕）、橘子（《史記·貨殖列傳》記“江陵千樹橘”者富與千户侯

等 〔４〕，今此《簡册》復記江陵附近有地名“橘津”）、犀甲象牙（《墨子》云“荆有雲夢，犀

兕麋鹿滿之” 〔５〕，《荀子》稱“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 〔６〕，《易林》云“雲夢苑

囿，萬物蕃熾，犀象瑇瑁，荆人以富” 〔７〕）以及其他山林材木（《禹貢》記荆州貢品，有

“杶、幹、栝、柏” 〔８〕，《國語》謂“杞梓、皮革，楚實遺之” 〔９〕，《墨子》稱“荆有長松、文

梓、楩枏、豫章” 〔１０〕，《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漢景帝時伍被説吴王，云“上取江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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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之八號墓第１２６—１３４號簡，第

４６—４８頁；又十號墓之第８、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２號簡，第１０５—１０６、１３４—１３６頁。 黄盛璋： 《江陵鳳凰山
漢墓簡牘及其在歷史地理研究上的價值》，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與考古論叢》第１９０—１９１頁。
《國語》卷一八《楚語》下，第１０犫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２號 《噩君啟車節》，第６６０１—

６６０４頁。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第３２７２頁。
《墨子·公輸》，據清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卷一三，第４８５頁。
《荀子·議兵》，據唐楊倞注《荀子》卷一〇，第１５犫—１６犪頁。

漢崔篆： 《易林》（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續修四庫全書術數類叢書》影印毛晋汲古閣影元抄本）卷
九，第５９７頁。
《尚書·禹貢》，據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三，第１６６頁。
《國語》卷一七《楚語》上，第４犫頁。 附案楚以荆名，而《山海經》等先秦典籍多“荆杞”連文，參見清鍾褱
《菣厓考古録》（上海，中國書店，民國影印清嘉庆阮元刻本）卷二“芑杞”條，第６犫—７犪頁。
《墨子·公輸》，據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卷一三，第４８５頁。



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 〔１〕）之類的物品。

看到《簡册》所記武庾到閬蕩渠間這一條道路，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鄂君啟車節所

記由鄂邑東北去往陽丘方向的陸路通道。 鄂君啟節銘文記述該路係“自鄂市，就陽

丘，就邡（方）城” 〔２〕。 前面已經講過，鄂在南陽宛城北面不遠的漢西鄂縣地。 陽丘，

譚其驤解作漢代堵陽縣地，亦即譚氏所定秦陽城縣地 〔３〕，商承祚、黄盛璋都對此表示

贊同 〔４〕，此較郭沫若、于省吾等人所説都要更爲合理 〔５〕。 今據前文所做考證，知秦

朝實無陽城，故此戰國陽丘可相應修改爲秦之陽縣，或者説陽丘是陽縣境内與其縣名

“陽”字具有密切關聯的一個地點。 從相互位置關係來看，從鄂到陽丘的陸路，與從南

陽武庾前往陽縣、新城庾方向的道路，在宛城西北、陽縣附近應是合併爲同一條陸上

幹道。

《左傅》記載魯文公十六年亦即楚莊王三年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

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西晉杜預注云：“戎，山夷也。 大林、陽

丘、訾枝，皆楚邑。” 〔６〕然而，包括“陽丘”在内這幾處地點的具體位置，一直没有人能

够清楚指明。 于省吾研究鄂君啟節銘文，首先注意到銘文中的陽丘與《左傳》中這一

同名的地名應屬同一地點，這本來頗爲值得稱道，只是于氏以爲“陽丘當在鄂北的大

隧、直轅、冥阨三隘道之南”，這既缺乏根據，又不符合鄂君啟節銘文“自鄂市，就陽丘，

就邡（方）城”的前後方位關係，所説當有疏誤 〔７〕。

今案《左傳》上述記載，過去都是讀作“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８〕，于省吾亦然，但此戎人不知位於何方，竟然得

以同時進攻千里楚地之西南與東南兩方？ 必在江南楚境之外，或許差可行之，然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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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第３０８７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２號 《噩君啟車節》，第６６０１—

６６０４頁。

譚其驤： 《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２０３—２０４頁。

商承祚： 《鄂君啟節考》，原刊《文物菁華》第二集（１９６３），此據作者文集《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３２２頁。 黄盛璋： 《關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綫復原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
集》第２７０、２７７頁。

郭沫若： 《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５頁。 于省吾： 《鄂君啟節考釋》，
《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８期，第４４６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九文公十六年，第１９犪頁。

于省吾： 《鄂君啟節考釋》，《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８期，第４４６頁。

案似此明確點斷句讀者，如清姚培謙《春秋左傳杜注》（清乾隆年間陸氏小鬱林刻本）卷九（第１６犪頁）、

日人竹添光鴻《左氏會箋》（明治丁未井上書屋重校再印本）卷九（第８１４頁）以及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第６１７頁）等。



秋時江南有戎，舊所未聞，不能想當然論之。 或許正是由於對這支戎人所在的方位，

覺得難以理解，杜預才勉强以“山夷”解之。 唐人陸淳稱此“山夷”爲“今之溪洞” 〔１〕，

清人顧棟高進一步敷衍其説，視之爲“楚山間之民，非有名號” 〔２〕，即謂其散處於楚國

内地山溪之間。 若如顧氏所説，且這支戎人分布在楚之南部地帶，則或可同時兼伐楚

國西南、東南兩大區域。 惟《左傳》“伐”之云者，不拘所謂“内伐”、“外伐”，自是由外向

内他侵别國之意，且楚國南境之内分布着如此强大的山戎，亦略無他證，故其説亦不

宜信從。 由此可知，《左傳》的句讀，需要重新斟酌。

審度當時形勢，此番伐楚之戎人，應即所謂“陸渾之戎” 〔３〕。 顧棟高《春秋大事

表》嘗歸納相關記載述之曰：“秦、晉遷于中國，則曰陸渾之戎，今爲河南府嵩陽縣。 又

曰陰戎，又曰九州之戎，又曰小戎。 晉惠公母家，《傳》謂小戎子生夷吾。 逮惠公歸自

秦，而誘以來處之陸渾，世役于晉。 亦曰姜戎。 佐晉敗秦師于殽，自後無役不從，亦數

與盟會。 以其處晉陰地，謂之陰戎。 ……其先陸渾而居伊、洛之間者，又有揚拒、泉

皋、伊洛之戎。” 〔４〕此陸渾之戎居止於今熊耳山、伏牛山諸丘陵山地之間，由此出發，

向南進攻楚國，就近可攻其西側；若先向東行，再攻擊楚國北境之東部，兵鋒自然會觸

及秦陽縣一帶。 如顧棟高所云，當時晉楚争霸而陸渾之戎常從於晉國。 據清華大學

藏戰國竹書《繫年》記載，此前二十一年，亦即楚成王四十年，當著名的城濮之戰爆發

時，在晉文公統率的多國聯軍當中，亦有“羣戎之師” 〔５〕，這是《左傳》、《國語》和《史

記》等傳統史料中未嘗記載的一項重要史實 〔６〕，而所謂“羣戎”，即當以陸渾之戎爲

主。 莊王三年時楚國不僅有此“大饑”之難，史載“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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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陸淳： 《春秋啖趙集傳纂例》（上海，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排印《經苑》本）卷一〇《國名譜》之
“四夷國”條，第２３１頁。

清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卷三九《春秋四夷表》，第２１６２頁。

案姚漢源《鄂君啟節釋文》（油印本，第２６—２７頁）已經指出《左傳》文公十六所記之戎“即伊雒之戎、陸
渾之戎等”，惟姚氏以爲此番陸渾之戎“伐其東南”句中“其東南”三字的含義“即戎之東南”，所説殊顯怪
異，有違古人行文常例，恐怕不宜信從。 又姚氏由此推衍，將戎人所至陽丘和鄂君啟節銘文之陽丘都比
定在戰國秦漢間的魯陽附近，也不符合節文行程，難以成立。 案姚漢源此文，係１９８１年提交給在太原
召開的“古文字研究會”年會的會議論文，時爲蠟版油印。 後來在１９８３年，將其中部分内容在《古文字
研究》第十輯上發表，全文則在１９８３年４月，刊載於《安徽省考古學會會刊》第七輯上（第１—１８頁）。

惟此《安徽省考古學會會刊》本較原油印本並無改動，且缺少所臨摹鄂君啟節文字原形，故這裏引述姚
氏此文，凡述及未被《古文字研究》所刊載部分者，仍依據油印初本。

清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卷三九《春秋四夷表》，第２１５９頁。

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之《繫年》第七章第４１—４４號簡，上册《原大圖版》第７頁；下
册《釋文、注釋》第１５３—１５４頁。

參見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之 《春秋左傳考證》第一卷第４５則 “城濮之戰與晉文霸業”條，第５５—

５８頁。



樂”，國政亦荒怠殊甚 〔１〕，陸渾之戎乘此時機向其發動進攻，是順情合理的事情。 也

正因爲戎人這一大膽冒犯，楚莊王在五年後才會舉兵“伐陸渾之戎”，結果大獲全勝，

直至周郊，得以徑問九鼎之小大輕重 〔２〕。 所以，《左傳》這一陽丘與鄂君啟節銘文所

見“陽丘”確應同爲一事而在秦陽縣之地。 今此基於上述分析改讀後的《左傳》文字，

語義通暢妥帖，也充分體現出其合理性 〔３〕。

鄂君啟車節銘文中通過陽丘以後行經的“邡（方）城”，譚其驤以爲係《水經注》所

記設在伏牛山隘口的一個小城，是出入楚長城的一處關隘，約當今方城縣東北方城、

葉縣界上的保安鎮 〔４〕。 黄盛璋對此雖然略有不同看法，但在這一地段實際認定的行

車路綫，與譚氏並没有實質性差異 〔５〕，其他研究鄂君啟節銘文的學者對這一地點也

没有提出更好的解釋。 今案此地應即前文所説方城關，惟就地形言之，似乎將其擬定

在今方城附近，要比保安鎮處更爲合理一些。 蓋今方城正當伏牛山隘口狹促之處，而

保安鎮處已稍嫌坦易。 又今此《簡册》所記距離南陽北上路途中的訄渠庾有一百零四

里路程的“陽新城庾”，前文曾根據相對里至，將其擬定在秦陽縣城以北、葉縣以南的

位置上，而這也正是“邡（方）城”所在的地方。 “新城”和“方城”這兩個地名，不管是從

其“城”字的來源，還是從其地理位置上看，似乎都存在密切關聯。

前文引述習鑿齒《襄陽記》，稱述這條“自南陽界出方城關”的道路，是“通周、鄭、

晉、衛之道”；又《左傳》僖公四年記齊桓公伐楚，楚將屈完聲稱將“方城以爲城”來拼死

抵抗 〔６〕，都是因爲楚國由南陽盆地北出，遇到伏牛山地的阻礙，交通不便，使得轉趨

東北赴陽縣、方城一路（屈完所説方城實指方城這一聚邑附近的方城山，惟楚長城沿

山延伸，即所謂“因山爲固筑連城，東向以拒中國”者 〔７〕，方城關即設於方城山間的長

城隘口之上），成爲其北上中原最爲便捷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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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史記》卷四〇《楚世家》，第１７００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一〇宣公三年，第１０犪—１１犪頁。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１５５頁；又卷四〇
《楚世家》，第１７００頁。

案童書業《春秋郢都辨疑》一文闡釋《左傳》這一記載，雖然解此戎人係來自楚國北部，但仍因循前人句
讀，讀作“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從而只能將楚國疆域向北部大幅度壓縮推移，並據此論證楚都
不在南部的江陵，造成嚴重疏誤。 童文見作者文集《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第９５頁。

譚其驤： 《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２０４頁。

黄盛璋： 《關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綫復原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２７７頁。 譚其
驤： 《再論鄂君啟節地理答黄盛璋同志》，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２２３—２２４頁。

晉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僖公四年，第８犪頁。

清高士奇： 《春秋地名考略》卷八 “方城”條，第１２犫頁。 清沈欽韓： 《春秋左氏傳地名補注》卷三，第

７１９—７２０頁。



　　鄂君啟車節銘文在通過 “邡 （方）城”之後，又 “就象禾，就梄 （柳）焚 （棼），就繁

陽” 〔１〕。 在這段路程中，繁陽在今河南新蔡縣北，諸家所釋，大致相同。 “梄焚”，譚其

驤舊從郭沫若、商承祚釋文，讀作“畐焚” 〔２〕，且從商説，以爲“畐可通富”，從而推測：

“富焚疑即春秋時的房國，漢置吴房縣，即今河南遂平縣。” 〔３〕但“富焚”何以即爲房國

之地，譚氏未做任何説明，推測起來，大概主要是以“富焚”與“吴房”音通，同時在很大

程度上恐怕也是基於對其上一經停地點象禾位置的認識。 羅長銘最早指出，河南泌

陽縣東北的象河關或與鄂君啟節銘文中的 “象禾”相關 〔４〕，譚其驤以爲其説 “得

之” 〔５〕，黄盛璋和姚漢源對此也表示贊同 〔６〕。 這條道路由方城東出後，若是先南下

至今象河關處，則東轉而至今遂平附近，行程比較順暢，大概這就是譚氏推定“畐焚”

在古房國處的内在緣由。 但象河關地名出現很晚，就我所知，明代宗景泰七年成書的

《寰宇通志》以及稍後在英宗天順五年據此改編的《大明一統志》始見著録 〔７〕，而且當

地本有一條象河 〔８〕，還有象河橋 〔９〕，象河關因河得名的迹象十分明顯，而“象河”這

樣的地名，起初本來只能稱之爲“象水”或是“象川”，如同于省吾早已指出的那樣，“象

河關無象禾之稱” 〔１０〕。 這樣一來，它與“象禾”這一地名在語音上的關聯，就會變得相

當微弱（若是按照于省吾等人和黄盛璋後來提出的看法，“象禾”或應釋爲“兔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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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之第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２號《噩君啟車節》，第６６０１—６６０４頁。

郭沫若： 《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５頁。 商承祚： 《鄂君啟節考》，據
作者文集《商承祚文集》第３２２頁。

譚其驤： 《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２０４頁。

殷滌非、羅長銘： 《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１０頁。

譚其驤： 《鄂君啟節銘文釋地》，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册，第２０４頁。

黄盛璋： 《關於鄂君啟節地理考證與交通路綫復原問題》，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論集》第２７０、２７７頁。

姚漢源《鄂君啟節釋文》（油印本）第２８頁。

明官修： 《寰宇通志》卷八八《南陽府·關隘》，第９犫—１０犪頁。 明官修： 《大明一統志》（陝西三秦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影印明天順五年司禮監刻本）卷三〇《南陽府·關梁》，第５２４頁。

清陳夢雷：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１９７６年，重印１９３４年上海中華書局縮印清銅活字原
本）之《方輿彙編·職方典》卷四四八《南陽府部彙考》二“南陽府山川考”上，第４０７２頁。

清官修：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一二《南陽府·津梁》之“象河橋”條，第１０３８５頁。

于省吾： 《鄂君啟節考釋》，《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８期，第４４７頁。

于省吾： 《鄂君啟節考釋》，《考古》１９６３年第８期，第４４７頁。 黄盛璋： 《再論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
歷史地理問題》，《安徽史學》１９８８年第２期，第２８—２９頁。 案于省吾和黄盛璋此文都把這個所謂“兔
禾”解作今陝西商縣附近的楚邑“菟禾”，位於鄂地西北，不符合車節自鄂邑東北出方城的行進方向，黄
盛璋在這篇文章中解釋説：“（鄂君啟節）舟、車兩節所列經行地點皆爲税關所在，……目的在爲免税與
傳舍招待之憑信，著重在舟、車載貨免税經歷範圍、地點與停留住宿受官府接待，解決運夫與馹站傳舍，

雖和路綫有關，但著重並不在路綫。 ……故節中地名先後次第，並不一定都在同一條路綫上。 它可以
分屬兩路，甚至可以在相反方向的路綫之上。”這樣一來，舟節和車節上的地名，將完全失去聯繫，殊難
想象當時人做事竟會如此背戾常理。



那麽，它與象河關其地也就愈加毫無干係了）。 這樣一來，對“畐焚”和“象禾”這兩個

密切關聯的地點，也就需要重新考慮其位置所在。

事實上，羅長銘在與郭沫若同時發表的文章裏，就已經把“畐焚”的“畐”釋爲“酉”

字 〔１〕，後來更直接指明字形當中“所从係木字，當即柳字。 舊釋酉讀柳，猶嫌迂曲”；

羅長銘同時還指出，《左傳》載宣公九年“鄭伯敗楚師於柳棼”，杜預注云柳棼爲鄭地，

車節銘文之“柳焚”即此柳棼 〔２〕。 黄盛璋起初雖然贊同譚其驤對這兩個地點所做的

復原，但後來又結合江陵望山楚簡中的文字資料，特别指出，“富焚”爲“酉焚”誤釋，而

酉、丣古爲一字，故“酉焚”亦即“桺焚”、“柳焚”。 黄氏與羅長銘一樣，以爲《左傳》宣公

九年鄭伯敗楚師之“柳棼”與車節所記“酉焚”必爲一地無疑 〔３〕。 今《殷周金文集成》

就是采用了羅長銘、黄盛璋這一派人的釋讀。 “畐焚”改讀爲“酉焚”（梄焚、柳棼）之

後，其與春秋時期的房國更全無聯繫，將“象禾”比定爲象河關亦隨之失去與其相對位

置的關聯，譚其驤擬定的這兩個地點，也就愈爲缺乏依據。

姚漢源和羅長銘、黄盛璋看法相同，也認爲 “酉焚”即 《左傳》宣公九年所記 “柳

棼”，且依據當時攻守形勢，謂“柳棼在鄭之南境無疑”。 黄盛璋後來亦專門討論這一

問題，進一步指出：“陳滅於楚，而鄭南境後多入於楚，柳棼春秋爲鄭地，戰國屬楚。”惟

姚氏復謂此“酉焚”亦即古籍中的汝墳或汝汾；黄盛璋則以爲汝墳乃汝水之堤防，與用

作專名的“酉焚”或“柳棼”不同，故所説不能成立。 但實際上姚漢源文中本明確指出：

“稱‘酉焚’之爲邑，當緣汝濆得名，在郾城附近。” 〔４〕已經闡釋了這種通名與專名的關

係，其所擬定的具體地點雖然論據還不够充分，與黄氏的看法也並没有很大衝突。 另

一方面，日本學者船越昭生從沿途地貌形態與道路走向的合理性角度分析，同樣以爲

譚其驤爲象禾和所謂“畐焚”比定的地點不够合理。 船越氏首先將郭沫若、譚其驤等

人定在今河南新蔡縣北的“繁陽”，向北大幅度改移至今河南臨潁西北的繁城鎮，再以

此爲參照，將所謂 “畐焚 ”亦即 “柳棼 ”比定在今河南舞陽北面春秋時代的不羹

附近 〔５〕。

按照黄盛璋、姚漢源和船越昭生的上述看法，這條經過“酉焚”或“柳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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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殷滌非、羅長銘： 《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１０頁。

羅長銘： 《鄂君啟節新探》，見《羅長銘集》第１０８頁。

黄盛璋： 《鄂君啟節地理問題若干補正》，見作者文集《歷史地理文集》第２８７—２８８頁。

姚漢源： 《鄂君啟節釋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中華書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１—２０３頁。 黄盛璋： 《再論
鄂君啟節交通路綫復原與歷史地理問題》，湖北省楚史研究會、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楚史研
究專輯》第８０—８２頁。
［日］ 船越昭生： 《鄂君啟節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４３號，第８２—８４頁。



就與前面推定的武庾至閬蕩渠間陸上運輸路綫基本一致了，而“酉焚”或“柳棼”正位

於水、陸兩途的連結點附近，這裏地處楚國北部沿邊地帶 〔１〕，正是鄂君與富庶的中原

各國間從事商貿的便利場所。 鄂君啟節銘文限制陸路販運裝載“金革黽（■、篃）箭”，

郭沫若曾將其解釋爲 “王室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不能不預防篡弑或内亂的發

生” 〔２〕，亦即控制楚國境内的武器和軍事裝備流通，但楚王對通行於漢水、夏水等楚

國腹心地帶的舟船何以不加限制，而僅僅限制這一陸上商路？ 這正應當與其行經北

方沿邊地帶有關。 針對郭沫若的看法，船越昭生以爲這種限制措施更應該是楚國對

沿邊新占領區的控御方略 〔３〕。 更清楚地説，或謂之更準確地説，這一禁令乃是用以

防範武器裝備流出於國境之外 〔４〕。 然而，這樣一來，在東出方城之後，這條道路就不

大可能先陡然南下今象河關處，然後再急轉北上，“象禾”只能將其改定在方城東北方

向去往“酉焚”或“柳棼”路上的某一地點。 事實上，船越昭生就是將“象禾”比定在今

河南方城東北、葉縣西南的交通樞紐保安驛附近，這也就是前文所説譚其驤擬定爲

“邡（方）城”所在的保安鎮 〔５〕。 保安驛是明清驛路上的一個驛站，在元朝的“天下站

名”當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保安”這一驛站名稱，而它正位於由南陽東北出葉縣去

往汴梁的幹道之上 〔６〕，此亦山川大勢使然。 因此，船越昭生對這一段陸路的復原，最

爲合理。 結合鄂君啟節載録的這條商路，有助於我們更深切地理解南陽武庾至閬蕩

渠間這條道路的重要作用和它的歷史淵源。

明此可知，前面提到的由訄渠庾到陽縣新城庾這條道路，應當是在陽縣以北，與

武庾通往汝水岸邊這條道路相連。 這樣，既可以將訄渠庾那條路上及其附近較重的

物資東運，以便轉入浪蕩渠水運；同時也可以將陽縣附近聚集的輕物資西運，轉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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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陳偉： 《楚東國地理研究》第五章第一節《方城之外的争奪》第１０７—１１２頁；又附圖１《楚“東國”示意圖》

第６—７頁。 徐少華： 《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下編第四章第二節《戰國中期楚國北部疆域的變化》

第３１９—３３３頁。

郭沫若： 《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８年第４期，第５—６頁。
［日］ 船越昭生： 《鄂君啟節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４３號，第８７—８８頁。

案姚漢源《鄂君啟節釋文》一文在《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上正式發表之前的油印本（第２４頁）已經指出，

此限運“金革黽（■、篃）箭”之禁，“不載於水節，特載於陸節，殆以敵國故多在北方，故限制出關。 水程
所至之東、南、西等多楚之羈屬，且不乏此等器材，故不及之”。 惟此論述，在正式發表時似被刊物編者
删除。
［日］ 船越昭生： 《鄂君啟節について》，《東方學報》（京都）第４３號，第８４頁。

明官修： 《永樂大典》（中華書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明代寫本）卷一九四二六《二十二勘·站》之“驛站”條引元
熊夢祥《析津志》，第７２９２頁。 明申時行等： 《明會典》卷一四五《兵部·驛傳》，第７４５頁。 參據楊正泰
《明代驛站考（增訂本）》附圖一〇《河南驛路分布圖》第１２１頁。 明黄汴《一統路程圖記》卷一《北京至貴
州、雲南路》第２１１頁。 清妙因居士輯《周行備覽》上集《貴州省城進京至河南衛輝府路程》第５１犪頁。



送至雒陽。 此外，在不同的季節和天氣情況下，也可以根據路途或是航道的狀況，在

由魯陽北上和途經陽縣東行這兩條道路之間相互調節。

《史記》記載陳勝、吴廣之輩起事反秦之後，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

諫於二世皇帝，以爲所謂關東群盜之所以會誅不勝誅，乃“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税大

也” 〔１〕，知過度輸送糧食物資也是秦廷令民衆苦不可堪的一大弊政。 西漢前期晁錯、

主父偃、嚴安（莊安）等人亦謂虐使天下飛芻輓粟，以至役及丁女，“輸者僨於道”，甚至

因“苦不聊生”而“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這是秦人亡國覆社的一大要因 〔２〕。 惟陸

途車輓與水道航運，二者之間在耗費民力的輕重程度上，還有明顯差别，故當時去疾、

李斯諸人勸諫二世皇帝，乃“請且止阿房宫作者，減省四邊戍轉”。 元人胡三省解釋上

述諸事曰：“戍，征戍也。 漕，水運也。 轉，陸運也。 作，役作也。” 〔３〕因知若就輸送之

役而言，李斯等人是要儘量減省陸運而仍維持水運。 又《史記·高祖本紀》記載秦末

劉邦率軍進攻南陽首縣宛城時，南陽守齮之舍人陳恢，游説劉邦云：“宛，大郡之都也，

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 〔４〕馬非百以此爲據，推論秦廷在宛縣城中設置有猶如敖

倉一樣的糧倉，用於通過武關一路向關中轉運糧食，謂此“宛倉者，亦京師漕運之一路

矣” 〔５〕。 實則南陽郡此等“積蓄”不過是諸郡例有的倉儲之物而已，初不足以與敖倉

相提並論。 馬氏所説轉運路徑需要穿越秦嶺山脉，山高路險，艱難至極，非萬不得已，

似難以爲之。 今通過《簡册》中武庾至閬簜（蕩）渠間里至這條記載，可以清楚知悉，秦

朝南郡及其迤南很多地區輸送给朝廷的糧食以及芻稾等物資，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應

該是經由這條通道，漕運敖倉，或是在敖倉附近再轉而向西運送，而不是全部在陸上

北運雒陽，或是穿越秦嶺險阻，經由武關，直接輸往關中。 這一點對我們認識秦王朝

糧食等物資運輸的整體地理格局，具有重要價值。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５日完成部分草稿

２０１３年４月５日改定

（辛德勇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８７２·

出土文獻（第四輯）

〔１〕

〔２〕

〔３〕

〔４〕

〔５〕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７１頁。
《漢書》卷四九《晁錯傳》，第２２８３—２２８４頁。 《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第２９５４、２９５８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７１頁。 宋司馬光： 《資治通鑒》卷八秦二世皇帝二年元胡三省注，第

２７８頁。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２５９—３６０頁。

馬非百： 《秦集史》之《積儲表》第９４５—９５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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